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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指引欠发达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

●　傅德印

（兰州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　要：根据２０１８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清晰界定和明确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的基本内涵，即“七个坚持”，并进行了深度解读。进一步分析研究了这一思想形成的现实背景和理论依据，揭示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现实意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为指导，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作出的“八个着力”的重要指示精神，探索性地提出了甘肃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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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０日举行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１］。这一思想，是５年来推动我国

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指导我们做好各项经

济工作的核心思想，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

发展。

　　一、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

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七个坚持”［２］，即：坚持加

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坚

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

控，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

工作策略和方法。

这“七个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基础，进一步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事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回答了经济

发展为了谁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回答了经济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问题；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市

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回答了经济发展的

整体布局与协调发展问题；进一步回答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线和推动经济发

展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和重大理论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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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意义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是 ５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

结晶

理论来源于实践。党的１８大以来，从国内经

济形势看，经济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多年的

快速发展，正进入增长趋于极限，面临结构优化调

整的新阶段。从国际经济形势看，整个世界经济

都在面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只有中国经济

保持稳中有进，稳定增长。同时，信息技术、数字

时代所带来的经济、科技、社会的变化也突飞

猛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对经济

形势作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判断［３］，对经济

工作做出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正确决策，对发展

思路做出了速度、结构、动力等一系列战略调整，

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

大局。

在短短５年里，我国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经济结

构出现重大变革，新动能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明显

增强；经济更具活力和韧性，一些关键性、基础性

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推动对外开放深入发展，对全

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大幅度提升；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明显增强，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

群体；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全党全国贯彻绿色

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正是在这

样推动实践发展的不断探索中，才形成了以新发

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科学指引

下，才能使我国经济应对国内外极其复杂的形势，

才能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才能推动经济

发生历史性变革。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

成果

理论高于实践。党的１８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我国经济实践不断跨越

的同时，一直注重经济理论的创新。２０１５年 １２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首次提出，“要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４］，并

明确了我们党经济理论创新的路径和方向：一方

面，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进行全面详

细的回顾总结；另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

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进

而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

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

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

国焕发出更加绚丽耀眼的光芒，开辟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成果。同时，把不断深

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深化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

机结合，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的新境界，也开辟了新时代党的建设在经济领

域的新境界。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是指导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思想，必须

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党的１９大，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５］，我国经济发

展也由此进入了新时代，即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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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把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等主要思想，贯彻落实到

经济工作各领域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过

程；就是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破除旧的

经济体系的同时，建立健全现代经济体系；就是

要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就是要完成“八大重点工

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

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

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就是要确保打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为

实现“新两步走”战略目标，最终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上述工作和任务的完

成，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的指导，需要在新的实践探索中，在新的

成功经验总结提升创新中，长期坚持这一思想

并不断进行印证、丰富和发展。

　　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欠发达地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在指导欠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

甘肃是一个内陆经济欠发达省份。２０１３年２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作出“八个着力”重

要指示：“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着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增强经济

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产

品供给保障能力；着力推进扶贫开发，尽快改变贫

困地区面貌；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生态文

明水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让人民过上更

好的生活；着力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着力改进干部作风，提高党和政府公信力。要

努力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经

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

好新甘肃。”［６］这是总书记对甘肃发展的政治嘱

托和要求。

同时，“八个着力”重要指示，更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实际

短板，更加突出了解决结构优化调整、扶贫攻坚、

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干部素质提升等问题在欠发

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八个

着力”重要指示，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在指导欠发达地区发展中的具体

体现。

（二）沿着“八个着力”的方向和指导，推动甘

肃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效果

正如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林铎所讲，甘肃经济

发展在习总书记“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指引

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全面小康目标，打好新

一轮脱贫攻坚战；立足老工业基地实际，推动发展

方式转变；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活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群众福祉；汲取深

刻教训，坚决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７］“八个着力”

给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带来了全新的进

展和成效，不断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指导欠发达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指引下，推动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

台阶

面对未来，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指导和推动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

在新的起点上，把“八个着力”继续不断推向深入。

具体来说，就要始终坚持党对甘肃经济工作的领

导；就是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

构建甘肃现代经济体系，尤其是大力发展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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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业和中药材加工业；就是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打牢脱贫攻坚的物质基础和产业基础；就是要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更多创新主体和更加规范

的市场主体；就是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补

齐社会事业的各项短板；就是要发展循环经济和环

保产业，确保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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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ｉ

ｄｅａ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ｗｅｃ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

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ｎｅｗｅｒａ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Ｅｉｇｈｔｆｏｃｕｓｅｓ＂ｗｈｉｃｈ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Ｘｉｈａｓｇｉｖｅｎｗｈｅｎ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ｅｄ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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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关于构建互联网金融新生态痛点及策略研究


●　陆岷峰１，陈　冬２

（１．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区域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５；
２．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摘　要：目前互联网金融已成为我国金融发展的一种新趋向。传统金融也正在逐渐借势形成互联网金融这一发
展新动向，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因此，基于社会信

用体系的建设，我国互联网金融新生态的构建应当多渠道开拓、协同发展。同时，加快相关互联网金融法规的制定

和实施，加强金融市场监管，注重金融宣传教育，规范金融主体经营行为。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生态；发展环境；行业监管；信用体系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５１０

　　一、引言

互联网凭借便捷、个性、全面的特点，博得了

众多消费者的关注与青睐；同时在相关技术逐步

完善的基础上，互联网的包容度也逐步提高，与其

他领域的合作已成为大势所趋。在国家相关制度

的推动下，“互联网＋”已发展成为时下最具活力
的朝阳产业，其客户群体已经基本形成并相对固

定。而金融作为传统产业，也顺应了“互联网 ＋”
的发展形势，形成了新型的“互联网金融”产业，

在金融领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的确喜人，但在看

似平顺的表面下却暗藏波涛：传统金融领域本想

利用互联网广泛性、便捷化的特性进一步扩张行

业的影响力；但互联网的虚拟性本质却助长了非

法金融的发展，或是扭曲了原本金融的传统做法，

例如最近处于风口浪尖的校园借贷、Ｐ２Ｐ等。因

此，互联网金融生态尚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对互

联网金融生态的整治已刻不容缓；国家也意识到

了治理互联网金融生态已呈江汉朝宗之势，相继

颁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等政策法规，

逐步规范互联网金融生态的发展。可见，在互联

网金融生态优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许多错

综复杂的问题，其中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较为明显。

　　二、文献综述

随着社会各界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视，

互联网金融生态的概念又被提出。姚余栋等

（２０１６）认为互联网金融生态的提出是行业发展
的进步，其建立需要经过萌芽、高速发展、问题频

现、不断完善等几个过程，而建立起这一新秩序的

基础是竞争与合作［１］。陆岷峰等（２０１５）提出在
互联网金融的背景下金融生态呈现出对于信息处

—５—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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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陆岷峰（１９６２—），男，江苏金湖人，博士，教授，南京财经大学中国区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江苏省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商业银行、中小企业；陈冬（１９９４—）男，安徽芜湖人，硕士研究
生，研究方向：金融研究。



理和创新能力的依赖性更强，金融发展更向闲散

客户、长尾客户侧重，科技创新对于盈利的杠杆撬

动能力更强等特点［２］。张家瑞（２０１６）以京东金

融为例，说明了互联网金融生态演进的过程，通过

物联网、互联网金融和电商三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京东金融构建起全入口大数据全体系生态［３］。

虽然互联网金融具有众多传统金融不可比拟的特

点和优势，但其也有发展的不足与缺陷。陆岷峰

（２０１７）认为互联网金融生态主体之间存在着竞

合关系，在当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生态主要呈现

出发展主体的创新能力较弱、行业同质化竞争现

象严重等问题［４］。杨洋（２０１６）则认为我国的互

联网金融生态的发展主要包括四重阻碍，分别是

对概念的认知不明确、机制实施的收效较弱、发展

体系有待完善以及缺乏必要的人才支持［５］。

想要探寻互联网金融生态的优化途径，则对

于其生态发展的现状进行研究分析是必要的。毛

青儿（２０１６）认为当前互联网金融生态的主体主

要包括消费者、金融机构、电子商务、监管机构和

互联网企业五分部分，而其生态环境则涵盖了信

用体系、监管体系、技术体系等方面，主体与环境

之间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６］。ＬｅｉＴｅｎｇ等

（２０１５）提出在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生态中，金融监

管一般要慢于机构经营的发展步伐，这也就形成

生态平衡的威胁［７］。而对于互联网金融生态优

化的途径，有些地区取得的经验值得借鉴学习。

王玉祥（２０１５）着力分析了贵阳互联网金融生态
的构建，从无到有，从有到强，正是由于贵阳各界

注重开放合作，强化创新，通过注重人才、引进企

业、加强合作等途径 ［８］。辛路等（２０１６）从欧美的

互联网金融生态历程入手，认为我国应当学习英

国行业自律先行模式；或者是美国的多部门分头

监管政策 ［９］。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生态当前尚处于“快、偏、

乱”的发展状态，如何调整发展途径，将会是能否

构建新型完善的生态体系的重要节点。贺冬冬

（２０１５）提出互联网金融生态是由多个子系统结

合形成的，因此要构建健康的生态，必须要通过加

强监管制度来规范各个子系统的运行行为，从而

达到生态的平衡［１０］。Ｙｕ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２０１４）认为社

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将会是降低机构经营风险的必

然途径，而这一体系的建设需要由国家层面牵头，

社会各界共同配合［１１］。李东荣（２０１６）强调互联

网金融生态应当向安全性和包容性方向发展，通

过提升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结合发展创新和风险

防范，做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目的［１２］。

三、功过并存、逐步向好

（一）野蛮生长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近些年可谓风生水起，因

而其发展生态也越发包罗万象，而对于互联网金

融生态的发展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进行分

析。在横向发展方面，近些年来众多行业的互联

网化已经是势在必行，互联网金融不断扩张影响

半径，从最初的网络支付，再到后来传统的金融行

业涉足线上消费，再到现在“泛互联网金融”概念

的提出；零售、地产、汽车等众多线下产业纷纷开

启了“双模式”兼营的时代，例如苏宁易购、链家

理财、易车网等金融机构。而在纵向发展方面，互

联网金融的发展更是羡煞旁人，参与到互联网金

融发展的平台与商家越来越多，一直都保持着与

日俱增的状态；同时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具有互联

网操作知识与技能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为金融消费

市场的主体，助力市场地位进一步稳固；并且基于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支付等技术的迅速完善，互联

网金融得以推陈出新，因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也

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状态。在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

的大背景下，其发展的生态链也逐步趋于完善；

“生产—加工—销售—售后”等一系列全链条金

融产业环节已经基本成熟，互联网金融生态已步

入了正规发展的阶段。

对于互联网金融生态的发展，最为明显的

体现就是数字的增长。仅以网络信贷行业为

例，在互联网金融平台方面，２０１６年中国网络信

贷余额为 １１６００．７亿元，同比增长 ７４．９％，并

且预计这一增长量将持续保持高位增长（见图

１）。而在消费者数量方面，２０１６年网络信贷用

户规模则发展到 １．６亿人，与上年相比增长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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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２３．６％（见图２）。网络信贷行业仅是互联网
金融众多分支中的一个细枝桠，却能够很好的

诠释整个领域发展势如破竹；而互联网金融平

台和客户则是生态链中无可比拟的组成环节，

同样也能够说明互联网金融生态的增长是其他

领域难以望其项背的。

数据来源：２０１６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中国网络贷款余额规模

数据来源：２０１６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中国网络信贷用户规模

（二）秩序混乱

互联网金融令人望尘莫及的发展速度是有目

共睹的，但其中的发展质量是否满意却只是不过

尔尔。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电照风行，其影响半

径逐步扩张，经营方式也逐步演变增加；而传统的

监管视野无法覆盖不断扩张的经营半径，这也就

形成了难以避免的监管漏洞或灰色地带。而居心

叵测的互联网金融经营管理者则恰好利用这一背

信弃义的途径，非法敛取社会闲置资金，最后扰乱

了互联网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其中不乏社会影

响极其恶劣的大案要案，例如２０１５年震惊社会的

“ｅ租宝案”，仅在短短一年半不到的时间内非法

集资５００多亿，而这如此骇人听闻的数额、令人瞠

目结舌的速度也都是由于金融行业利用了互联网

便捷的特点和虚拟的本质。因此金融行业能够迅

速打入寻常百姓家正是得益于互联网高效个性的

特质，而同样秩序混乱、案件频发的市场现状也恰

恰由互联网的这一特性所导致，可以将两者的关

系总结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互联网金融生态近些年已成为众矢之的，从

大大集团以互联网金融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到

水果营行“生鲜之王”神话的破灭，从Ｐ２Ｐ平台频
频跑路关门，到校园贷款“裸照事件”、“跳楼事

件”接二连三，无不血淋漓的说明当前互联网金

融生态尚处于混乱状态。从数据上来看，互联网

金融生态环境近些年来的发展状况也不容乐观；

仅以最近无出其右的 Ｐ２Ｐ领域为例，据网贷之家
相关数据显示，自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整
整一年间，新增预警、体现困难、跑路、停业等经营

问题的平台就多达１６３４家，而８月份更是新增
２３０家问题平台。同时截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底，全行
业累计发生停业等问题的平台数量为３４９３家，
停业等问题平台发生率达到６０．４２％（见图３）。
而从全年来看，自２０１５年国家加大了对于Ｐ２Ｐ平
台的的监管力度以来，Ｐ２Ｐ领域就一直演奏者“冰
与火之歌”，一面是领域的平台数量和成交额都

实现了惊人的增长（见图４、图５），而另一面则是
问题平台的数量出现了爆炸式的激增。Ｐ２Ｐ领域
仅仅只是互联网金融的一个缩影，众筹平台、互联

网保险、互联网车贷、校园贷款等众多领域都是问

题与成长齐头并进，最终形成了当前庞大且混乱

的互联网金融生态体系，这样的发展形势无异于

饮鸩止渴。

数据来源：网贷之家。

图３　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Ｐ２Ｐ网贷市场新增

问题平台量及问题平台发生率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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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图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Ｐ２Ｐ网贷市场平台数量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图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Ｐ２Ｐ网贷市场成交额

（三）走向规范

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起步较晚，且互联网金

融发展迅速，相关法律难以跟上，这也就导致了行

业的监管漏洞；但是我国相关监管部门正在不断

发力，法律法规正不断完善。从立法的角度来看，

为了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新环境，我国的互相

关立法部门已经逐步趋紧。自２００６年第一部相

关法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

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到２０１５年

底，已颁布了４０部相关法律法规；而全国性的法

律就已多达２８部，并且近几年的颁布步伐也呈现

大步流星之势（见图６）。２０１６年被称为“互联网

金融监管元年”，整个行业告别了野蛮生长阶段，

开始正式步入正规化与合法化。从执法的角度来

看，近年来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违法行为不断践行

者“执法必严”的原则；特别是对于社会影响极其

恶劣的，坚决予以从重处罚，其中去年７月的“华

融普银案”最具有代表性，对于平台负责人的判

刑达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个

人财产，而这也将会起到以儆效尤的重要作用。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由于互联网金融涉猎行业众

多，而我国自１９９８年保监会成立以来一直都保持
着“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模式，而这一模式也因

为难以适应市场新发展而正在向“混业监管”转

型的阶段，而混业监管却更能够适应新时期互联

网金融的发展特点与发展需求，因此对于互联网

金融的监管正在趋于完善。

　　数据来源：新浪司法。
图６－１　全国与互联网金融有关的法律法规汇总

（截止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８日）

　　数据来源：新浪司法。

图６－２　各主要地区和城市互联网金融相关政策（摘编）

互联网金融虽然近些年来案件频发，这不只

反映出其迅速发展的生态仅是粉饰太平，同时也

反映出相关部门对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整治决

心。同样以 Ｐ２Ｐ领域为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
Ｐ２Ｐ网贷行业的监管，从２０１５年７月的《关于促
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到２０１６年
８月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
行办法》，对于 Ｐ２Ｐ的监管立法正稳扎稳打的迅
速前进，促进行业去芜存菁。而对于互联网金融

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管，近两年来也同步发展，特别

是以２０１５年初银监会成立以来的首次结构调整，
单独设立了普惠金融部，全面负责对 Ｐ２Ｐ网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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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日常监管，对违法经营活动严防死守。相关

部门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立法监管也同样循次而

进，在相关立法的不断推进、日常监管的趋于完善

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生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合

法合规的发展途径已经形成了常态化。

四、先天不足、后天乏力

（一）风控体系有待完善

风险是互联网金融与生俱来的本质特点，

而风险控制则是机构日常经营中大本大宗的环

节，其好坏则可以直接决定机构运营的成败。

互联网金融行业经过了数年的发展，但随着经

营形势的不断转变，原先的风控体系已如明日

黄花。而在整个风险体系中，失信风险又是其

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能否恰当的评价客户的信

用等级，最直接会影响到机构的经营成果。而

这一评判标准仅是机构手中所掌握的寥寥无几

的用户信息，线上线下商家未能形成良性互动，

信息共享机制尚未成型，这也就从源头上限制

了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无形中增加了

日常运营风险。与此同时相关的监管部门也只

是点到为止，对于个别商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特别是对于一些处于灰

色地带的竞争行为更是置之不理，这也就让合

法经营的机构吃了哑巴亏，增加了行业的经营

风险。

（二）运营成本依旧较高

互联网金融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但各项配

套设施没有能够跟进行业的发展步伐；仅以大数

据产业为例，互联网金融行业对于大数据技术的

需求是迫切的，有了大数据的支持，行业在客户信

用评定、发展方向制定等方面都可以捷足先登；但

由于大数据产业起步较晚，人才支持、技术支持都

尚未成熟；因此即使互联网金融机构对于大数据

望眼欲穿，但也只能是望梅止渴，而众多机构则采

取“曲线救国”的政策，采取其他的一系列措施达

到数据分析的目的，兜兜转转一大圈中消耗了很

大一部分不必要的精力和财力，徒增了经营成本。

而从行业自身的发展来看，由于互联网金融行业

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行业自身并未形成规模气

候，机构发展的视野大多集中在“单打独斗”中，

很难得有“抱团发展”思想存在，而这在削弱了竞

争实力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研发费用、采购

费用、运输费用等日常经营管理开支，步入了事倍

功半的发展怪圈。

（三）巨头企业垄断严重

金融作为国家的生命线，一直以来都是处于

高度垄断的状态下；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则凭借

其庞大的影响半径成为了打破这一垄断现象的唯

一途径；但是近些年来鸟瞰整个市场，在众多方

面，垄断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因互联网的加入

而愈演愈烈。首先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传说中的

“ＢＡＴ”在京东的参战号角中形成了“ＢＡＴＪ”互联

网金融四巨头，而这四巨头通过开启业务、参股公

司等途径几乎已经完成了互联网金融全业态的版

图布局（见表１）。以蚂蚁金服为例，通过支付宝、

支付宝钱包、余额宝、蚂蚁小贷、花呗、淘宝保险、

淘宝众筹、淘宝１００指数、网商银行、芝麻信用和

阿里云，分别布局支付、钱包、理财、借贷、消费金

融、保险、众筹、证券、银行、征信和云计算领域，几

乎囊括了时下所有互联网金融分支，渗透进了普

通消费者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逐步构建起庞大的

阿里巴巴金融帝国；而其他的小微型甚至中型机

构由于客户消费习惯已形成，仅能够偏安一隅，无

力与这些行业大鳄分享蛋糕。其次从消费领域来

看，以最近正处于多事之秋的网络信贷为例，虽然

市场份额巨大，但大多都集中在 Ｐ２Ｐ领域和网络

小贷领域；其他领域如互联网银行、电商消费金

融、网络分期等都只能分食残羹（见图７），过于集

中的资本划分也让热门行业竞争残酷，冷门领域

苟延残喘。最后以微观的视角关注到特定的领

域，以傲视群雄的移动支付领域为例，仅看移动端

的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支付宝毫无悬念的以绝

对性的优势占据行业龙头地位；而其他机构大多

只有支付宝市场份额的１％（见图８），在这样完

全垄断的畸形市场形态下，其他企业想要打破这

样的局面，可以说只能是痴人说梦，甚至连在这样

群雄逐鹿的环境中想要艰难生存下来都希望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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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不论是在领域布局，还是在市场占有上，互联

网金融巨头垄断的局面基本已成定局，而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太效应”将会发挥他的威

力，强者可以肆意膨胀，而弱者只能俯首就缚，无

形之中将互联网金融困如一潭死水，丧失竞争的

活力和发展的动力。

　表１ ＢＡＴＪ互联网金融版图

互联网公司 银行 证券 保险 公募基金 第三方支付 基金销售 征信

蚂蚁金服 网商银行 云峰证券 众安在线 天弘基金 支付宝 －－ 芝麻信用

腾讯 微众银行 富途证券 众安在线 好买基金 财付通 －－ 腾讯征信

百度金融 －－ 合作模式 百安互联网保险 合作模式 百度钱包 基金销售支付结算 －－

京东金融 －－ 合作模式 保险经纪 代销模式 网银在线 基金销售支付结算 －－

　　数据来源：２０１６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

　　数据来源：２０１６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
图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中国网络信贷余额规模结构

数据来源：２０１６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

图８　２０１５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

市场份额（ＰＣ端）

（四）线上线下难以互补

一般而言，互联网金融并非是“无中生有”，

而是对于线下传统金融领域的一种拓展延伸，而

这一拓展应当是以创新变革技术概念为前提的，

以发掘潜在消费市场为目的的，以刺激新型消费

行为为途径的，应当与线下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但纵观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程，在发展的初期确

实践行着这样的思想信念，但在步入增长阶段后

却事与愿违；不但没有挖掘新的消费市场、培养新

的消费模式，反而与传统产业形成了争抢客源的

发展观念，借贷、保险等领域线下产业在互联网金

融的强大攻势下市场份额缩水严重，最终形成

“相煎何太急”的尴尬局面。虽然说市场的保有

量是一定的，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起步较晚，市场

开发程度尚不高，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正逐年增长（见图９），金融潜在市
场正逐步扩张；因此互联网金融领域在不影响线

下金融产业发展的前提下，完全有开拓新的金融

增长点的可能，但现如今的发展局面却与之背道

而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
图９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五）行业扩张过于迅速

俗话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

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事万物只有根

基牢固才能发展无忧；但在虚拟浮躁的互联网世

界，一些金融公司往往是看到了市场发展的前景，

为了发展而去发展，在根基不牢发展过快的情况

下最终鸡飞蛋打、得不偿失。这样的情况比比皆

是，谷歌钱包在没有打通上下游的节点环节，未能

获得移动运营商、银行商户的支持下，为了适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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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发展趋势而被强行推广，谷歌公司最终只能是

忍痛割爱。乐天公司为了进一步开拓在日本的金

融版图，在金融市场紧缩的大背景下依旧推出了

“日版余额宝”，这种为了行业扩张而去盲目开拓

市场的行径，在金融市场发展的大背景下也只能

是螳臂当车。众贷网在２０１３年成立之初曾信心

满满，志在成为互联网金融的一方霸主，但由于准

备仓促、缺乏经验，相关工作未能完善，在上线仅

一个月后就宣布破产，成为了行业至今夭折最快

的企业。淘宝基金在未能明确客户群体、未能了

解市场导向、未能储蓄充足人才的基础上，盲目跟

随基金市场的发展风向，即使有“淘宝”这块金子

招牌的庇护，结局也只能是以冷清收场。上述的

案例无不说明盲目的追求市场扩张，在互联网金

融行业内绝非个案，在资金不足、技术不足、人才

不足等非常规环境下，一味的以追求扩张、妄图发

展为目的成长起来的企业大多只能成为“畸形产

品”，终将会被市场发展的车轮碾压得粉碎。

五、多管齐下，再创辉煌

（一）形成规模产业集群

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互联网的发展时代，而互

联网金融也趁着发展的东风方兴未艾；现如今互

联网金融已经告别了过去野蛮生长的原始阶段，

开始步入正规化发展的崛起时期，对于发展的考

量也由原先以为的追求速度转变为注重质量。就

目前而言，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依旧处于相对

分散的状态，想要形成系统性的发展依旧需要夙

兴夜寐的奋斗。就企业而言，首先需要具有见微

知著的先知卓见，对于行业的发展需要进行合理

的展望，恰当的预期企业未来的走向；其次则需要

理清“家谱”，对于现在企业全链条的参与者进行

梳理，形成企业内的“打包发展”；最后则要“按次

排位”，对于对领域发展的企业需要分清主次，突

出企业的发展特点与发展重心，为之后全行业的

“捆绑竞争”提供基础。

就相关部门而言，也应当发挥宏观方面的指

引作用，积极引导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型

互联网金融产业。首先相关部门也需要梳理“家

谱”，对整个国家当前的行业发展状况进行梳理，

分地区突出模块化发展特色，使得区域发展有的

放矢；其次则需要“量体裁衣”，国家要根据各地

发展实情确定模块发展中心城市，并积极鼓励建

设产业园区，对于相关入驻企业给予一定政策税

收优惠，加快筑巢引凤，而周边城市同样需要劲往

一处使，形成配套产业集群，构建完整的产业链

条，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达到规模化发展的目

的；最后国家应当为“中国创造”代言，近年来国

家为“中国创造”搭建“走出去”平台的现象越来

越多，最为成功的当属中国高铁的“世界之行”；

而对于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也可以采取这样“国家

形象”的宣传方式，比如可以将移动支付这一发

展模块以“中国创造”的名义推向世界，扬我大国

互联网金融之威。

（二）构建开放征信体系

对于互联网金融生态优化来说，风险控制的

优劣往往会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而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信用风险，合理的控制好授信端口，也就达

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互联网

金融机构只能凭借手中掌握的零散稀少的资信信

息来判断授信对象的资信等级，无形中放大了机

构经营的风险，因此社会统一信用体系的构建已

是天道人事，决不可逆否而为。而社会统一信用

体系这一开放新的征信体系的建设绝不能朝令夕

改，也不会一蹴而就，而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

而互联网金融领域对于这一体系已经是望穿秋

水，因此可以由央行等机构牵头，先一步构建金融

行业内的征信体系，让金融体系内的机构共享资

信资料。在以此为基础将其扩张到其他领域，真

正形成社会统一信用体系，让信用污点严重的

“老赖”买不了车票、交不了话费、开不了账户、购

不了房屋，真正做到让守信者畅通无阻，让失信者

举步维艰。

而社会同一信用体系的构建不言而喻将会是

一项声势浩大的工程，仅靠一己之力完全是天方

夜谭，因此需要各领域共同发力，推进这一利在千

秋的工程顺利实施。在整个体系的构建过程中，

国家层面的“一行三会”、网监部门等应当发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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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带领的作用，从宏观层面搭建好整个体系的

构架；而相关的大数据运算等技术领先单位也应

倾囊相助，为整个体系的构建提供必要的技术支

持；对于各信息参与和享用的机构则需要积极加

入其中，为整个体系提供资信数据支持；而相关的

民间协会中心同样也要发挥自身的工作优势，向

社会各界积极宣传社会统一信用体系的重大意

义，向组成单位推荐开放型征信体系的必要性和

有益性。通过各方力量众志成城，社会统一信用

体系也必将会形成，并积极发扬“信用社会”的发

展理念，为互联网金融生态的优化提供信用基础。

（三）坚持市场主导原则

在当前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环境背景下，违

背市场发展方向的企业机构必然只能是日薄西

山；而互联网的发展本身就是市场大环境的民心

所向，因此互联网金融从落地生根，到茁壮成长本

身就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但是随着发展车轮的

不断推进，发展方向也呈现出多元化，因此难免会

出现方向跑偏的现象，就比如现今互联网金融市

场跟风现象严重。尤其是以近年来 Ｐ２Ｐ领域的

大热为代表，当这一市场有利可图时，互联网金融

机构无论大小蜂拥而至，都企图从中分得一杯羹，

这也就形成了如今同质性竞争严重的不利局面。

因此作为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引导培育新型市场

增长点，分散市场的过热投资，劝导投资者不要盲

目跟风，不要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中；而形成差

异化竞争形势的主体还是在于机构经营者，当在

确定公司发展方向、经营范围时，需要冷寂思考、

合理分析市场的发展走向，要认识到“僧多粥多”

的发展环境并不适合长远生存；而是应当根据自

身的技术特长，抓准发展定位，做到合理的因时而

变、因势而动，促进整个互联网金融市场差异化的

多元发展。

除了同质化竞争严重这一现象与市场发展原

则背道而驰外，互联网金融行业内线上线下抢占

客源这样不起眼的现象也同样会积羽沉舟。当前

市场线上虚拟经营与线下实体经济之间未能形成

良好的互动，两者在客户定位上存在很大程度的

重叠交错，因此一味的强调发展互联网金融而忽

视了实体金融的前进，再怎么发展也只能是隔靴

搔痒。对于这一现象，重点同样在于相关机构，应

当认清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线下经营的

定位主要是针对互联网知识缺乏、公共基础较差

等互联网触角无法触及的市场；而对于线上经营

则主要是针对生活节奏快速、个性需求明显的新

一代消费主体，两者之间的定位应当清晰明确。

与此同时，线下部门可以侧重于合同签订、售后服

务等经营环节，而线上部门则侧重于宣传推广、咨

询讲解等环节，线上线下构成完整的经营过程，达

到交相辉映的合作目标。最后，考虑到互联网的

虚拟性，同时也着眼于金融的真实性的诉求，因此

建议互联网金融应当以线下经济为发展基础，以

线上经营为重要手段，最终形成线上线下良性互

动的发展要求。

（四）提高客户专业水平

客户是一个完整的互联网金融生态体系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金融只是金字塔

顶端人们的专属领域，而现在随着互联网鞭策金

融走下神坛，金融对于普罗大众也不再是遥不可

及了。但是福祸相依，在潜在市场不断扩大的同

时，消费者的金融素质也危如累卵，因此客户素质

成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众矢之的。首先，消费者

的金融专业知识水平亟待提高，现如今随着“中

国大妈”涌入金融市场，跟风现象超过了理性思

考；而对于这一非正常现象，金融市场的主管部门

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无法通过立法等手段进行强

制性约束，只能凭借加强宣传教育来实现“软管

理”；相关部门可以推出一些相关知识的宣传教

育活动，比如“金融知识进社区”、“市民金融大讲

堂”等活动，或是利用社区宣传栏、商场电子屏等

公共宣传资源提醒广大金融参与者投资的风险

性。而各大高校同样也可以向社会公众开放金融

专业知识讲座，盘活手中珍贵的师资力量，真正做

到学术研究造福于民。市场经营者面对这样的客

户群体，也应当要做到端正心态，绝不能被利益蒙

蔽，而应守住商人的基本道德，向客户全面细致的

讲解其中的得失。与此同时，媒体同志也应当肩

负起服务社会、振兴发展的社会责任，避免一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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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金融投机的成功案例；而是应当肩负起媒体

人的天职，实事求是进行报道分析，向金融参与者

传递市场真实的动向。通过上述多种途径，提升

消费者的金融专业水平，减少不明所以的金融

损失。

消费者的金融专业水平是影响消费行为的重

要因素，而抗风险能力也同样是能够扭动乾坤的

重要因素。提升抗风险能力，同样不是仅靠消费

者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的。从经营者来说，不能看

到有利可图，就一味的煽动引诱，企图掏空客户的

腰包；而对于不良商家的非法行为，相关的监管部

门应当予以重击，将法律利剑直指经营者的贪欲，

从而净化金融市场的生态环境。而提升抗风险能

力的主体责任还在于消费者自身，应当认识到金

融市场的残酷本质，收益与风险是成正比的，难以

一夜暴富，更不会天降馅饼；因此不要冒险孤注一

掷，企图以大博更大，赚个盆满钵满，这样最终只

会博得满盘皆输。对于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应当

避免盲目跟风，而要做到分散投资，这样即使一个

篮子中的鸡蛋碎了，尚且还有挽回的余地。提升

客户专业知识和抗风险能力，将会从客户一端大

大改善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生态环境。

（五）完善监管常态机制

合理的监管是市场竿头日上的重要条件和必

要前提，而我国的金融监管起步相对较晚，虽然今

年来发展势头强劲，但是监管漏洞依旧在所难免。

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金融模式也趋向

于个性化、多样化，而我国传统的“一行三会”分

业监管模式面对纵横交错的互联网金融网络，难

免会显得无所适从，这也就形成了监管主体不明

确的现象。治标先治本，为此，应当先从我国的立

法入手，不一定非要一步到位，将分业监管一棍子

打死；可以根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与监管需

求，先行指定央行全权负责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而

其他的相关机构则做到全力配合，形成以央行牵

头的多部门执法。并且应当予以央行行政执法

权，对于相关非法行为直接处理，提升执法效率和

执法力度，避免“踢皮球”或“分蛋糕”现象的出

现；将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提升到新的水平，进一步

净化互联网金融生态。

监管部门是市场监管的主体，而经营单位作

为监管的客体，同样也对于整个监管环节具有举

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还需要从经营者的角度入

手，从源头上切断非法经营现象的蔓延滋生。行

业可以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对于相关资质较低、

经营条件不符的企业机构不予批准通过，特别是

对于备案资金不足、办公条件不符等重要因素予

以一票否决。在从源头上杜绝的同时也要在日常

监管中跟进，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巡视力度；特别

是市场波动不正常的机构更要做到实时监控，一

旦出现风险预警立即提出警告，并且协助整改；而

对于无意整改或是整改无望的机构坚决予以停业

整顿，不能为了增长而忽视了质量，为了效益而降

低了水平。通过监管制度与监管行为的完善，让

金融监管常规化，进一步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轨道，还市场发展以清净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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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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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甘肃防灾减灾交易费用的测度与分析


●　郭冬梅

（兰州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　要：用交易费用理论来分析防灾减灾问题，需要将交易费用看作是一种风险管理制度的运行成本。本文通过
从损失、二分法（风险构成）、三分法（供给主体）三个视角构建防灾减灾交易费用测度公式，对甘肃与全国防灾减

灾交易费用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甘肃的宏、微观交易费用基本持平，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政府承担的防灾减灾交

易费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防灾减灾中市场参与度较低，个人应对风险的能力弱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个人外，

其他微观参与主体少且资金实力不足。

关键词：交易费用；防灾减灾；测度

中图分类号：Ｆ８４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５０９

　　一、引言

甘肃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损失较大。全

省８６个县（区）中有６２个县（区）位于山区丘陵，

有６８个县（区）不同程度发生过滑坡和崩塌，５３

个县（区）发生过泥石流灾害（付英等，２０１３）［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甘肃自然灾害平均直接经济损失

为１９０．３３亿元，平均ＧＤＰ为５７９１．５３亿元，自然

灾害平均损失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为３．２９％；同期全

国自然灾害年均直接经济损失在全国平均 ＧＤＰ

中的占比仅为０．７３％，甘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在

ＧＤＰ中的比重是全国的４．５倍。与甘肃 ＧＤＰ在

全国ＧＤＰ的比重（１．０３％）相比，甘肃自然灾害在

全国自然灾害的比重（４．６６％）远高 ＧＤＰ在全国

的比重。

由于自然禀赋不足，甘肃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２０１６年甘肃ＧＤＰ为７１５２．０４亿元，在全国占比

为０．９６％，达历年最低；人均 ＧＤＰ为２７５０８元，

在全国排名第３１位；居民人均收入为１４６７０元，

在全国排名第３０位；总人口约２６１０万人，贫困

人口为２２７万人，贫困发生率１０．９％，在全国排

名第一。甘肃贫困县（区）大多集中在一些生态

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每年８０％以上

的自然灾害集中在片区扶贫县，这些地区农村正

常年景返贫率为 １５％—２０％，受灾年达 ３０％—

４０％，如果遭遇特大自然灾害则基本全返贫（韩

世雄，２０１３）［２］。

２００７年甘肃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以综合灾

害应急救助体系为核心的防灾减灾体制。该体制

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按照层级对应原则建立的，

目前涵盖的风险由自然灾害扩展至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本文尝试将交易费用理论引入防灾减灾研

究，将防灾减灾交易费用看作是一种制度运行

成本。在统筹考虑经济整体风险后，从损失视

角、二分法（风险构成）视角和三分法（供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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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视角，构建了防灾减灾交易费用的测度公

式；通过实证分析为甘肃未来的防灾减灾管理

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交易费用内涵的演变

交易费用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之

一，是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交易费用会显著影

响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行为，并从根本上决定着哪

些经济活动会发生、哪些组织或行业会存在、以及

特定市场中个人与团体的兴衰 （笪凤媛，

２０１０）［３］。对交易费用的定义经历了由价格机制

形成的费用→市场机制运行的费用→制度费用由

窄到宽的演进过程。

科斯（１９３７）［４］认为价格机制在发挥作用时

会产生费用，包括“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定契

约、实施监督来保障契约的条款得以按要求履

行”等多种费用。

肯尼斯·阿罗（１９６９）［５］在研究保险市场的

逆向选择行为和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时，正式提出

了交易费用这一术语；他认为交易费用是“利用

经济制度的成本”或者说是市场机制运行的费

用，包括制度的确立成本、运转或实施成本、监督

或维护成本以及制度变革成本。

威利斯和诺斯（１９８６）［６］认为交易费用是制

度运行的费用，其产生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

高有关，包括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和非市场交易

费用；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是指在既定制度框架

下的在市场交易中形成的费用；非市场交易费用

包括获取信息的费用、排除等候的时间、贿赂官员

的成本等。张五常（１９９９）［７］认为一个人以上的

社会就需要制度进行约束，有制度就会产生制度

成本，交易费用就是一种制度成本，包括信息费

用、监督管理费用和制度结构变化引起的费用。

康芒斯（１９３４）认为交易是“个人间分割和获取对

有形物品未来的所有权”，包括财产权与合约权

的转移［８］。因此交易费用包括所有涉及转移、获

得和保护权利的费用（Ｂａｒｚｅｌ，１９８５）［９］，当个人交

换资产所有权以及执行独有的权利时就会产生交

易费用。交易费用源于建立、使用、维持和改变法

律意义上的制度和权利意义上的制度所涉及的费

用；由于交易费用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如果考查

有关现有的财产和合约权，交易费用就包括对资

源或索取权的界定和度量，以及使用和执行这些

既定权利所涉及的费用” （弗鲁博顿等，

１９９７）［１０］。

（二）宏观交易费用测度研究进展

由于交易费用的定义宽泛、不统一，且在很大

程度上与制度、政府政策、文化习俗甚至意识形态

存在着内在关联；因此使得交易费用的计量成为

难题，最初更多被作为一种启发式的分析工具。

虽然交易费用难以计量，但并非不能计量，自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尝试对宏观与微观

交易费用进行测度，本文重点介绍对宏观交易费

用进行测度的研究。

国外对宏观交易费用的测度始于威利斯和诺

斯（１９８６）［６］的论文《美国经济中交易部门的测

量：１８７０—１９７０》，他们将经济部门划分为交易部

门和转换部门，将执行交易功能产生的费用定义

为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可用劳动力的价值、土地、

资本和用于完成交易的企业家能力进行计算，经

过测度美国经济的交易费用占 ＧＮＰ总额的比重，

得出以下结论：１９７０年美国交易费用占 ＧＮＰ的

比重约在４６．６６％ －５４．７１％之间，且交易费用从

１８７０年的２６．０９％上升至１９７０年的５４．７１％，比

重上升了一倍，交易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就是专

业化与劳动分工。之后许多学者通过不同方式均

得出了交易费用上升的结论，弗鲁博顿和芮切特

（２０１５）［１０］运用诺斯的计量方法计算出“在假设

与其他生产过程有关的交易费用在最终消费者价

格中的比重达到１０％时，交易费用占最终消费者

价格的比重不会低于６０％ －６７％”；他们还测算

了１９９０年德国的交易费用占ＧＮＰ的比重为５０％

－５５％。Ｇｈｅｒｔｍａｎ（１９９８）［１１］通过横向比较美、

日、德、法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交易费用的变动趋势，发

现美、日、德、法四国的交易费用占 ＧＤＰ的比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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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依次为５５％、４０％、３８％、３４％，到１９９０年

则依次变为 ６２％、５６％、５２％、６３％，均呈现出了

上升趋势。

国内学者缪仁炳等（２００２）［１２］对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中国宏观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得出的结论是：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０年我国非交易服务业部门的交

易费用比重由１３．５％上升到２３．１％；基于交易人

员测算的交易费用比重从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由

２８．４％上升到４３．２％。笪凤嫒等（２００９）［１３］运用

ＭＩＭＩＣ模型对我国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间非市场交易

费用的变化进行了间接测度，发现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

我国非市场交易费用相对于 ＧＤＰ的比重呈现递

减趋势，总体下降幅度不大；自１９９２年以来我国

非市场交易费用占 ＧＤＰ的比重一直在２５％左右

波动，说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显著降低了非市场

交易费用；但政府管制不合理导致的负面效应产

生了抵消作用，未来中国应当继续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规范政府行为，降低非市场交易费用。刘建

军（２０１６）［１４］对我国交易部门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的交

易费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ＧＤＰ从１９９１

年到２０１３年增长了近２６．９倍；但相对交易费用

由１９９１的２９．４％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３３．１％，增幅

仅为３．７％，认为合理的解释是中国深化体制改

革的政策降低了交易费用。

从国内外对宏观交易费用的测度研究看，基

本上是先估算经济体的交易费用，再将其在 ＧＮＰ

或ＧＤＰ中的占比进行趋势分析，最终均得出了以

下结论：宏观交易费用在 ＧＮＰ或 ＧＤＰ中的占比

呈缓慢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专业化与劳动分工

的细化。这些研究使交易费用由理论进入了应用

层面，增强了理论的应用性。

三、防灾减灾交易费用的测度公式

（一）防灾减灾交易费用的内涵

１．灾害与防灾减灾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ＵＮＩＳＤＲ）①从灾害损

失和损失程度角度将灾害定义为“一个社区或社

会功能被严重打乱，涉及广泛的人员、物资、经济

或环境的损失和影响，且超出受到影响的社区或

社会能够动用自身资源去应对（的风险）”［１５］。

马宗晋（１９９８）［１６］认为灾害是“由于自然变异、人

为因素或自然变异与人为因素相结合的原因所引

发的对人类生命、财产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造成

破坏损失的现象或过程”。任鲁川（１９９５）［１７］认

为灾害“是在人类生活环境里发生的，且与社会

环境的变化相关，随着社会环境的复杂化而激化，

同时也有可能发生新的类型的灾害现象”。严文

（２０１１）［１８］认为广义的灾害是指“导致个人或社

会的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遭受不期望发生的损失

的一切行业和现象，包括当前所说的自然灾害、人

为灾 害 甚 至 经 济 社 会 危 机 等”。李 永 善

（１９８６）［１８］对灾害进行了分类，认为灾害有狭义和

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灾害是指“给人们造成生命、

财产损失的一种自然事件，而且多属突发过程；广

义灾害则是指一切对人类繁衍生息的生态环境、

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尤其是生命财产等

造成或带来较大甚至灭绝性的危害的自然和社会

事件”。

防灾减灾是经济体进行风险管理的一种制

度安排，在任何一个时代，防灾减灾都是人类应

对灾害造成的威胁和破坏、维持社会稳定和发

展的重要举措，采用适宜的防灾减灾措施，能够

节省用于灾害损失的资金投入。国际经验发现

每投入１美元的防灾资金，就可以为今后节约 ４

～７美元的恢复重建费用［１５］；而“风险管理的本

质在于，它让我们能够控制结果的领域最大化，

从而使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控制结果的领域最小

化”（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２）［１９］。政府通过增加防灾减

灾支出可以提高人类防范自然灾害的能力，因

此人类对灾害的处置应从被动防御向积极减灾

转变（卓志，段胜；２０１２）［２０］。“灾害问题正在成

为（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

问题，并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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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别需要将综合防灾减灾上升为国家战

略，用新的发展理念来指导防灾减灾实践”（郑

功成，２０１１）［２１］。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灾害的认识也会不

断变化，但无论从何种角度给灾害下定义，都能看

到一个共性，就是灾害一定会给人类带来损失。

故本文将灾害定义为“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损

失的风险”，认为在自然灾害、人为灾害之外，还

应包括影响社会稳定的人身风险；而防灾减灾则

是一个经济体（包括国家、企业、家庭等）为减少

灾害损失而进行的风险管理制度安排。

２．防灾减灾交易费用

防灾减灾是人类应对风险的制度安排，防灾

减灾交易费用就是这种风险管理制度的运行成

本；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费

用，节省社会成本；故防灾减灾交易费用可定义为

“人类为防范、减轻及恢复风险损失而必须付出

的风险管理成本”。由灾害与防灾减灾的定义

看，可以从宏观与微观角度来考虑防灾减灾交易

费用问题；另外，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会参

与风险的管理；因此在进行防灾减灾制度设计时，

还可以从防灾减灾供给主体角度来考虑交易费用

问题。

Ｂｏｒｃｈ（１９６２）［２２］认为风险可分为个体风险和

社会风险两个部分。个体风险通常主要影响微观

经济主体的生产与生活，其损失主要由微观经济

个体承担，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常会以商业

保险为主的形式进行个体风险的分散。社会风险

通常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通常难以被分

散，损失最终由每一个个体共同分担。许飞琼

（２０１２）［２３］认为“在中国灾害问题日益恶化的背

景下，国家宜将保险业纳入综合防灾减灾体系，通

过明确保险业战略定位与政策取向，让其成为国

家综合防灾减灾体系中的生力军”。

由于防灾减灾的公共产品特征明显，因此通

常是以政府供给为主；不过防灾减灾长期由政府

供给，会导致官僚主义成本上升的问题。通过供

给主体的多元化，让政府、市场（保险）、其他主体

参与到防灾减灾的供给中来，能够有效地降低社

会成本。

（二）防灾减灾交易费用测度公式构建

１．损失视角

由于灾害的发生总是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

损失；因此人类用于防灾减灾的社会成本通常与

灾害损失紧密相关，假设经济体总会拿出灾害损

失的一定比率用于防灾减灾，则有：

ＴＣ＝αＬ（α≠０，Ｌ≥０） （１）

其中ＴＣ表示从损失视角测度的防灾减灾总

交易费用，Ｌ为灾害损失，α为用于防灾减灾的投

入比率。从公式（１）可以看出，要想测度防灾减

灾的总交易费用（ＴＣ），首先需要收集所有的灾害

损失（Ｌ）数据，而这在实践中基本是不可能实现

的，因此需要另辟蹊径。

２．二分法视角

由于防灾减灾涉及社会全体，因此它并不只

是政府、企业或家庭的事，而是一个经济体中所有

人的事。二分法将风险构成层次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宏观交易费用，是防范社会风险而产生的成

本，社会风险损失是由所有经济体成员共同分担

的；二是微观交易费用，主要针对个体风险，风险

损失主要由微观经济主体（如企业、家庭等）来承

担，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多以商业保险的方式转

移风险。见公式（２）。

ＴＣ＝ＴＣｍａｃｒｏ＋ＴＣｍｉｃｒｏ （２）

ＴＣ为防灾减灾的总交易费用，ＴＣｍａｃｒｏ表示宏

观交易费用，ＴＣｍｉｃｒｏ表示微观交易费用。

为统筹考虑人身风险与自然灾害等风险，从

而进一步将防灾减灾的宏观交易费用（ＴＣｍａｃｒｏ）分

为三个部分：（１）社会保险成本（Ｉｎｓ）；（２）自然灾

害成本（ＮＣ）；（３）其他社会风险成本（ε），见公式

（３）。

ＴＣｍａｃｒｏ＝Ｉｎｓ＋ＮＣ＋ε （３）

将防灾减灾的微观交易费用（ＴＣｍｉｃｒｏ）分为三

个部分：一是商业保险（Ｉｎｃ）；二是居民风险准备

金（ｋＳ），其中ｋ为居民风险储蓄在总储蓄中的

比重，Ｓ为微观经济主体的总储蓄；三是其他微观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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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风险准备金（Ｄ），见公式（４）。

ＴＣｍｉｃｒｏ＝Ｉｎｃ＋ｋＳ＋Ｄ （４）

３．三分法视角

防灾减灾交易费用测度的三分法主要从防灾

减灾供给主体角度考察交易费用的构成，将防灾

减灾交易费用分为三个部分：（１）政府部门的防

灾减灾交易费用（ＴＣＧ），即二分法中的宏观交易

费用；（２）防灾减灾的市场交易费用（ＴＣＭ），即二

分法中的商业保险（Ｉｎｃ）部分；（３）社会中其他部

门的交易费用（ＴＣＯ），主要包括二分法中的居民

及其他微观主体，见公式（５）。

ＴＣ＝ＴＣＧ＋ＴＣＭ＋ＴＣＯ （５）

由于防灾减灾涉及的领域广、投入大、基础

设施多，公共产品的属性明显，往往是社会效益

好而经济效益差，因此多以政府投入为主。商

业保险是微观经济主体转嫁风险损失的制度创

新，在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制度安排中，保险无疑

是最重要的一种（孙祁祥等，２００９）［２４］。２０１６

年，全球共发生３２７起灾害事件，造成的总经济

损失为１７５０亿美元，保险赔偿５４０亿美元，占

比为３１％。

４．三者的关系

理论上，由损失角度、二分法与三分法测度的

防灾减灾总交易费用应该是相等的，但由于估算

灾害损失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因此在测度防灾减

灾交易费用时，需要运用二分法与三分法进行

分析。

二分法与三分法是关于一个问题的两种分类

方法，只不过对实体经济中防灾减灾存在问题考

查的侧重点不同；因此这两种方法测度的总交易

费用ＴＣ是相等的，可用公式（６）来表示。

ＴＣ＝ＴＣｍａｃｒｏ＋ＴＣｍｉｃｒｏ＝ＴＣＧ＋ＴＣＭ＋ＴＣＯ（６）

二分法与三分法测度的防灾减灾交易费用之

间的关系，可用图１来表示。由图１可以看出，如

果从宏观交易费用中剔除社会保险部分，剩余的防

灾减灾交易费用就与我国现行的防灾减灾体制

一致。

图１　二分法与三分法测度的防灾减灾交易

费用对应关系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择说明

按照二分法测度公式，在选择相关实体经济

数据时，社会保险成本（Ｉｎｓ）以当年社会保险基金

的支出表示；自然灾害成本（ＮＣ）以当年自然灾害

的直接经济损失来表示，主要是因为自然灾害造

成的间接损失无数据。另外虽然自然灾害部分损

失会由私人部门来承担，但从整个社会来看，都是

由社会承担的成本；且实际中无法分清各自的占

比，故直接以其来表示政府防范风险的准备金。

其他社会风险成本（ε）以社会服务民政经费来表

示。商业保险（Ｉｎｃ）选择每年的赔款数据；居民风

险准备金（ｋＳ）以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的１０％

来代替，依据理财规划中的“十一法则”①进行估

算。在正常情况下，人们至少会保留收入的１０％

左右作为日常风险防范的安排，才会使财务较为

稳定，这是一个经验数据，依据是保险费支出在家

庭收入中的最低占比；其他微观主体的风险准备

金（Ｄ）产生的交易费用以社会捐赠数据来表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甘肃与全国防灾减灾交易费用见

表１。

（二）二分法实证分析

由表１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甘肃平均总交易

费用为１１８４亿元，其中宏观交易费用为５７２亿

①　“十一法则”是指在估算家庭风险防范支出时，以客户家庭年收入的十倍来估算应持有的寿险保额，而保费支出为家庭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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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甘肃与全国年均防灾减灾交易费用一览表

年度

宏观交易费用 微观交易费用

政府

社会保险

成本（Ｉｎｓ）

自然灾害

成本

（ＮＣ）

其他社会

风险成本

（ε）

合计

市场 其他主体

商业保险

（Ｉｎｃ）

居民风险

准备金

（ｋＳ）

其他微观

主体的风险

准备金（Ｄ）

小计
合计

总交易

费用（ＴＣ）

甘肃（亿元） ２８９ １９０ ９３ ５７２ ６０ ５５０ １ ５５１ ６１２ １１８４

全国（亿元） ２６１５２ ４０８５ ３８７０ ３４１０７ ５６５８ ４１７２４ ５９１ ４２３１５ ４７９７３ ８２０８０

占比（％） １ ５ ２ ２ １ １ ０．１ １ １ １

　　数据来源：《甘肃发展年鉴》（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

元，占总交易费用的４８％；微观交易费用为５５２

亿元，占比为 ５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全国平均总

交易费用为８２０８０亿元，其中宏观交易费用为

３４１０７亿元，占比为 ３８％，微观交易费用为

４７９７３亿元，占比为 ６２％。甘肃与全国数据均

表现为微观交易费用高于宏观交易费用，表明

在防灾减灾工作中，微观主体已有较强对抗风

险的能力。甘肃宏观微观交易费用基本持平，

且甘肃宏观交易费用比全国水平高 １０％，说明

甘肃对政府的防灾减灾依赖较大，而微观主体

的抗风险能力弱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表１还

反映出甘肃的自然灾害损失较大，在全国占比

为５％，高于其他指标占比。

（三）三分法实证分析

从防灾减灾供给主体角度来考察甘肃交易费

用的构成，发现甘肃的三大供给主体占比分别为：

政府４８％、市场５％、其他４７％；全国的平均占比

为：政府４１％、市场７％、其他５２％，见图２。在全

国数据中，政府占比低主要是因为保险赔款、社会

捐赠指标高于甘肃。

图２　三大供给主体在防灾减灾交易费用中的占比

　　１．政府供给主体

政府防灾减灾交易费用包括三个指标：社会

保险成本（Ｉｎｓ）———以社会保险基金的支出表示；

自然灾害成本（ＮＣ）———以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

失表示；其他社会风险成本（ε）———以防灾减灾

机构的费用即社会服务民政经费表示。

整体上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政府防灾减灾交易

费用呈现整体缓慢上升态势，且政府负担的交易费

用以社会保险的支出为主，全国的政府防灾减灾费

用更多用于改善国民生活，甘肃由于整体上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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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影响较大，政府交易费用中很大一部分要用于

灾害损失。从社会保险成本（Ｉｎｓ）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甘肃平均值为２８９亿元，约占甘肃总交易费用的

２４％，全国社保支出平均值为２６１５２亿元，约占全

国总交易费用的２９％，甘肃与全国相比占比较低，

说明甘肃居民的社会保险水平低于全国。从自然

灾害成本（ＮＣ）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甘肃平均值为

１９０亿元，在甘肃总交易费用的占比为１６％，全国

平均值为４０８５亿元，在全国总交易费用中的占比

为５％，说明甘肃的灾害处置成本较高。从其他社

会风险成本（ε）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甘肃平均为９３亿

元，在甘肃总交易费用中占比为８％，全国平均值

为３８７０亿元、占比为４％，说明甘肃灾害多、贫困

人口多，导致防灾减灾机构费用高于全国水平。见

表１、图３、图４。

２．市场供给主体

由图２可知，甘肃保险市场赔偿在防灾减灾交

易费用中的占比低于全国２个百分点。但是从保

图３　甘肃政府防灾减灾交易费用的构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单位：亿元

图４　全国政府防灾减灾交易费用的构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单位：亿元

险市场赔付率情况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甘肃的险赔

款、保费收入在全国占比均为１％，与 ＧＤＰ规模

（占全国比重为１％）相适应，赔付率也与全国情

况基本保持一致（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甘肃与全国保险市场赔付率情况

年度

甘肃 全国

保险赔款（亿元） 保费收入（亿元） 赔付率（％） 保险赔款（亿元） 保费收入（亿元） 赔付率（％）

２０１０ ３１．１８ １４６．３４ ０．２１ ３２００．４３ １４５２７．９７ ０．２２

２０１１ ３８．２ １４０．９３ ０．２７ ３９２９．３７ １４３３９．２５ ０．２７

２０１２ ４８．１８ １５８．７７ ０．３０ ４７１６．３２ １５４８７．９３ ０．３０

２０１３ ６７．１４ １８０．１５ ０．３７ ６２１２．９ １７２２２．２４ ０．３６

２０１４ ８４．４２ ２０８．４４ ０．４１ ７２１６．２１ ２０２３４．８１ ０．３６

２０１５ ９２．７５ ２５６．８９ ０．３６ ８６７４．１４ ２４２８２．５２ ０．３６

均值 ６０．３１ １８１．９２ ０．３２ ５６５８．２３ １７６８２．４５ ０．３１

　　注：表中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有关数据整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甘肃平均保险密度为７０５元／

人，同期全国年均保险密度为１３０２元／人，甘肃的

保险密度仅为全国的５４％；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甘肃贫困人口多，无法以保险方式转嫁风险，防灾

减灾的市场主体参与程度不够。

３．其他供给主体

能够参与防灾减灾救助的其他主体，除了个

人之外，主要就是隶属于民政部门来负责管理的、

具有参与灾害救助功能的慈善基金。由表３可知

甘肃其他供给主体较为薄弱，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在全

国捐助中占比仅为２‰，远低于经济发展规模在

全国的占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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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甘肃与全国自然灾害捐助情况

项目类别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平均

甘肃

（亿元）
３．１ １．２ ０．７ ０．７ ０．５ ０．７ １．１５

全国

（亿元）
６１２．２ ４９８．８ ５８３．８ ５８０．１６０６．６８ ６６４ ５９０．９３

占比

（‰）
５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注：表中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

ｃｎ／）有关数据整理。

五、结论

本文尝试从交易费用理论出发来探讨防灾

减灾问题，主要运用二分法和三分法对甘肃与

全国的防灾减灾交易费用进行了测算对比分

析。二分法得出以下结论：（１）甘肃的微观主体

已有较强抗风险的能力，但弱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甘肃宏观（４８％）、微观（５２％）交易费用基

本持平，且甘肃宏观交易费用比全国水平高

１０％，说明甘肃对政府的防灾减灾依赖较大；

（３）甘肃防灾减灾交易费用受自然灾害损失影

响较大。三分法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甘肃政府

承担的防灾减灾交易费用高于全国水平，主要

原因是甘肃的自然灾害损失较大，倒逼财政投

入，影响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二是甘肃防

灾减灾中市场参与度较低；三是个人应对风险

的能力弱于全国水平，除个人外，其他微观参与

主体以慈善捐助为主，但捐助额度极低。

未来甘肃防灾减灾工作可考虑从以下几方

面入手：（１）甘肃个人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弱，主

要原因是收入水平过低，经济发展落后，因此政

府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２）在防

灾减灾中应积极引入市场主体，鼓励商业保险

积极介入防灾减灾工作，鼓励保险公司开发能

涵盖自然灾害风险的保险产品。（３）可考虑引

入多元供给主体来缓解甘肃政府防灾减灾资金

不足问题，如利用有防灾减灾功能的全国性慈

善基金、福利基金等，甚至可以考虑利用国外的

相关资金，还可以考虑建立本省的防灾减灾彩

票等。（４）由于甘肃自然灾害损失较大，政府应

当积极建立巨灾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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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特点与展望


●　陈润羊１，２，张双悦２

（１．兰州财经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商务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２．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７０）

摘　要：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对外合作倡议，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该倡议的
深入实施。该文采用文献计量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考察并揭示了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格局、特点、不足及发

展方向。当前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具有问题导向明显、规范分析为主和研究视角宽泛等特点，但也存在高影

响力的集中研究稀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缺乏、研究问题的视域狭窄及领域不平衡等问题，应尽快搭建学科交叉、

领域协同的研究平台，努力形成兼顾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注重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并

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理论体系。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文献计量；研究格局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２４０９

　　理论研究是实践战略的基础，对实践具有
先导价值。梳理和分析已有丝绸之路经济带研

究进展，总结现有研究的特点，发现研究的不

足，进而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和路径，可以更有

效地服务于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对外合作

倡议的顺利实施。

　　一、引言

目前，已有文献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

特征、战略意义、功能定位、面临挑战、发展战略、

建设路径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总结梳

理［１］［２］，但目前仅有的少量综述性文献时间跨度

小、分析的文献样本数量偏少，没有更多的文献定

量数据支持［３］。基于此，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和内

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去更全面地考察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研究概貌。

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都是以文献数量为

研究对象［４］，前者研究对象为文献的外部形式特

征，是运用数理统计学，定量描述、评价和预测学

术发展现状及趋势［５］，具有客观性、定量化、模型

化等优点［６］；后者研究对象为文献的内容特征，

是对文献内容进行透彻地理解和分解的过程。二

者通过对文献数量和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

分析和推理，进而揭示出某一领域研究的特点、现

状和不足。现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献研究中，

尚未发现二者结合的研究，因此，本文以高质量的

文献为对象，从更大的文献样本出发———以目前

文献资源最为丰富和最为权威的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为来源数据库，利用其高级检索功能，检
索得到其自建库以来截至２０１６年底主题为“丝绸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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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经济带”的 ＣＳＳＣＩ文献９２６篇———考察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脉络、内在的逻辑路径和

呈现的研究格局，从而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高

起点的文献研究基础。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格局

（一）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主题的研究日

益成为研究热点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首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

为主题的文献出现在２０１０年，以其为关键词的首
篇文献出现在２０１４年。之后，无论是文献的研究
主题、关键词，还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

简称国家社科项目）的立项，都呈现出明显增长

的趋势，尤其是２０１４年更是出现了大幅增长（见
表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
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其后，理

论界高度关注，所以，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从

已有文献的增长规律看，也反映出我国的丝绸之

路经济带研究紧跟国家战略的基本特点。如从研

究主题的角度看，２０１４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献
数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３篇激增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９０篇，增
长１４．６２倍；２０１５年达到新的高峰３８７篇，相比
于２０１４年，增长２．０４倍；２０１６年尽管回落为３３２
篇，但不能由此推断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关注度

出现消退，还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从长远看，丝

绸之路经济带作为国家对内的发展战略和对外的

合作倡议，其研究成为学界热点的趋势将是非常

明朗的。

　表１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文献和国家

社科项目立项情况

年份

主题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

的篇数（篇）

关键词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

的篇数（篇）

题名含“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国家

社科项目（项）

２０１０ １ ０ ０

２０１１ ３ ０ ０

２０１２ １ ０ ０

２０１３ １３ ６ ０

２０１４ １９０ ７７ ２１

２０１５ ３８７ １５８ ２５

２０１６ ３３２ １５２ １５

　　（二）西部高校是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
的主力军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 ７年来，发文量排名前 ３０
位的机构如图１所示。由此可见，文献数量排名
前３０位的研究机构中，西部高校有１４个，占４６．
６７％，占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机构的半壁江
山。而且文献数量排名在前１０位的研究机构中，
西部高校就有９个，占９０％，由此更加说明了，目
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主力军还是西部高校。

国家社科项目立项中，包括部属大学、地方高校和

社科院系统在内的地处西部的研究机构立项４２
项，占全部６１项的６８．８５％。这样的研究机构特
点，一方面说明，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初始阶段的

研究，更感兴趣的或者更具优势的是处于西部开

发前沿，也是国家向西开放前沿、位于丝绸之路经

图１　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文献排名前３０名的机构分布

—５２—

　陈润羊，张双悦　　　　　　　　　　　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特点与展望



济带沿线地区的西部高校。当然，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也占据有

重要位置———应当肯定的是这些综合性研究机构

的加入，更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向纵深、实

证、广泛的方向推进。

（三）理论经济、国际问题、民族问题和应用

经济是研究的主体学科背景

在全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金支持文献中，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持论文占比为２４．４９％，国家自
然基金项目占５．５０％，其他的支持主要来源于各类
地方性的科研基金。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呈现学

者的自由探索型研究和课题资助的特定选题研究

共存的局面，而将近一半的文献为各类各级科研基

金支持的成果，由此体现出服务国家和地方战略需

要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指向性

特征。由于文献学科分类的界限不够明确，在此仅

以文献科研项目资助比例最大的国家社科项目的

角度进行分析。从国家社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

研究的学科支持分类来看，占据前四名的分别为理

论经济、国际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研究和应用经济，

分别占全部立项数的比例为：２７．８７％、２１．３１％、
１４．７５％和９．８４％（如图２所示）。而作为重点项目
和重大项目的跨学科研究只占８．２０％。由此说明：
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学科范围集中度较高，

而跨学科的研究相对不足。

图２　国家社科基金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学科分布

（四）经济学、大学学报、综合性和政治学期

刊是成果发表的主阵地

从研究成果的发表去向分析，发文量排名前

３０位的期刊如图３所示。由此图可见，丝绸之路
经济带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经济学、西部的社科类

大学学报和综合性社科期刊上，另外还有如《俄罗

斯东亚中亚研究》、《东北亚论坛》、《俄罗斯研究》

等是涉及中外关系的政治学期刊。前３０名的发文
期刊中，西部的社科类大学学报和综合性社科期刊

就有１０个，占到了三分之一，这种现象与研究机构
所在地西部机构所占比例较大的情况相符，另外也

说明现有研究成果发表的学科范围和地域范围较为

狭窄，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图３　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发表期刊去向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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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基本
特点

　　首先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关键词出现
的频率以及关键词之间的内在关系，然后基于不

同的研究视角，对目前的研究全貌进行概括，从而

揭示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基本特点。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热点突出了问题

导向

为研究方便，把关键词区分为原始关键词和

有效关键词，前者是指未经任何技术处理的关键

词，后者是指按照研究的需要，进行分类、合并、剔

除等处理后的关键词。按照出现频率的大小，列

出排在前 ５０位的原始关键词。由于“一带一
路”、“丝绸之路经济带”等词加和不加双引号含

义相同，且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含义雷同，因此

这里把相近的同类关键词进行合并处理。结果显

示，排名前１５位的关键词分别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中亚、新疆、中国、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

经济增长、上海合作组织、引力模型、区域经济、俄

罗斯、区域合作、互联互通、贸易便利化、经贸合

作。排名最靠前的这１５个关键词反映了近年来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热点。

由此可见，现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在研

究导向上，问题导向的特征十分明显，而目标导向

的成果比较少见。由于包含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内

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不久，其发展目标和规划

有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因此，当前的研究是从最

紧迫、最关键的问题入手。然而，基于多种综合目

标体系下的目标导向的研究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

期的研究趋势。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方法主要为规范

分析

通过排名靠前的关键词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内

在关系的分析，从中发现，当前的研究内容主要聚

焦在以下七个方面：（１）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
国外相关战略的对接，对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

萨克斯坦等国参与的欧亚经济联盟关注较多。

（２）国内区域与国外的对接和合作，目前主要更
多的集中在中国尤其是新疆等西北地区与中亚五

国、俄罗斯等区域和国家的对接上，主要关注互联

互通、经贸合作和贸易便利化等问题。（３）丝绸
之路经济带与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关系，

主要关注两者在功能重合上的调整问题。（４）区
域的经济增长，当前研究焦点主要涉及区域经济

的协调发展和协同发展上。（５）区域合作，即关
注我国国内相关区域的合作，也关注我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产业合作和能源合作

是研究的重点，而互联互通是区域合作的基础，因

此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６）国内区域与国家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融入，突出向西开放，当前研究关

注最多的还是新疆等西北地区。（７）少量的以实
证研究为主的中外贸易，主要利用引力模型及其

扩展模型以及与之结合的其他模型，进行丝绸之

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或地区有关贸易方面的研究，

涉及的主题涵盖贸易竞争性、互补性和贸易潜力；

贸易关系、影响因素与发展潜力；贸易便利化时空

差异及其贸易效应等方面。

我们通过对文献的题名和关键词的深入分析

后发现，现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在研究范式

上更多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如上所述，在排名

前５０位的关键词中，涉及研究方法的关键词只有
“引力模型”，而这个关键词在所有有效关键词中

排名第１０，经再次检索发现，涉及“引力模型”的
全部文献也只有１５篇。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经济
带研究的实证分析仍然比较缺乏，这种情况也是

今后研究中需要改进和加强的一个方向。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视角相对比较

宽泛

丝绸之路经济带从研究视角上可大体分为七

大类。（１）发展战略视角：安树伟（２０１５）认为，在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区域格局的态势将是东

西两翼带动中部崛起，形成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

局［７］；王业强和魏后凯（２０１５）认为，“一带一路”
是经济发展带战略，“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

战略的总体框架为“四大区域 ＋经济支撑带 ＋陆
海统筹”，从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两个维度丰富

了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西联动、全面开放、区域

协同、陆海统筹的新型发展总体战略格局［８］。

（２）战略、空间与科学内涵视角：胡鞍钢等（２０１４）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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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性质上是集政治经济、内

政外交与时空跨越为一体的历史超越版，在内容

上是集向西开放与西部开发为一体的政策综合

版［９］；卫玲等（２０１４）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本
质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包含两个层次：人

口和产业集聚的特定空间以及跨区域的合作框

架［１０］，所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是一种特定的区域

经济空间结构［１１］；与前述思路不同，刘卫东

（２０１５）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
尺度特征，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

略［１２］。（３）区域合作视角：申现杰和肖金成
（２０１４）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可优化区域开放格
局［１３］；孙久文等（２０１５）认为，“一带一路”本质上
是发展经济带，促进沿线地区的分工合作和产业

集群，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最终实现空间一体

化［１４］。（４）空间布局视角：刘慧等（２０１５）的研究
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土空间格局将产生重

要影响，不同国际经济走廊影响的重点区域不同，

有助于促进均衡国土空间的形成［１５］；郭爱君等

（２０１４）认为，分析当前经济带沿途区域与国家的
优势产业及特点，需从经济带、国家和节点三个层

面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产业空间布局战略［１６］。

（５）经济一体化视角：王保忠等（２０１３）认为，在战
略上，产业、能源、交通和城市一体化是初级阶段，

而文化、生态、贸易、金融一体化是高级阶段［１７］；

董锁成等（２０１４）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三种模式：核心—边缘合作共赢模式、

交通经济带模式和丝绸之路经济共同体模式，以

优化欧亚发展空间新格局［１８］；白永秀等（２０１５）认
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必须识别其重点建设任

务，从设施互联互通、发展战略统筹、合作机制构

建、风险辨识防范等四个方面构建支持体系［１９］。

（６）协调发展视角：张可云等（２０１５）认为，“一带
一路”倡议本质上属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

点任务，是中国区域战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２０］；

杨开忠（２０１６）则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内和
国际两个空间的一体化。以“一带一路”建设引

领区域协调发展，以区域协调发展支撑“一带一

路”建设［２１］；慕慧娟等（２０１５）指出，为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应建立区域利

益协调机制并构建政府间多层次协作机制［２２］。

（７）生态环境保护视角：任海军等（２０１５）认为，生
态保护一体化战略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持续

发展的主要内容 ［２３］；程广斌等（２０１６）研究发现，
西北段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仍比较低 ［２４］；

黄河（２０１５）认为，沿线环境治理是纯公共产品，
减少污染和保证水源安全是非纯粹公共产品，保

护生物多样性是联产品 ［２５］；李泽红等（２０１４）进
一步指出，沿线地区生态环境是有机的整体，生态

背景较为脆弱，大气和水污染存在跨界传输的通

道，丝路文明的复兴不能再走工业文明的老路，而

要发挥丝路的先进生态文化 ［２６］。

整体而言，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视

角还是比较多元的，而研究的问题和研究内容

比较宽泛，针对某一特定问题的深入研究成果

比较稀少。这种研究特点可能与现在丝绸之路

经济带研究还处于起步和初级阶段有关，毕竟

此概念的提出也只有 ３年时间，现在的研究具
有开荒拓疆、占地圈界和四面开花的性质，随着

时间的推移，对于研究深度和关键主题的深入

研究势必提上日程。

当然，这里的研究视角主要是基于内容分析

法，而前述的研究内容聚焦是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法，两者之间分析的结果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相

异的地方。这是由于两种方法的差异引起的，但

互相之间并不矛盾，因为不同层面的分析，更能反

映丰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全貌，分析结果的

差异只是研究现状多样化的具体反映而已。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局限

由于我国在 ２０１３年才提出“丝绸之路经济
带”概念，尽管该方面的研究在努力紧跟国家战

略的需求，然而，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目前的研究

仍然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

（一）高影响力的集中研究稀少

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文献的计量分析，从中

发现：在ＣＳＳＣＩ期刊发表高水平成果数量排名前
３０名的高产作者中（见图４），１人最多为１１篇、１
人９篇、２人８篇、４人６篇、１０人５篇、８人４篇、
４人３篇；被引次数排名前５０名的高影响力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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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高被引３３７次、最低被引２１次，被引次数大
于等于１００次的只有 ５篇、大于等于 ５０次小于
１００次的７篇，其他３８篇被引次数都在２１至４９
之间；但前５０名的高被引文章中，高发文量前３０
名的作者只有１５篇，只占高影响力文献总数的
３０％。把这两者综合分析，说明高影响力作者和
高发文量作者不匹配的比例很大，由此显示出，近

年来集中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学者数量较

少、集中性的成果不多、成果的学术影响还不够

大，而少量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高影响性论文作者

则是学科视域广阔、学术背景深厚的学者，但这类

学者的关注面往往又很宽广，很难长期聚焦在丝

绸之路经济带研究领域上，如被引最高是胡鞍钢

的论文［９］。

图４　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排名前３０位的作者

　　（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缺乏
从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６年的国家社科项目立项的

学科分类分析，如图２所示。国家社科项目的立
项学科背景比较集中，只涉及１０个学科类别，占
全部国家社科项目２３个学科类别的４３．４８％，还
不到一半。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问题主要

还是集中在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协调、开放战略中

的中外关系等领域，现有的研究学科集中度高，一

方面有利于对于关键问题的深入研究，但也限制

了研究的宽度和研究的视野，研究方法相对单一，

致使研究成果的综合应用性受到限制。从高排名

的关键词反映出，已有研究更多采用定性分析和

规范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应

用较少；目前的研究从政策层面、经验层面的分析

多，但基于相关的理论原理，严谨的学理研究的论

文还是比较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构的著述极其稀

少。毕竟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涉及经济、政治、文

化、国际关系、生态文明等诸多领域，需要更广泛

的学科视野和更综合的研究方法去联合攻关，才

能实现理论的协同创新。

（三）研究问题的视域狭窄、领域不平衡

通过已有文献排名靠前关键词之间的内在关

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如上

所述的七个方面。当然，这七个方面是当前关注

的重点，但不足以全面反映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

国家新时期的综合战略所涉及的有关中外合作、

地缘战略、开放格局、区域协调、绿色发展等更宏

大的视野，就是在这几个问题内，研究的关注度也

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外国

相关国家的战略对接上，更多的集中在与欧亚经

济联盟的对接研究上，但与欧洲、印度、印尼、蒙古

等国家提出的相关战略的对接研究成果极其缺

乏，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从全球视野的整体布

局；国内区域与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融入

研究上，针对新疆等西北地区的研究成果较多，但

以其他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稀少，也缺乏从

国家层面出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的比较

研究；目前的研究更多偏重于中国自己的视角，但

没有更多基于其他国家视角的研究成果；已有的

研究关于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机遇的论文

多，但对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挑战及其应

对策略的学术成果偏少；合作领域的研究偏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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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和能源合作，但对文化合作、生态环保合作

等其他领域的研究重视不够。

五、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展望

针对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存在的不足，

在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需求和学术研究

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应积极探索未来丝绸之路经

济带研究的方向。

（一）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是协同创新的基础

任何单一的学科及其研究方法都不足以支持

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需要，

因此，应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综合应用经济学、

管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

法，同时，也要重视与地理科学、环境科学、信息科

学等自然科学的结合研究。如跨界的生态环境协

同治理问题、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等问题，就需要综

合应用经济学、环境科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原理和

研究范式。短期而言，需要通过国家科研基金的

资助这一方式，以引导更广泛的学科进入该主题

的研究领域，如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申报指南上，扩大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

研究资助的学科范围。中长期而言，要鼓励不同

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突出研究成果的理论性和

实用性，并努力搭建不同学科学者、不同研究机构

学术交流的平台，创建有关“一带一路”的学术资

料共建共享的数据库，通过跨学科的学术论坛、多

方法综合应用的期刊主题策划、征稿、约稿等途

径，致力于“一带一路”的整体理论建构和学科体

系的搭建。

（二）理论与对策研究并重的综合研究是服

务国家战略的需要

兼顾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研究服务国家宏大战略需求的基本要求，而只有

基于扎实理论研究和丰富对策研究的综合研究，

才能满足国家有关“一带一路”的倡议需求。当

然，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各有特点，不同时期的侧

重点和适宜性也不同。目标导向着眼长远目标，

注重政策单元相对稳定，而问题导向主要针对现

实问题，政策单元可及时调整，重点解决短期内的

突出问题［２７］。从现阶段和近期的时间尺度分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仍然会以问题导向为主，通

过对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最重大、最突出

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夯实研究基础。但从中长期

的时间尺度判断，需要形成以目标导向为主、问题

导向为辅的研究格局。随着包含丝绸之路经济带

在内的“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不断明晰，路径的

不断拓展，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标体系也会

逐渐明朗。“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国内国外目标，

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等目标以及多个、多类目标

的两两之间、多个变量之间、多类指标之间的综合

性、系统性和统一性的特点，因此，需要基于综合

的多样化的目标体系导向，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

究和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以形成理论研究

与对策研究并重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更加突出研

究成果的思想性、创新性、科学性和指导性，从而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指导和政

策依据。

（三）不断拓宽视域与延伸领域是研究的基

本趋势

由于包含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内的“一带一

路”倡议，具有多重属性的交合性，如其既是我国

的全方位开放战略，也是助力区域协调发展的区

域战略；其既是面向世界的经济空间布局战略，也

是面向未来的文化、中外关系等的拓展战略。因

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在以下几个问题和领域

上需要引起更多重视。（１）强调“一带一路”倡议
与相关国家战略对接研究的全域性。如与俄罗斯

等国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欧洲的“容克计划”

战略、印度的“季风计划”战略、印尼的“全球海上

支点”战略、蒙古国的“草原之路”战略等的对接。

（２）突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对国内相关区域的
全覆盖并注重比较分析。从目前仅仅关注西北个

别省域层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整个区域拓

展，为实现这一转向，一方面有赖于全国性研究机

构的研究聚焦，另一方面更需要地方性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努力。（３）重视“一带一路”的国际话语
权和安全观的命题。通过“一带一路”将中国的

规模优势、后发优势、历史文化优势通过制度优势

实现倍增，并转化为结构性权力与制度性话语

权［２８］。（４）从中国视角拓展到同时从其他国家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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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进行研究。今后的研究不能仅涉及中国，

而应同时基于其他国家的视角［２９］，研究相关的其

它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功能、机遇、合

作领域和方式、应对策略等。（５）更加重视丝绸
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机制创新和风险

规避模式，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会对外围国

家造成的低端锁定陷阱问题的研究［２］。（６）进一
步拓宽合作领域的研究范围。除产业合作和能源

合作外，更加重视文化合作、生态环保、政治军事

等更广泛领域的合作研究。（７）更加强调相关理
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启示价值。如区域经

济理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建设的启示；合

作与竞争理论、贸易理论等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可

持续发展的启示［３］；空间经济学对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形成机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启示；其他大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比较、欧美大国

的崛起经验等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启示等［３０］。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和逻辑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对我国目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

现状尽可能作了全面的综述和梳理，以期对相关

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基础。由于该主题的研究还

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后续研究还需继续跟踪，

同时，本文的研究对象由于界定为目前研究主体

的中文文献，后续还需把外文文献纳入，这样反映

的研究状况将会更为全面和客观。

总之，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处区域一直以不同

方式占据着世界史上的枢纽地位，新丝绸之路战

略和倡议的实施，使世界的重心将再一次回到它

千年之前的位置［３１］。正在复兴的丝绸之路，需要

提供理论上的方向指引和学科上的坚实支持。为

此，还需学界进行长期深入地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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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赵玉田，刘晓伟

（兰州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　要：借鉴教育、健康人力资本评价的投入法和产出法，尝试以 Ｒ＆Ｄ人员、Ｒ＆Ｄ经费、Ｒ＆Ｄ项目和专利申请数
为计量指标，使用层次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确定甘肃各市州目前创新人力资本水平，并且通过引入面板数据模型考

察创新人力资本及其各指标变量与甘肃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甘肃创新人力资本发展不平衡，地区间

差异化明显，兰州市远远领先于其他市州；创新人力资本对甘肃经济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具体来看 Ｒ＆Ｄ人员
和专利申请数与甘肃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Ｒ＆Ｄ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负效应，而Ｒ＆Ｄ项目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不显著，项目成果向经济效益转化能力不足是主要原因。

关键词：创新人力资本；经济增长；面板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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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

都认为劳动力或人力资本是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

因素，而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创新知识和技术，并加

速技术的应用和传播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１］。

因此，人力资本同样作为一种经济发展中的投入

要素，在目前的供给侧改革中也应给予充分关注，

不仅要有数量，更为关键的是要提高人力资本投

资的质量，注重具有高素质的创新人力资本的形

成和投入。目前学者对创新、人力资本和经济增

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但是对区域

创新人力资本和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还比较少。

而甘肃，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和一个主要依靠投资

拉动发展的省份，实现其经济发展，提升其在中国

区域经济中的地位，人才要素充分挖掘、创新人力

资本培育，不仅是一条现实路径，对于中国区域经

济实现均衡发展，也不乏启示意义。根据中国统

计年鉴，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６年６年间，甘肃省ＧＤＰ增
长了３５．２６％，新产品项目和新产品收入分别增
长了２７．３２％、６６．７７％；但是也要看到当前甘肃
省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和质量在全国范围内仍

较低，省内地区之间差异大。目前新驱动发展亟

需转换思路。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甘肃省１４个市州６年的
面板数据，评价甘肃省各市州创新人力资本发展

现状，并定量分析和探讨了创新人力资本对甘肃

省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期为甘肃省完善经济改

革措施、理顺发展思路提供参考。

本文主要在以下几点补充和丰富了前人的研

究：（１）不同于已有的选取教育年限、学历水平变
量来评价创新人力资本的方式，而是选取与研究

开发联系更为紧密的指标，侧重体现人力资本的

创新性。（２）综合主观和客观评价方法，衡量目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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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甘肃省各地区创新人力资本水平。（３）考虑变

量变化的惯性和滞后期数据，分析创新人力资本

及其各要素对甘肃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一）创新人力资本评价

自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１）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概念

以来，对其的研究就不断的深入。Ｓｃｈｕｌｔｚ认为人

力资本既带有人的属性，又具有增值性、收益性等

资本特点［２］。而对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概念，学

者们还没有一致的定义。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从知识的

角度考虑认为有一般知识型人力资本和具有特殊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业型人力资本两种人力资

本［３］；姚树荣（２００１）将人力资本分为一般型人力

资本、专业型人力资本、创新型人力资本三类，并

且认为具有社会稀缺的创新能力是创新型人力资

本的标志［４］；黄健柏和谢良等（２００９）将创新型人

力资本作为一种具备创新特质、产出效果的乘数

效应等条件的专业化高级人力资本，同时考虑了

高校毕业生、研究生人数来评价地区创新人力资

本的状况［５］；景跃军和刘晓红（２０１３）认为创新人

力资本又是高级人力资本，具有创新动力、认知、

行为等独特属性，并使用对受高等教育人数、高等

教育年限和就业人员数的计算作为其衡量标

准［６］；钟永建和肖芳等（２０１５）也认为创新型人力

资本的投入应有边际报酬递增、产出乘数效应等

特质，并使用受教育年限和高校毕业生数测定创

新人力资本水平［７］。根据相关文献，本文认同创

新型人力资本至少具备创新性、高学历、产出乘数

效应和边际报酬递增等特点的共识。结合冯用军

（２０１０）［８］、王晓燕（２０１２）［９］等对我国高等教育和

经济发展的研究，本文认为由于目前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还不成熟，教育质量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的要求，仅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和人数反

映人力资本的创新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稍显

片面。同时鉴于与比较成熟的教育人力资本和健

康人力资本评价相比，目前对创新人力资本进行

衡量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参考评价教育、健康

人力资本的投入法、产出法等方法［１０］，以及综合

张体勤和姜道奎（２０１２）［１１］对创新人才评价体系

的研究，尝试选取新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多角度衡

量人力资本的创新水平。

（二）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张根明等（２０１０）对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存量

和水平进行研究后发现，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

增长呈现“倒 Ｕ型”影响［１２］；刘帅和钱士茹

（２０１１）通过Ｃ－Ｄ模型和 ＶＡＲ模型研究安徽省

创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创新型人

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１３］；王刚和

邵展翅（２０１３）采用协整理论对陕西省创新人力

资本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发现创新型人力

资本对陕西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１４］；钟永建

和肖芳（２０１５）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对创新型人力

资本与四川省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创新型人

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明显［７］。由

此可见一直以来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就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但是对创新人力资本影

响经济增长的效果还不明确，学者们是各抒己见。

但是创新和人力资本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１５］［１６］，这已成为共识。程郁和陈雪（２０１３）以

国家高新区样本证实了我国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增

长是通过包括人才投入在内多种要素投入的结

果［１７］。李苗苗和肖洪钧等（２０１５）的研究表明技

术创新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而技术创新

是人才创新的成果［１８］。杜伟和杨志江等（２０１４）

认为人力资本分别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促进了东

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１］。创新型人力资本

对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重要［１２］，是中国经济发展

的关键［６］。因此，本文认为总体上创新人力资本

会促进甘肃省经济增长。

三、研究设计

（一）创新人力资本水平测算

如前所述，本文对创新人力资本采用Ｒ＆Ｄ人

员、Ｒ＆Ｄ经费、专利申请数、Ｒ＆Ｄ项目数等投入

和产出指标进行评价。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

法（ＡＨＰ）确定主观权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

客观权重，最后采用综合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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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权重。针对各指标原始数据测量单位不同的情

况，对目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确定各指标实

际的量化值。

首先确定主观权重。根据 ＡＨＰ法将指标体

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ＡＨＰ法采用１

－９标度法，分为绝强、极强、颇强、稍强、相等、稍

弱、颇弱、极弱、绝弱等九个等级，对每一层指标两

两比较，确定指标间相对重要性，并形成准则层下

指标层的判断矩阵。采用德尔菲法反复征求专家

意见，寻找一致性，若ＣＲ＝ＣＩ／ＲＩ＜０．１，则认为通

过一致性检验，特征向量即指标的相对权重。因

此，指标层下第 ｋ个指标的贡献度 Ｗｓｉ可表

示为［１９］：

ｗｓｉ＝λｋ／∑
ｍ

ｉ＝１
λｋ （１）

其中，λｋ为指标层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第 ｋ

个特征向量值，ｍ为该指标层的指标个数。

其次确定客观权重。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确定各指标变量的客观权重。主要依据降维的思

想，分析相关矩阵内部关系将指标变量归结为几

个主因子。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出相关矩阵，并求

出相关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根据累计贡献

率和特征根的大小确定主因子个数，并得出因子

载荷矩阵，确定因子模型；最后根据以上结果运用

公式计算出各指标权重［２０］。

最后确定综合权重及创新人力资本得分。

通过归一化公式（２）计算各指标综合权重，同时

根据２０１６年经无量纲化的各指标数据，可以得

出当前甘肃省 １４个市州创新人力资本得分及

排序情况。

ωｉ＝
αｉβｉ

∑
ｍ

ｉ＝１
（αｉβｉ）

（２）

其中，ｎ为指标个数，αｉ、βｉ和 ωｉ分别为第 ｉ

个指标的主观权重、客观权重和综合权重。

（二）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模型设定

首先设计创新人力资本代理变量。通过前文

得出的综合权重及各指标变量的面板数据，计算

得出甘肃各市州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创新人力资本变

量。式（３）中ＩＨＣ表示创新人力资本，ＲＤＲ表示

Ｒ＆Ｄ人员，ＲＤＪ表示 Ｒ＆Ｄ经费，ＺＬ表示专利申
请数，ＸＭ表示Ｒ＆Ｄ项目数。

ＩＨＣｉ，ｔ＝ω１ＲＤＲｉ，ｔ ＋ω２ＲＤＪｉ，ｔ ＋ω３ＺＬｉ，ｔ ＋

ω４ＸＭｉ，ｔ （３）

根据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方法，本文参考Ｃ－Ｄ

生产函数和王金营（２０１０）［２１］对这个模型的改进，
建立引入创新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如式（４）所

示。其中ｉ和ｔ分别表示甘肃省第ｉ个市州的第ｔ
年，Ｙ表示国民生产总值，Ａ表示技术水平（这里

为常量），Ｋ表示资本投入，Ｌ表示劳动力投入，
ＩＨＣ表示创新人力资本，ａ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
系数，ｂ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ｃ表示创新人

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Ｙｉ，ｔ＝Ａｉ，ｔＫ
ａ
ｉ，ｔＬ

ｂ
ｉ，ｔ（ＩＨＣｉ，ｔ）

ｃ （４）
由于式（４）是非线性方程，为避免直接求解

的复杂性，对式（４）两边同时取对数运算变为线

性方程，模型如式（５）所示。其中 ξｉ，ｔ表示随机干
扰项。

ＬｎＹｉ，ｔ＝ＬｎＡｉ，ｔ＋ａＬｎＫｉ，ｔ＋ｂＬｎＬｉ，ｔ＋ｃＬｎＩＨＣｉ，ｔ
＋ξｉ，ｔ （５）

由于经济增长受众多因素影响，本文选择一

组控制变量加入到（５）式中，从而得到式（６）。控

制变量包括：人口自然增长率、贸易开放程度和政

府干预度。然后以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

量，创新人力资本等为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

型对式（６）进行分析，探讨创新人力资本对甘肃
省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将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

和随机效应估计，并采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作为取舍
两种估计结果的依据；同时借鉴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ａｎｄ

Ｋｒａａｙ（１９９８）［２２］的研究，为了处理模型中可能存

在的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截面相关问题，进一步

采用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检验模型设定；在面板

数据模型中由于变量内生性是常见问题，本文采

取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ａｎｄ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１９８１）［２３］提出的方法

检验模型中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

法对式（６）进行修正和估计；最后将不同估计方
法的结果进行比较，作为检验模型稳健性的依据。

其中ＺＲＺＺＬ表示人口自然增长率，ＭＹＫＦ表示贸
易开放程度，ＺＦＧＹ表示政府干预度，ξｉ，ｔ表示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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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项，其他变量表示含义不变。

ＬｎＹｉ，ｔ＝ＬｎＡｉ，ｔ＋ａＬｎＫｉ，ｔ＋ｂＬｎＬｉ，ｔ＋ｃＬｎＩＨＣｉ，ｔ
＋ｄ１ＬｎＺＲＺＺＬｉ，ｔ＋ｄ２ＬｎＭＹＫＦｉ，ｔ＋ｄ３ＬｎＺＦＧＹｉ，ｔ＋εｉ，ｔ

（６）
本文采用 Ｒ＆Ｄ人员、Ｒ＆Ｄ经费、专利申请

数、Ｒ＆Ｄ项目数等投入和产出指标反映甘肃省创

新人力资本水平；为进一步讨论创新人力资本与

甘肃经济的关系，将各指标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地

区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模型。考虑

到任何变量的变化都会受到滞后一期观测值的影

响，同时为避免遗漏重要解释变量导致的估计结

果有偏，因此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反映经济发

展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准确测量各指标变量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动态面板模型是在静态模型基础

上加入被解释变量后对一阶滞后项进行分析。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ａｎｄＲｏｖｅｒ（１９９５）［２４］，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ａｎｄＢｏｎｄ
（１９９８）［２５］的研究指出，异方差、自相关、内生性等
问题在动态面板模型中普遍存在，广义矩估计法

（ＧＭＭ）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增强模型估计
效果。因此本文主要采用 ＧＭＭ法进行估计和分

析。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ａｎｄＢｏｎｄ（１９９１）［２６］提出先进行一阶
差分去除模型中的固定效应，并将变量的滞后项

作为差分方程中的对应变量的工具变量；但是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ａｎｄＢｏｎｄ（１９９８）研究认为，一阶差分
ＧＭＭ可能产生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提出，在一
阶差分 ＧＭＭ基础上加入水平方程，将差分变量
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对应变量的工具变量。这

一方法增加了可用的工具变量，提高了模型估计

的有效性和一致性，进一步使估计结果更加稳

健［２５］。因此本文采用系统 ＧＭＭ方法，将 ＡＲ
（１）、ＡＲ（２）作为检验一阶序列相关和二阶序列
相关的依据，模型设定如式（７）所示。为进一步
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在对式（７）进行估
计时添加ｒｏｂｕｓｔ选项，采用稳健型估计，以避免异
方差影响，得到稳健型标准差，并参考其他学者的

研究［２７－２９］，采用 ＨａｎｓｅｎＪ检验测量工具变量中
是否存在过度识别的情况。

ＬｎＹｉ，ｔ＝ＬｎＡｉ，ｔ＋ＬｎＹｉ，ｔ－１＋ａＬｎＫｉ，ｔ＋ｂＬｎＬｉ，ｔ
＋φＬｎＲＤＲｉ，ｔ＋γＬｎＲＤＪｉ，ｔ＋ηＬｎＺＬｉ，ｔ＋μＬｎＲＤＸｉ，ｔ

＋ｄ１ＬｎＺＲＺＺＬｉ，ｔ＋ｄ２ＬｎＭＹＫＦｉ，ｔ＋ｄ３ＬｎＺＦＧＹｉ，ｔ＋ｖｉ
＋θｉ，ｔ （７）

同时调整计量方法将动态面板模型变为静态

面板模型，去掉式（７）中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项

并选取解释变量的当期项带入式（７）从而得到式

（８），再次对式（７）和式（８）面板模型做固定效
应、随机效应估计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以此作为检

验模型稳健性的依据。再次采用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ａｎｄ

Ｋｒａａｙ（１９９８）［２２］提出的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检验

式（８），将式（８）估计结果与式（７）系统 ＧＭＭ估
计结果进行比较，进一步测量模型可靠性。式

（８）模型设定如下，其中，ｖｉ表示个体效应，θｉ，ｔ以

及σｉ，ｔ表示随机干扰项，其他变量表示含义不变。

ＬｎＹｉ，ｔ＝ＬｎＡｉ，ｔ＋ａＬｎＫｉ，ｔ＋ｂＬｎＬｉ，ｔ＋γＬｎＲＤＪｉ，ｔ
＋ ηＬｎＺＬｉ，ｔ ＋ μＬｎＲＤＸｉ，ｔ ＋ ｄ１ＬｎＺＲＺＺＬｉ，ｔ ＋

ｄ２ＬｎＭＹＫＦｉ，ｔ＋ｄ３ＬｎＺＦＧＹｉ，ｔ＋σｉ，ｔ （８）

本文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甘
肃统计年鉴和甘肃省科学技术厅统计数据。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被解释变量 Ｙ表示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参考学者［３０］有关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以

地区ＧＤＰ反映经济增长情况。

解释变量：（１）Ｋ表示资本投入，借鉴学者

们［３１］的做法以甘肃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

固定资产投资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也是政府

进行宏观调控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大量

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正向相关关系［３２］。因此，本文预期固定资产投

资对甘肃经济具有正向影响。（２）Ｌ表示劳动力

投入，以甘肃当年就业总人口表示。劳动力是重

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供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本

文假设劳动力投入会促进甘肃经济增长。（３）
ＩＨＣ表示创新人力资本。统计年鉴中没有直接反

映创新人力资本的指标，本文参考评价教育人力

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投入法和产出法，通过

Ｒ＆Ｄ人员、Ｒ＆Ｄ经费、专利申请数、Ｒ＆Ｄ项目数

等来确定创新人力资本代理变量。如前所述，目

前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论还不明

确。而杜伟和杨志江（２０１４）的实证研究表明中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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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还较低，主要是通过技

术创新间接促进经济增长［１］。因此，本文假设创

新人力资本会正向影响甘肃经济发展，从而其各

指标变量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影响。

解释变量和指标变量：（１）ＲＤＲ表示各市州

拥有的研究开发人员。这是考虑到研究开发工

作者既是高学历人员，更是创新探索的主力军，

因此，本文尝试采用 Ｒ＆Ｄ人员代替原有的高等

教育指标对甘肃省创新人力资本水平进行评

价。（２）ＲＤＪ表示各市州 Ｒ＆Ｄ经费投入。该指

标反映了一个地区对创新人才物质上的支持。

（３）ＲＤＸ表示各市州 Ｒ＆Ｄ项目数，反映一个地

区对创新人才科研环境和文化氛围创造的投

入。（４）ＺＬ表示各市州专利申请数，反映创新

人力资本的产出和效率水平。

控制变量：（１）ＺＲＺＺＬ表示人口自然增长率。

甘肃位于西北地区，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

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３３］；

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视角来看，甘肃必须重

视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３４］；当劳动密集型

产业比重较大时生育率提高、人口增加，将有利于

经济增长［３５］。（２）ＭＹＫＦ表示贸易开放度，用进

出口总额／ＧＤＰ表示。贸易开放主要通过影响总

供给带动经济增长。已有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对经

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其促

进作用并不显著［３６］。而本文假设贸易开放度会

促进甘肃经济增长。（３）ＺＦＧＹ表示政府干预程

度，用财政支出／ＧＤＰ表示。政府作为“一只有形

的手”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在市场化不断

深入的今天，本文假设政府干预程度越高越负向

影响经济发展。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创新人力资本评价

本文首先在参考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在资本投入和产出效能方面，选用 Ｒ＆Ｄ人员、

Ｒ＆Ｄ经费、Ｒ＆Ｄ项目数、专利申请数指标建立

创新人力资本评价体系，突出人力资本的创新

能力，如表 １所示。然后采用德尔菲法广泛征

求专家意见，运用 ｙａａｈｐ６．０确定各变量指标在

ＡＨＰ法中的主观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ＣＲ

＜０．１，表明各变量指标间协调性良好且层次分

析结果是有效的。

　表１ 指标层次结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创新人力资本
创新资本投入

创新产出效能

Ｒ＆Ｄ人员（ＲＤＲ）

Ｒ＆Ｄ经费（ＲＤＪ）

Ｒ＆Ｄ项目数（ＲＤＸ）

专利申请数（ＺＬ）

　　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２０１５年甘肃省各市州的创

新人力资本变量进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和 ＫＭＯ检验，ＫＭＯ

度量为０．８０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数值小于０．００１，表明

变量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对各变量指标进行主

成分分析，共提取一个主成分，特征值为３．７９５，

方差贡献度９４．８７５％，主成分载荷系数矩阵分别

为：Ｒ＆Ｄ人员（０．９８３）、Ｒ＆Ｄ经费（０．９５３）、Ｒ＆Ｄ

项目数（０．９６０）、专利申请数（０．８９８）。根据以上

结果通过在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方差贡献

度等可得各变量指标的客观权重。

　表２ 各变量指标权重值

指标 客观权重 主观权重 综合权重

Ｒ＆Ｄ人员（ＲＤＲ） ０．２５４６ ０．３３２６ ０．３３８４

Ｒ＆Ｄ经费（ＲＤＪ） ０．２５０７ ０．２９０５ ０．２９１

Ｒ＆Ｄ项目数（ＲＤＸ） ０．２５１６ ０．１２６９ ０．１２７６

专利申请数（ＺＬ） ０．２４３２ ０．２５ ０．２４３

　　通过归一化公式（２）计算前文分析得到的主

观权重和客观权重，可得各变量指标的综合权重；

根据综合权重计算无量纲化指标数据可得甘肃省

各市州创新人力资本水平。主观权重、客观权重、

综合权重、创新人力资本得分及排序如表２、表３所

示。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目

前在甘肃创新人力资本中Ｒ＆Ｄ人员、Ｒ＆Ｄ经费和

专利申请在创新人力资本中都占有较大比重；相比

较而言Ｒ＆Ｄ项目的重要性较小。从表３中可以看

出，目前在甘肃省内，整体上呈现出“一强多弱”的

局势，兰州市在各项指标上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兰州市与其他市州之间差异化、两极分化态势明

显，而其他市州各指标均处于落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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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综合得分排序表

地区 Ｒ＆Ｄ人员
Ｒ＆Ｄ内部经费

内部支出
项目课题数 专利受理数 综合得分 排序

兰州市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金昌市 ０．０９７ ０．２７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９５ ０．１３５ ２

天水市 ０．１１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２ ０．２０１ ０．１１６ ３

张掖市 ０．０８２ ０．１０７ ０．０３９ ０．１８２ ０．１０８ ４

武威市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２ ０．２１８ ０．１０３ ５

嘉峪关市 ０．０５６ ０．１９８ ０．０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６ ６

白银市 ０．０７６ ０．０９７ ０．００７ ０．１３ ０．０８６ ７

酒泉市 ０．０７７ ０．１２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９ ８

庆阳市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２ ９

陇南市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１６２ ０．０４２ １０

平凉市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１１５ ０．０３６ １１

定西市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０２ １２

临夏州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１ １３

甘南州 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１４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 ４中可以看出，甘肃各市州在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期间所有变量均有明显变化，比如专利
申请数（ＺＬ），各市州在样本期间内平均值为
６５０．１１９，最小值为 ２０１０年甘南州 ３２项，最大
值为２０１５年兰州市５７０３项；再如 Ｒ＆Ｄ项目数
（ＲＤＸ），最小值为２０１０年临夏州１１项，最大值
为兰州市２０１５年１１３１９项。所有变量的数据
在样本期间均有成倍的显著变化，这是研究变

量之间动态关系的基础。图１是创新人力资本
ＬｎＩＨＣｉ，ｔ与地区生产总值 ＬｎＹ的散点图和回归
拟合趋势线，从中可以看出甘肃创新人力资本

ＬｎＩＨＣｉ，ｔ与地区生产总值 ＬｎＹ之间存在明显的
正向关系。由于创新人力资本在甘肃省内地区

之间差异和两极分化现象明显，为了修正它对

经济增长作用带来的偏差，得到更靠的结论，下

文进一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

分析。

　表４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区生产总值（Ｙ） 万元 ８４ ４０９３９２２ ３８４５７３４ ６７６８９８ ２０９５９９２０

资本投入（Ｋ） 万元 ８４ ４３３０９１０ ３４３３７４５ ４９５８２１ １８０３７５２６

劳动力投入（Ｌ） 人 ８４ １４５６２５ １１５２４４．４ ４７５００ ５８３６７２

Ｒ＆Ｄ人员（ＲＤＲ） 人 ８４ ２５９３．６９ ４８３０．９２９ ５６ ２２３４８

Ｒ＆Ｄ经费（ＲＤＪ） 万元 ８４ ４４８９３．４５ ８１２１１．８ ３４３ ４０５５２３

Ｒ＆Ｄ项目数（ＲＤＸ） 项 ８４ ９０２．９０４８ ２６２１．４２６ １１ １１３１９

专利申请数（ＺＬ） 项 ８４ ６５０．１１９ ９５０．０６７９ ３２ ５７０３

人口自然增长率（ＺＲＺＺＬ） ％ ８４ ５．９８１９ １．０２４４ ４．４２ ７．９９

政府干预程度（ＺＦＧＹ） ％ ８４ ０．４１０６ ０．２８５２ ０．０６６２ １．２７５

贸易开放度（ＭＹＫＦ） ％ ８４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４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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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创新人力资本与ＧＤＰ的关系

（三）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表５分别给出了创新人力资本变量和其各指

标变量对甘肃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种检验

结果。

表５中Ａ列以模型公式（６）为基础进行面板

数据估计，对比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根

据Ｈａｕｓｍａｎ统计量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为了解

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截面

相关问题采用协方差矩阵估计，结果如 Ａ列中的

Ｄ－Ｋ列所示。同时为确定面板数据中是否存在

内生性，进一步做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检验，检

验结果Ｐ值为０．８９７６大于０．１，即拒绝原假设。

表明面板数据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采用

工具变量法对模型重新估计。将创新人力资本

ＬｎＩＨＣｉ，ｔ作为内生变量，选择创新人力资本的滞

后一期和二期作为工具变量，修正后的固定效应

估计结果显示：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ｃａｎｏｎ．ｃｏｒｒ．ＬＭ统计量 Ｐ

值为０．００４８小于０．０１，即显著拒绝原假设；Ｃｒａｇｇ

－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统计量为 ５．９５４，１０％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ＩＶｓｉｚｅ为１９．９３，即在１０％置信水平上无法拒绝

原假设；Ｓａｒｇａｎ统计量Ｐ值为０．１１５５大于０．１，即

无法拒绝原假设。以上计量结果表明本文工具变

量不存在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问题，

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从估计结果的比较来

看，不同估计方法的解释变量系数全部一致，显著

性基本相同，表明模型具有很好的稳健性。这说

明不管是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估计，还是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

ａｎｄＫｒａａｙ（１９９８）［２２］提出的协方差矩阵估计，创

新人力资本ＬｎＩＨＣｉ，ｔ对甘肃经济增长均有显著正

向影响，这与本文假设一致。从工具变量法估计

系数来看，创新人力资本 ＬｎＩＨＣｉ，ｔ对甘肃经济增

长具有正向影响，但作用不显著，本文认为这是由

于甘肃人力资本水平整体较低［３７］，导致甘肃人力

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较低且处于轻度失调衰

退状态［３８］；同时创新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高素质劳

动力，其带来的脑力素质提升对经济增长影响需

要一个先弱后强的渐进式过程［３９］，由于甘肃整体

上创新基础较弱、创造能力不足，因此创新人力资

本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还需要一定时间过程。

解释变量贸易开放度系数与预期相反，对经济增

长负向影响，本文认为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水平的

不同：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区间效应，

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负

相关［４０］。甘肃贸易开放度受较低水平人力资本

的制约未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他解

释变量系数与预期一致，除人口自然增长率外全

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推断的合

理性。

从Ｂ列的系统 ＧＭＭ估计结果来看，ＡＲ（１）

和ＡＲ（２）检验表明模型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
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符合系统 ＧＭＭ估计的要求；

ＨａｎｓｅｎＪ检验表明无法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

量的选取是合理的。在变量系数方面，Ｒ＆Ｄ人员

和专利申请数与预期一致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Ｒ＆Ｄ经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系数

符号与预期相反，本文认为这是由于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刘耀彬和杨靖旭等（２０１７）研究发现，Ｒ＆Ｄ

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且存在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Ｒ＆Ｄ

投入的增加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对经

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３７］。在甘肃，人力资本还未

进入高等级水平，Ｒ＆Ｄ投入没有高水平人才与之

匹配，Ｒ＆Ｄ投入不但不能被有效利用，甚至还可

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因而呈现对经济增长的负向

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科技投入只有在滞后两年时

才能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４１］。当期 Ｒ＆Ｄ经

费支出增加不能立刻推动经济增长，反而减少了

政府对其他方面的投入，造成一定负效应。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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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甘肃科技经费投入与经

济增长存在一定负相关［４２］。Ｒ＆Ｄ项目系数为正
与预期相同，但作用不显著，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存

在“效率陷阱”的缘故。刘井建（２００９）对我国
Ｒ＆Ｄ项目效率和效力的研究中认为，我国大部分
地区存有较高程度的“效率陷阱”循环倾向，政府

和企业在Ｒ＆Ｄ项目决策上的盲目性导致Ｒ＆Ｄ项
目数量增加但效力降低的现象，其中甘肃省 Ｒ＆Ｄ
项目效力水平较低，存在较多Ｒ＆Ｄ项目与企业发
展目标和市场需求不完全相符的情况［４３］。其他

学者的研究同样指出，甘肃Ｒ＆Ｄ资源的利用效率
总体不高［４４］，科技成果贡献能力有待提升［４５］。

因此，目前甘肃Ｒ＆Ｄ项目增加与经济增长的关联

性较弱，Ｒ＆Ｄ项目转化为经济收益和促进经济增
长的能力有限。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

关，如前文所述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对贸易开放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亦存在门槛效应［４０］。只

有高水平人力资本地区的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甘肃人力资

本水平仍处于中低区段尚未达到高水平门槛值，

因此无法显现贸易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同时由于甘肃人力资本分布不平衡［４６］，这更加剧

了甘肃落后地区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

确定性和非线性。其他解释变量系数符号与假设

全部一致，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推断是合

理的。

　表５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Ａ列式（６） Ｂ列式（７） Ｃ列式（８）

ｆｅ ｒｅ Ｄ－Ｋ 工具变量法 系统ＧＭＭ ｆｅ ｆｅ Ｄ－Ｋ

ＬｎＹｉ，ｔ－１ － － － －
０．５１３３

（０．１０８８）

０．５６８２

（０．０７８４）
－ －

ＬｎＫｉ，ｔ
０．５５８５

（０．０３７５）

０．５１２１

（０．０３０９）

０．２５０５

（０．０２７４）

０．６３１２

（０．１３４１）

０．１２０２

（０．０６０１）

０．１１６３

（０．０６５６）

０．５０７５

（０．０４８４）

０．５０７５

（０．０３７７）

ＬｎＬｉ，ｔ
０．２５０５

（０．０８６７）

０．３６１７

（０．０５７４）

０．５５８５

（０．０１９４）

０．２０８３

（０．１２２４）

０．２１３４

（０．０７０７）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７４２）

０．２３４８

（０．０８５８）

０．２３４８

（０．０２７４）

ＬｎＩＨＣｉ，ｔ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５３５）
－ － － －

ＬｎＲＤＲｉ，ｔ － － － －
０．１３１０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７５６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９７３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９７３

（０．０２２７）

ＬｎＲＤＪｉ，ｔ － － － －
－０．１０５１

（０．０４３０）

－．０２１０

（．０２０２）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８６）

ＬｎＲＤＸｉ，ｔ － － － －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１９９）

ＬｎＺＬｉ，ｔ － － － －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４２２３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０８５）

ＬｎＺＲＺＺＬｉ，ｔ
０．７３３６

（０．６０６９）

０．６６７３

（０．２２０１）

０．７３３６

（０．５３４９）

０．７９３９

（０．８９８０）

０．２１７１

（０．０７８３）

０．５７５９

（０．６０９４）

－０．１２５１

（０．６７１７）

－０．１２５１

（０．１８３７）

ＬｎＭＹＫＦｉ，ｔ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１３６）

ＬｎＺＦＧＹｉ，ｔ
－０．７００８

（０．０６２９）

－０．５７７７

（０．０４６９）

－０．７００８

（０．０６８９）

－０．７３１０

（０．０９６４）

－０．２７１８

（０．０６８６）

－０．４９５６

（０．０６９９）

－０．６２６３

（０．０６７７）

－０．６２６３

（０．０４１９）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０．０９０２ ０．０９０２ － －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ＡＲ（１） － － － － ０．０９９０ － － －

ＡＲ（２） － － － － ０．７３３０ － － －

ＨａｎｓｅｎＪ － － － － ０．９３８０ － － －

样本数 ８４ ８４ ８４ ８４ ８４ ８４ ８４ ８４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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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还对式（７）和式

（８）进行了固定效应估计和协方差矩阵估计。将

估计结果与系统 ＧＭＭ估计结果比较来看，主要

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基本一致，具有较高的统计显

著性；特别是式（８）的固定效应估计和协方差矩

阵估计，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估计偏误且实证

结果稳健性相对较好，对预期假设具有较好解释

力。通过对比发现解释变量 Ｒ＆Ｄ项目在不同估

计方法下系数符号均不显著、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作用不明确，其原因前文已作论述，在此不再

赘述。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甘肃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面板数据考

察了甘肃创新人力资本的发展现状以及创新人力

资本对甘肃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创

新人力资本在甘肃省内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两

极分化明显：兰州市集中了大部分创新人力资本，

而其他市州创新人力资本普遍较低，形成兰州市

“一家独大”局面；创新人力资本与甘肃经济增长

正向相关，但影响作用有限，说明与发达地区相

比，甘肃创新人力资本还处于低水平状态。具体

来看，一方面甘肃Ｒ＆Ｄ人员和专利申请数与经济

增长显著正相关，Ｒ＆Ｄ经费对甘肃经济增长有负

向作用，但Ｒ＆Ｄ人员和专利申请数对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更大，表现为总体上创新人力资本对经

济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由于Ｒ＆Ｄ项目

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能力有限等原因，Ｒ＆Ｄ项目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对甘肃

创新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合理配置创新人力资本，优化创新人力

资本空间分布。增强创新人力资本和推动创新人

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兰州市应依托已有资源

优势加快推进人才引进，其他市州应因地制宜地

建立特色发展体系。通过发挥政府、企业、高校等

创新主体的合作性和创造性，依托优势产业，转变

发展思路寻找合适的发展方式，通过加大对创新

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实现创新人力资本的快速

积累和协调发展。

第二，在Ｒ＆Ｄ投入方面，保持Ｒ＆Ｄ人员的数

量增加和质量提升同步进行。优化 Ｒ＆Ｄ人员的

层次结构，通过资金支持等优惠条件大力培养和

引进研究开发人员，提高Ｒ＆Ｄ人员占从业者的比

重，同时通过激励制度改革释放创新人才的创造

激情，将人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稳定增加

Ｒ＆Ｄ经费投入的基础上，注重 Ｒ＆Ｄ经费投入—

产出绩效，实现 Ｒ＆Ｄ经费投入与 Ｒ＆Ｄ人员投入

相协调，避免Ｒ＆Ｄ经费浪费和滥用，提高Ｒ＆Ｄ经
费利用效率；合理规范 Ｒ＆Ｄ经费使用方式，提高

企业的参与度和政府调控的灵活性，逐步缩小省

内地区间的差距。

第三，改革和优化专利制度和资助政策。鼓

励企业和个人创新，尤其注重在经济发展短板领

域的探索，从而刺激高价值专利的产生，推进专利

技术发展和商业化水平提高；通过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创造公平有序的良性竞争环境，激发创新驱

动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四，在大力支持开展 Ｒ＆Ｄ项目的基础上，

以市场动态和经济发展趋势为方向，避免盲目的

数量追求，重视 Ｒ＆Ｄ项目研究质量和实用水平，

进而最大化Ｒ＆Ｄ项目的产出效率和市场价值，实
现知识技术的进步和 Ｒ＆Ｄ项目成果向经济收益

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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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Ｊ］．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５，

（６）：８４－９１、１２８．

［３１］刘媛媛，孙慧．新疆科技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度分析———基于扩展Ｃ－Ｄ生产函数和ＤＥＡ分析法

［Ｊ］．科研管理，２０１４，（１０）：２６－３２．

［３２］宋丽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再检验：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Ｊ］．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１１）：１７－

２１、４６．

［３３］罗勇，张倩倩．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与承接的实证研

究———以东中西部为例［Ｊ］．软科学，２０１５，（３）：９７

－１０１．

［３４］刘传玉，郝金磊．经济增长、结构转变与人口城市化：

基于甘肃的经验研究［Ｊ］．西北人口，２０１３，（２）：８５－

８８、９４．

［３５］郭凯明，余靖雯，龚六堂．计划生育政策、城镇化与经

济增长［Ｊ］．金融研究，２０１５，（１１）：４７－６３．

［３６］徐盈之，郭进，王进．能源消费、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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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财贸经济，２０１４，（１２）：９９－１１０．

［３７］刘耀彬，杨靖旭，蔡梦云．人力资本视角下Ｒ＆Ｄ投入

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Ｊ］．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０４）：３３－４０．

［３８］逯进，侯传璐．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特

征分析［Ｊ］．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５，（５）：２－１０．

［３９］逯进，苏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差

异———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的实证研究［Ｊ］．人口学

刊，２０１７，（１）：８９－１０１．

［４０］徐婧，孟娟．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基

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Ｊ］．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５，

（６）：８４－９１、１２８．

［４１］刘丁蓉，尤光付．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特

征与耦合———中国１９９１—２０１２年的数据［Ｊ］．广东

社会科学，２０１４，（２）：２２－２７．

［４２］苏朝晖，吴晓晓．研发投入、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研究［Ｊ］．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４）：９７－１０７．

［４３］刘井建．“效率”与“效力”共驱的 Ｒ＆Ｄ项目绩效评

价研究———基于 ＤＥＡ方法的我国各地区大中型工

业企业的比较分析［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９，（１１）：

１６６８－１６７５、１６６１．

［４４］张爱宁．甘肃省Ｒ＆Ｄ经费投入绩效评价研究［Ｊ］．长

春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０７）：７９４－７９６．

［４５］万永坤，王丽．甘肃省增强科技创新供给能力的研

究———基于市州面板数据分析［Ｊ］．兰州财经大学学

报，２０１７，（４）：１５－２０．

［４６］李艳华．人力资本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Ｄ］．兰州：兰州大学，２０１０．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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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实际工资水平与城市规模
———基于江苏省地级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

●　李神福

（江苏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　要：通过建立新经济地理学中两部门均衡实际工资模型得出实际工资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着倒 Ｕ型关
系。分别以土地城镇化率和人口城镇化率度量城市规模，利用江苏省１３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构建的空间面板计
量模型证实了实际平均工资与土地城镇化率之间存在倒Ｕ型关系，但与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只存在正相关关系。由
于最优城市规模随着城市的发展在不断扩大，在达到城市最优规模之前，土地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都

将带来实际工资水平的上涨，但是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速度差距过大将不利于城市的稳定发展。

关键词：城市规模；实际工资水平；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９．２７；Ｆ２４９．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４４０８

　　一、引言

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

劳动力和资本往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培养出了深

圳、厦门等一批现代化大城市，并且这些大城市也

支付了比小城市更高的工资，同时也带动了整个

国家工资水平的上涨。从省级层面来看，由于省

会城市的行政地位，使得省会城市聚集了本省主

要的优质劳动力和资本，从而形成了以省会城市

为中心城市的城市分布格局，比如湖北省的武汉

市和四川省的成都市在各自省内均为中心城市；

不过也有一些省会之外的城市利用自身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实现生产要素集聚，经济发展

水平绝不逊色于省会城市，比如江苏省的苏州市

和山东省的青岛市。这些单一中心城市或者双中

心城市甚至多中心城市也同样支付着比周边小城

市更高的工资，进而也推动了整个省份平均工资

水平的提高。从市级层面来看，市区主要分布在

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的川区和平原地带，主要

负责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而农村则分散

在城市周围及边远地带，主要负责第一产业的生

产。随着市区规模的扩大和农民向城镇迁移，使

得平均工资实现了持续升高。由此，长期看生产

要素的集聚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工资水平的上

升；但在市区扩建、人口集聚的过程中，是否必然

引起工资的即时上涨？这一问题还有待考察。我

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城

镇土地面积的扩大和城镇人口的增加是否必然引

起工资水平的上升？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

不匹配是否对工资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工资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

从三大视角出发：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

及新经济地理学。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出发，

影响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劳动力流动、人力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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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等。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提

高了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例如，钟笑寒（２００６）

认为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工人的重新配对（劳动

再分工），进而造成了职业上的差别，并提高了

当地工人的工资［１］。劳动者人力资本的不同带

来了收入的不同，如 Ｆｌｅｉｓｈｅｒ等（２０１０）认为，人

力资本是影响中国产出和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

因素之一［２］。明娟和张建武（２０１１）也认为人力

资本积累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

场上的工资水平［３］。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在带

来充足资本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制造工艺和

管理技术，不管是劳动者还是管理者都能够通

过扬长避短从中获得进步。研究表明，外国直

接投资在提高当地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的同

时，进而也提高了我国外资集中地区的工资水

平（李雪辉和许罗丹，２００２）［４］。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影响工资水平的主

要因素有户籍制度、最低工资水平等。相比农村

居民来说，城镇居民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

源，以及能够更快更真实地了解各种职位信息。

户籍制度的存在不仅极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居民

和城镇居民自身能力上的差距，也造成了就业机

会甚至劳动报酬上的不一致。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等

（２００２）研究发现：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中国城乡分割的

户籍制度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产生的主要原

因［５］。最低工资一方面保障了低收入群体的基

本生活，提高了工资水平。马双等（２０１２）研究了

最低工资对我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分
析得出，当最低工资每上涨１０％，制造业企业的

平均工资将整体上涨０．４％ －０．５％；除此之外，

最低工资将更多地增加劳动密集型或人均资本较

低企业的平均工资［６］。另一方面，最低工资的实

施也抬高了企业对劳动者的招收门槛，带来了一

定量的失业。Ｎｉ等（２０１１）发现，最低工资在中国
中西部能够促进就业，但在东部地区却恰恰

相反［７］。

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出发，影响工资水平的

主要因素有产业集聚、城市规模等。产业集聚可

以带来规模经济以及提升本地市场效应，从而提

高本地的产出以及工资水平。王海宁和陈媛媛

（２０１０）通过考察产业内集聚和产业间集聚对工

资水平的影响发现，只有产业内集聚可以显著地

提高工资水平，而产业间集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则不显著［８］。产业集聚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口密

度以及购买力即市场潜能的上升。Ｍｉｏｎ＆Ｎａｔｉｃ
ｃｈｉｏｎ（２００５）发现城市就业密度和市场潜能的上

升均能够促进工资水平的上涨［９］。大城市比小

城市往往支付了更高的劳动工资，这是因为大城

市的竞争相较于小城市来说更为激烈，效率较低

的劳动者不是被竞争机制淘汰掉就是自主转入较

低劳动标准的小城市谋求生路，大城市中剩余的

劳动者往往就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以及随之而来

的较 高 收 入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２０１０；张 天 华 等，

２０１７）［１０］［１１］。既然大小城市的工资水平存在差

异，那么城市自身规模的大小应该也会影响到工

资水平。有学者认为，工资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

往往存在着正向关系 （陈良文和杨开忠，

２００７）［１２］，但倒Ｕ型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

支持。陈旭和陶小马（２０１３）使用利用城市劳动

力实际工资率衡量的城市最优规模理论模型，并

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得出，在实际工资率与城市最

优规模之间存在着倒Ｕ型的稳定关系［１３］，也即理

论上存在着使得劳动力获得最高工资率的城市最

优规模。在实证研究上，梁婧等（２０１５）利用我国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据研究发

现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Ｕ

型关系［１４］。

在城镇化建设当中，城市规模合理与否是否会

影响到工资水平，或者说，就目前工资水平是否存

在着一个合理的城市规模，而不是盲目扩张，这是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两点：一

是验证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是否符合新经济地

理学中揭示的有关城市发展与实际工资水平之间

的规律［１５］，并针对不合理地方结合中国国情作出

解释。二是分别用土地城镇化率和人口城镇化率

度量城市规模，利用空间面板的计量方法分别探索

土地扩张和人口集聚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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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模型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厂商的集聚能够减

少运输成本、信息搜集成本、职员培训成本以及研

发成本。劳动要素的集聚能够减少劳动力通勤成

本以及方便劳动者从“干中学”提高自己的技能，

也有利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资本要素的集

聚能够扩大投资、分摊风险，并解决创新研发、基

础设施建设等一些资金量需求大项目的难题。土

地要素虽然无法流动，但可以将某些不同用途上

的土地整理后用于某一种生产活动，从而促进规

模经济。

产业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要素的集聚必然会

带来城市规模的扩张。大城市相对于小城市而言

有更大的需求市场，有更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更

多的就业机会，进而有更多的产品种类、更便捷的

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以及更低的信息成本

和通勤成本，所以往往也带来了更高的工资收入。

另一方面，城市规模的扩张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

的。随着城市的扩大，伴随的是物价的上涨、租金

的居高不下以及就业门槛的抬高。在巨大的生活

压力和经营成本之下，一些消费者和厂商选择进

入规模较小的城市。而原先的大城市在承受自身

拥挤成本的同时还面临着周边新兴城市的竞争压

力，于是也就有可能出现劳动生产率下降，即实际

工资水平的下降。

实际工资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可能存在的

这种倒 Ｕ型关系可以通过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两

部门均衡实际工资模型进一步说明。考虑一块

土地，城市位于这块土地的中心 Ｏ点处（负责生

产工业品 Ｍ），周围全是农业土地（负责生产农

产品 Ａ），边界为 ｆ。城市为农村地区提供工业

品，并从农村地区购买农产品。工业品和农产

品的运输成本采用冰山成本的形式，即如果 １

单位农产品 Ａ或工业品 Ｍ的运输距离是 ｄ，则

只有ｅｘｐ（－τＡｄ）或 ｅｘｐ（－τＭｄ）单位到达目的

地。同时假定工业品的生产只需要投入劳动这

一种生产要素，而每生产 １单位农产品需要投

入 ｃＡ单位劳动力和１单位土地，并且每单位距

离相当于 １单位土地。城市的劳动力人口为

ＬＭ，城乡总劳动人口为 Ｎ。

农产品在城市的价格用ｐＡ表示，由于存在运

输成本，距离城市中心为 ｒ的地区的农产品价格

为ｐＡｒ＝ｐ
Ａｅ－τＡｒ。令租金 Ｒ（ｒ）等于地区 ｒ的农产

品产出减去劳动者工资 ｗＡｒ，从而 Ｒ
ｒ＝ｐＡｒ－ｃ

ＡｗＡｒ
＝ｐＡｅ－τＡｒｃＡｗＡｒ。在农业土地的边界，租金为零，

则有ｗＡｆ＝ｐ
Ａｅ－τＡｒ／ｃＡ。

通过衡量单位的选取，可以使得工业品价

格等于城市劳动者工资，即 ｐＭ ＝ｗＭ。另外，地

区ｒ的价格指数为Ｇｒ＝（Ｌ
Ｍ／μ）１／（１－σ）ｅτＭｒ，其中，

μ表示代表性消费者将收入花费在工业品上的

份额，σ表示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且

σ＞１。

城乡体系的均衡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农产品

市场出清，另一个是农业劳动者与制造业劳动者

的实际工资相等。首先，农产品的需求量为ＤＡ（１

－μ）ｗＭＬＭ／ＰＡ，而供给量为 ＳＡ＝２μ∫ｆ０ｅ
－τＡｓｄｓ。由

供需相等可得：ｐＡ＝（１－μ）ｗＭＬＭ／２μ∫ｆ０ｅ
－τＡｓｄｓ。

令农业边界租金为零可得农业劳动者的名义

工资ｗＡｆ，进而实际工资为ω
Ａ＝ｗＡｆＧ

－μ
ｆ （ｐ

Ａ）－（１－μ）

＝（ｃＡ）－１（ｐＡ）μＧ－μｅ－μ（τＡ＋τＭ）ｆ。而城市劳动者的

实际工资为ωＭ＝ｗＭＧ－μ（ｐＡ）μ－１。令两者相等得

ｐＡ＝ｃＡｗＭｅμ（τＡ＋τＭ）ｆ。

由均衡条件可得城乡实际平均工资与边界的

关系式为

ω＝
２（１－ｅ－τＡｆ）
（１－μ）τ[ ]Ａ

μ／（σ－１）

ｃＡｅμ（τＡ＋τＭ）[ ]ｆ μσ／（σ－１）－１ （１）

将实际平均工资ω对农地边界ｆ求导得

ｄω
ｄｆ＝

μ（１－ρ）
ρ

（τＡ＋τＭ）ω

（
μ－ρ
１－ρ

＋ τＡ

τＡ＋τＭ
ｅ－τＡｆ

１－－τＡｆ
） （２）

其中，参数 ρ＝（σ－１）／σ，表示消费者对商

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当 ρ趋近于１时，差异化
商品几乎是能完全替代的；当ρ趋近于０时，表示

商品之间几乎不能相互替代。根据范剑勇和邵挺

（２０１１）的研究，“非黑洞”条件在中国是成立的，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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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满足ρ＞μ［１６］。在这一条件下，存在零解，并且
只有一个。当ｆ很小时，ｄω／ｄｆ＞０，意味着实际平
均工资随着农地边界的扩张而上升；而当 ｆ大于
某个临界值之后，ｄω／ｄｆ＜０，意味着实际平均工
资随着农地的扩张而下降。

由于一个省份、一个地级市的行政边界往往

是不变的，因此边界 ｆ的扩张意味着城镇边缘的
扩张。在城市土地面积很小的时候，城市的扩张

带来了企业的集聚、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基础设

施的改善，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失业率以及通

勤成本，此时平均工资随着城镇面积的扩大而上

升；当城镇土地面积扩大到一定程度，租金的上升

带来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的提高，实际平均工资

将随着城镇面积的扩大而下降。结合模型结论和

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假说：

实际平均工资与城市规模存在着倒 Ｕ型关
系，即实际平均工资随着城市规模的提高先上升、

再下降。

　　四、实证检验

１．空间相关性分析

由于相邻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商品贸易、要素

流动等经济活动，某些经济指标在临近地区之间

往往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判断是否存在空间相

关性的常用指标是全局莫兰指数。莫兰指数的取

值范围通常在 －１到１之间，越接近于１说明存
在着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即高高聚集；越接近于

－１说明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负相关，即高低聚集；
如果在０附近则说明个体分布存在随机性。江苏
省１３个地级市①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实际平均工资（在
职职工平均工资除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莫兰

指数如表１所示。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江苏省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实

际工资的莫兰指数均为正，Ｐ值均在０．０５以下，Ｚ
值均大于正态分布在 １％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
１．９６０，说明江苏省１３个地级市在实际工资上具
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在实际工资较强的城市

之间，往往存在着便利的交通、丰富的信息交流、

频繁的资金流动、紧密的产业关联，形成了良性的

集聚效应。但在实际工资都较低的城市里，基础

设施、人才储备、信息完善、市场规模等方面则往

往表现欠佳。

　表１ 江苏省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实际工资莫兰指数

年份 莫兰指数 Ｐ值 Ｚ值 年份 莫兰指数 Ｐ值 Ｚ值

１９９６ ０．４３２０ ０．００８０ ２．８０９４ ２００６ ０．３４４１ ０．０１８０ ２．５１０７

１９９７ ０．４４４７ ０．００６０ ３．１０３７ ２００７ ０．４０８７ ０．００７０ ２．７２４８

１９９８ ０．３９１８ ０．０１５０ ２．６０４６ ２００８ ０．４１５１ ０．００９０ ２．７７１７

１９９９ ０．３９６８ ０．０１３０ ２．８４４３ ２００９ ０．４２０４ ０．００５０ ３．０３５４

２０００ ０．３７３４ ０．０１６０ ２．６２５６ ２０１０ ０．４３１１ ０．００９０ ２．８８９９

２００１ ０．３６１５ ０．０１１０ ２．６４３８ ２０１１ ０．４０００ ０．００８０ ２．８６６６

２００２ ０．３４０３ ０．０１１０ ２．５６７５ ２０１２ ０．３７９３ ０．０１５０ ２．６０８７

２００３ ０．３５４９ ０．０１８０ ２．５３２２ ２０１３ ０．４３１２ ０．００８０ ３．０８８６

２００４ ０．３４９２ ０．０１５０ ２．６０８９ ２０１４ ０．４１０５ ０．０１００ ２．８５２２

２００５ ０．３３７４ ０．０１６０ ２．４９４８ ２０１５ ０．４５６２ ０．０１００ ２．９１６９

　　２．空间面板回归
以江苏省１３个地级市为实证对象，由于地级

市之间在实际工资水平上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正相

关，所以用空间面板数据的方法比传统面板模型

可以更合理地验证实际平均工资与城市规模之间

的关系。由于泰州市和宿迁市这两个地级市在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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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１３个地级市分别为南京市、无锡市、徐州市、常州市、苏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和宿迁市。



１９９６年才成立，故时间段选取为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

在变量选取上，被解释变量用实际平均工资的对

数表示，核心解释变量用土地城镇化率的一次方

与二次方表示。由于工资对应着收入，而地区生

产总值对应着产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能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工资水平，人口密度反映了一个城

市中劳动要素的集聚程度，人力资本反映了劳动

者的生产能力，所以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口密

度以及人力资本量作为控制变量。

空间面板模型主要有三种：空间滞后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ｇＭｏｄｅｌ，ＳＡＲ）、空间误差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ｓＭｏｄｅｌ，ＳＥＭ）和空间杜宾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Ｍｏｄｅｌ，ＳＤＭ）。空间滞后模型在传统面板

模型上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如（３）

式所示；空间误差模型则在传统面板模型上加入

了空间误差项，如（４）式所示；而空间杜宾模型在

传统面板模型上同时加入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

量的空间滞后项，如（５）式所示。

ｌｎ（ｗａｇｅ）ｉｔ＝λ∑
Ｎ

ｊ＝１
Ｗｉｊｌｎ（ｗａｇｅ）ｉｔ＋α１ｌａｕｒｉｔ＋

α２ｌａｕｒ
２
ｉｔ＋α３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α４ｌｎ（ｐｄｅｎ）ｉｔ＋α５ｌｎ（ｈｕ

ｃａ）ｉｔ＋εｉｔ （３）

ｌｎ（ｗａｇｅ）ｉｔ＝α１ｌａｕｒｉｔ＋α２ｌａｕｒ
２
ｉｔ＋α３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α４ｌｎ（ｐｄｅｎ）ｉｔ＋α５ｌｎ（ｈｕｃａ）ｉｔ＋μｉｔ

μｉｔ＝ρ∑
Ｎ

ｊ＝１
Ｗｉｊμｉｔ＋εｉｔ （４）

ｌｎ（ｗａｇｅ）ｉｔ＝γ∑
Ｎ

ｊ＝１
Ｗｉｊｌｎ（ｗａｇｅ）ｉｔ＋α１ｌａｕｒｉｔ＋

α２ｌｕａｒ
２
ｉｔ＋α３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α４ｌｎ（ｐｄｅｎ）ｉｔ＋α５ｌｎ（ｈｕ

ｃａ）ｉｔ＋δ１∑
Ｎ

ｊ＝１
Ｗｉｊｌａｕｒｉｔ＋δ２∑

Ｎ

ｊ＝１
Ｗｉｊｌａｕｒ

２
ｉｔ＋δ３∑

Ｎ

ｊ＝１
Ｗｉｊｌｎ

（ｐｇｄｐ）ｉｔ＋δ４∑
Ｎ

ｊ＝１
Ｗｉｊｌｎ（ｐｄｅｎ）ｉｔ＋δ５∑

Ｎ

ｊ＝１
Ｗｉｊｌｎ（ｈｕｃａ）ｉｔ

＋εｉｔ （５）

其中，实际平均工资ｗａｇｅ用在职职工平均工

资除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以１９９６年为基期）；土地城镇化率 ｌａｕｒ用建

成区面积除以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并以百分制表

示；ｐｇｄｐ表示该地级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口

密度ｐｄｅｎ指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数；人力资本

量ｈｕｃａ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表示。Ｗ是

根据以Ｑｕｅｅｎ邻接关系确定并经过标准化处理的
空间权重矩阵，λ和γ为因变量空间滞后系数，δ１
－δ５为对应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ρ为空间
误差系数，ε和 μ则为随机误差项。数据来源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
级市统计年鉴。

三种空间面板模型均存在混合效应、空间固

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双固定效应，综合考虑拟

合优度及回归系数合理性等方面因素，最终选择

时间固定效应。在各个变量均通过了单位根检验

的情况下，三种空间面板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回

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关于土地城镇化率的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变量 ＳＡＲ ＳＥＭ ＳＤＭ

ｌａｕｒ
０．０５３４５９

（５．１８６７５２）

０．０５４３９５

（５．３４９０９４）

０．０５４７９７

（５．０１９５７３）

ｌａｕｒ２
－０．００２８０９

（－３．１２１５３１）

－０．００２９５８

（－３．３３２５０７）

－０．００３３７５

（－３．５５２８０１）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２２３１１１

（１３．１６０９５７）

０．１７８４９８

（１３．４０１４７８）

０．２２０６４２

（９．３２２０１９）

ｌｎ（ｐｄｅｎ）
０．１４９７３１

（５．８３１８９７）

０．１３７８３２

（５．４２７０４３）

０．１１９４６２

（４．０９７４４９）

ｌｎ（ｈｕｃａ）
０．０１５５６６

（４．４０８６８２）

０．０２０６８２

（６．３０８７８５）

０．０１９０３８

（４．９７０８９０）

λ
－０．２３６０６８

（－４．５６６７７９）

ρ
－０．０２６９８８

（－０．３１８９２８）

γ
－０．２３６０６８

（－２．９６４７９４）

σ２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４５

Ｒ２ ０．９８９２ ０．９８９４ ０．９９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
号内数据为系数对应的ｔ值。

从ＳＡＲ、ＳＥＭ和 ＳＤＭ的回归结果来看，土地
城镇化率的一次方显著为正、二次方显著为负，说

明实际工资与土地城镇化率存在着明显的倒 Ｕ
型关系，即实际工资存在着随土地城镇化率的增

大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而合理地验证了假说。

另外，解释变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和人

力资本与实际工资均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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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能够带来资本的集

聚、人口密度的提高能带来劳动者的集聚、人力资

本的深化能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些均给实际

工资带来了强大的提升作用。

不管是名义平均工资还是实际平均工资自

从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都是在连年增长。如何

说明实际平均工资与土地城镇化率之间存在倒

Ｕ型关系？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城市可以给劳动
者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公共设施的福利，可

以给生产者带来规模经济和知识外部性，吸引

要素的集聚力大于离散力，城市开始不断壮大。

随着城市的发展，源源不断的生产要素集中到

有限的地理空间中必然会造成资源的紧张，从

而造成生产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生活成本的

循环上涨；另外，空间的紧张也必然带来运输和

交通的不便。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实际

工资水平。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吸引要素

的集聚力开始慢慢小于离散力，厂商在城市周

边有一定距离的地方重新设厂，并且可以支付

起比原先城市更高的工资，此时原先城市的实

际工资水平就开始下降。

另外，根据理论模型的推导，可以得出使得实

际工资水平达到最大时的最优城市规模：令 ｄω／

ｄｆ＝０，从（２）式中解出 ｆ＝１
τＡ
ｌｎ（１－ρ
ρ－μ

τＡ

τＡ＋τＭ
＋

１）。第一，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技的不
断进步，农产品运输成本系数 τＡ在不断减小，这

就使得 ｆ的表达式中１
τＡ
不断增大。第二，由于工

业品具有易储存、体积易控等物理属性，相比农产

品的易腐蚀、难压缩等性质，农产品运输成本系数

τＡ通常比工业品运输成本系数 τＭ高。随着运输
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质量

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工业品运输成本系数τＭ在不
断减小的同时，农产品运输成本系数τＡ相对于工
业品运输成本系数τＭ的差距仍然会越来越大，这

就使得ｆ的表达式中 τＡ

τＡ＋τＭ
也会越来越大。第三，

城市是各种产品生产厂商的聚集地，越大的城市

往往在工业品的种类上也会越丰富。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大，这

就使得ρ越来越小；另外，收入中工业品消费所占
的份额相对于农产品来说也会越来越大，从而 ｆ

的表达式中
１－ρ
ρ－μ

也越来越大。结合以上三点不

难看出，最优城市规模会随着城市发展不断扩大，

但也会有难以进一步扩大的时候。

从三种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实

际平均工资达到最高点时对应的土地城镇化率大

概在１８％左右。而目前在江苏省１３个地级市中

没有一个城市的土地城镇化率达到了这一水平。

一方面，城市规模还远没有达到现有工资水平下

的最优规模，另一方面，城市最优规模在没有明显

阻力的情况下会越来越大，这就导致了现在的实

际平均工资一直上涨。

３．进一步实证

能够反映城市规模的除了土地城镇化率之

外，还有人口城镇化率。在上述三种空间计量模

型的表达式中用人口城镇化率 ｐｏｕｒ代替土地城

镇化率ｌａｕｒ，其他变量与上述计量模型一致。其

中，人口城镇化率ｐｏｕｒ用城镇人口除以常住总人

口衡量①。首先，解释变量人口城镇化率 ｐｏｕｒ也

通过了单位根检验。接下来关于人口城镇化率的

三种空间面板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３所示。

与关于土地城镇化率空间计量结果类似的

是，控制变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和人力

资本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实际

平均工资与这些因素的正相关关系。不同的是，

人口城镇化率的一次方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但二

次方项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苏省

目前的实际工资水平与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只存在

着正相关关系。

就人口城镇化率来看，城市还远没有达到它

的最优规模，所以实际工资能够明显随着人口城

①　由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江苏省１３个地级市的相关统计年鉴中不存在城镇人口和常住人口指标，这个时间段的人口城镇化率用非农人口除以总人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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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的提高而上涨。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江苏省１３个
地级市的相关统计年鉴中没有城镇居民指标，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江苏省的相关数据中可以发现，建
成区面积的增长速度平均为６％①，而城镇人口的

增长速度为３％②。建成区的扩张速度明显大于

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所以在建成区扩张规模远没

有达到最优规模之前，实际平均工资仍就可以和

人口城镇化率同向增长。

　表３　　关于人口城镇化率的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变量 ＳＡＲ ＳＥＭ ＳＤＭ

ｐｏｕｒ
０．００９０５２
（５．２１９０５０）

０．００８０４７
（４．６９８２８４）

０．００８３９５
（４．１６５８４３）

ｐｏｕｒ２
－０．０００００６
（－０．３８４４６９）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１８０）

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５２９０４）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１６７７５０
（１０．７３１４８５）

０．１２８９２４
（９．７０４６７４）

０．１７２２３９
（８．１６４０２３）

ｌｎ（ｐｄｅｎ）
０．１７４５６２
（７．６７１７０１）

０．１６２０１３
（７．０１２１８６）

０．１５３５６２
（５．８９７４３２）

ｌｎ（ｈｕｃａ）
０．００９５２７
（２．８４７４１８）

０．０１５０９２
（４．６８１８５８）

０．００８２６９
（２．１１６４６５）

λ
－０．２３６０６８
（－４．８６４６２０）

ρ
－０．０６７９８７
（－０．７９３７３６）

γ
－０．２３６０６８
（－３．０３８２４４）

σ２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９

Ｒ２ ０．９９１０ ０．９９０８ ０．９９１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数据为ｔ值。

五、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１）实际平均工资与土地城镇化率存在倒
Ｕ型关系；（２）最优城市规模会随着城市的发展
不断扩大；（３）在没有达到最优城市规模之前，
实际平均工资会随着土地城镇化率和人口城镇

化率的提高而上升；（４）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低于
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在土地城镇化率没有达到

驻点之前，实际平均工资可以和人口城镇化率

同向增长。

２．政策建议

城市在给消费者提供福利、给生产者提供利

润的过程中，难免也会带来消费和生产成本的上

升、生活空间的拥挤。因此如何把握城市的规模

并使得实际工资水平能够稳步上升对政策制定者

是一严肃的课题。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通

过提高运输效率、增加产品种类、提高工业品消费

份额等方式扩大了最优城市规模，从而提高城市

发展潜力，在最优城市规模到来之前能够保证人

们的实际工资水平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提高，因

此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要尽可能保证土地城镇化

与人口城镇化步调一致。如果速度相差太大的

话，必然会带来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人口不

合理集中或分散等不利情形。土地城镇化率或人

口城镇化率不管哪一个提前跨过最优城市规模都

将给实际工资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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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影响的空间效应分析


●　张慧楠，罗家鑫，杨燕燕

（兰州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　要：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建立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的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我国
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能源消费存在空间相关性且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

特征，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溢出效应为正。在控制变量中，城镇化水平、能源消费结

构、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具有抑制作用，而对外开放程度对能源消费并无

明显作用。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动；能源消费；空间相关性；空间杜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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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能源是人类生产活动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

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能源消费

居高不下，能源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保持了

“双增长”的态势。我国能源消费占世界能源消

费比重较高，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是较

大的能源进口国，能源供需矛盾突出。尽管近年

来能源消费增速有所放缓，但能源消费增长量依

然较大，由此带来的是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要保持我国经济稳健发展，需

要持续增长的能源供给作为保障。同时环境的恶

化又驱使我们减少能源消费，环境、能源与经济发

展的矛盾也逐渐呈现出来。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

加大，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诸多问

题，其根源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必须从供给侧入

手，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

的健康增长。

作为能源系统的接收方，经济系统的变化自

然会引起能源消费的变动。产业结构调整作为经

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化影响着能源

消费变动的方向。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

之间关系，对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缓解能源供求矛

盾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方法分析

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的关系。Ｍ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建立投入产出模型，认为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具有

较大的节能减排潜力［１］。有些学者进行时间序

列分析，如郭志军（２００７）、董锋（２０１０）等发现能

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以此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第二产业对能源消费的

效应最大，第三产业对其有反向作用的结

论［２］［３］。东方社奇和杨瑞霞（２０１２）通过建立双

对数模型和关联模型验证了能源消费不仅与产业

结构变动有关，还与各产业内部结构有关［４］。汪

小英、沈镭和成金华（２０１６）建立我国产业结构与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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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结构的协同度模型，认为我国产业结构

与能源消费结构变动处于低协同阶段；但从长远

的角度看，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积极影响

作用将会逐渐显现［５］。有些学者使用面板模型

进行分析，如李金铠（２００８）建立面板模型从时期

和个体两个方面分析了六大能源终端使用部门的

五种能源消费使用情况［６］。柴泽阳、杨金刚和孙

建（２０１６）基于长江经济带 １１省市能源消费数

据，剔除能源消费的空间相关性，建立面板门槛模

型，认为在环境约束下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总量

的影响呈现倒 Ｕ型［７］。少数学者使用空间计量

分析，如吴玉鸣、李建霞（２００８）建立空间计量模

型，发现我国省域能源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

性［８］。邓光耀、张忠杰（２０１６）的研究结果表明我

国各省份能源消费存在 β收敛，能源强度和城镇

化的提升促进了能源消费的收敛［９］。综上，目前

我国学者对能源消费的研究较多，但大部分研究

只关注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影响的时间效

应，较少关注省域间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影

响的空间效应，本文使用空间计量方法从空间相

关性和溢出效应的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

消费之间的关系。

二、空间面板模型与变量选择

空间计量模型突破了传统计量模型独立观测

值假定的约束，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众所周

知，在现实世界中，个体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

系，其联系产生的重要因素是不同区域个体之间

存在空间依赖性，所以将个体间空间依赖性纳入

分析中的空间计量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空间计

量模型是纳入空间效应的计量模型，空间效应是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分为空间相关性和

空间异质性。建立空间计量模型的前提是观测变

量具有空间相关性。地理学第一定律指出，所有

的事物与其他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但较近的事

物的关联性比较远事物的关联性更强［１０］。基于

空间数据的这种特性可以建立空间滞后模型、空

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三种模型的区别在

于相关性的成因不同。

（一）空间面板模型

本文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分析，时间效应

和个体效应都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其中。由于观测

值的增多，数据反映的信息内容增加，使参数估计

量的精度提高；而且面板数据的变量之间包含更

多的变化，较少的共线性，与横截面数据模型相

比，能够反映更多动态信息。常见的空间计量模

型有以下三种［１１］：

１．ＳＬＭ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也叫空间自回归模型（ＳＡＲ），

模型中存在内生交互效应，空间相关性仅由被解

释变量自身引起，用δｗｉｊｙｊｔ表示。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所说的滞后项δｗｉｊｙｊｔ并非时间序列中与时间

有关的滞后，而是在空间范围内ｙｉ与ｙｊ的相互关

系。Ａｎｓｅｌｉｎ认为空间滞后模型是空间交互过程

均衡结果的正确形式，即一个区域变量的变化是

由相邻区域同种变量共同作用引致的。

ｙｉｊ＝δΣ
Ｎ

ｊ＝１
ｗｉｊｙｊｔ＋ｘｉｔβ＋μｔ＋Ｃｉ＋ε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是被解释变量，ｘｉｔ是 Ｋ维解释变量，δ

是空间自回归系数，εｉｔ～Ｎ（０，σ
２）是满足独立同

分布的随机误差，表示空间相关性；μｔ表示时间

效应，数值只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ｃｔ表示个体效

应，它可以控制所有不随时间变化，仅随空间个体

变化的变量。

２．ＳＥＭ模型

在空间误差模型中，误差项之间存在交互效

应，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模型中的空间相关性由某些被遗漏的解释变量产

生，用ρｗｉｊｊｔ表示。模型中的空间相关性存在于

ｊｔ中，ρ为空间自相关系数。

ｙｉｔ＝ｘｉｔβ＋μｔ＋Ｃｉ＋ｉｔ

ｉｔ＝ρΣ
Ｎ

ｊ＝１
ｗｉｊｊｔ＋εｉｔ （２）

３．ＳＤＭ模型

空间杜宾模型中存在内生与外生交互效应，

认为模型中的空间相关性由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

量共同作用引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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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ｔ＝α＋δΣ
Ｎ

ｊ＝１
ｗｉｊｙｊｔ＋ｘｉｔβ＋Σ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ｊｔθ＋μｔ

＋ｃｉ＋εｉｔ （３）

（二）权重矩阵设定

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是建立空间模型的前提，用

空间权重矩阵来表示空间单元的邻近程度，以此衡

量空间依赖的关系及程度。空间矩阵的常规设定

有两种，第一种是０－１邻接矩阵。根据区域单元

是否相邻来设置，如两个区域单元相邻，则矩阵中

元素为１，不相邻则为０，这种设定方法简单易行，

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第二种是基于区域单元间距

离而设定的权重矩阵，选择一定的距离ａ，当两个

区域单元距离小于ａ，矩阵中元素为１，大于ａ则为

０。除此之外还有基于社会经济特征而设定的权重

矩阵，本文采用最为常用的０－１邻接矩阵。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产业结构变动会对能源消费产生影响，但是

除了对其有直接影响外，还有许多因素会通过影

响产业结构变动，进而影响能源消费。在参阅大

量文献之后，本文选择以下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

量，分别是城镇化水平、技术进步、能源消费结构、

对外开放程度及经济增长。

人均能源消费（ＰＥＵ）：地区间人口规模差异

较大，为消除人口因素的影响，使数据具有可比

性，采用人均能源消费作为因变量，选取各个省份

的能源消费与总人口之比来衡量地区人均能源消

费情况。

产业结构变动（ＩＳ）：三次产业对能源的消费

不尽相同，第二产业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其生产

的过程中消耗大量煤炭、石油及天然气，对能源的

依赖性远高于其他产业，因此选取第二产业占比

代表产业结构变动。

城镇化水平（ＵＲＢ）：城镇化建设的本质是基

础设施和城市住房的建设，这一过程会对第二产

业中的建筑业和一些高耗能行业产生大量需求，

提升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进而影响能源消费。以

各省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城镇化

水平。

技术进步（ＰＲ＆Ｄ）：技术进步会加快产业结

构的转型。技术进步会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

平，用现代化农业技术和机械设备代替传统的人

类劳动，释放更多劳动力到第二、三产业；提高能

源生产效率与利用效率；降低高能耗产业耗能，减

少能源消费。参考王福军（２０１５），选取人均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来反映Ｒ＆Ｄ投入强度［１２］。

能源消费结构（ＥＳ）：能源消费结构从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结构，不同产业对能源消耗

的类别不同，能源消费结构变动影响能源消费

总量。我国目前的主要能源包括原煤、石油、电

力、水电等。本文纳入计算的能源包括煤炭、焦

炭、汽油、柴油及天然气，按照折算系数折算为

标准煤，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中占有很大的比

重，因此采用煤炭在总能源中的占比衡量能源

消费结构。

对外开放程度（ＰＥＸ）：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出口产品的种类、数量代

表着我国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进而影响能源消费，选择人均对外出口额代表

对外开放程度。

经济增长（ＰＧＤ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人

们对产业结构的需求是不相同的。中低收入状态

下，恩格尔系数较大，消费主要是解决吃穿问题；

当人们处于高收入阶段，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促使

产业结构中的金融保险、信息服务业等产业快速

发展，第三产业比重提升。本文采用人均 ＧＤＰ反

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其中人均 ＧＤＰ根据价格

指数平减为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中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未包含西藏自治区、

台湾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

分析，数据均来源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能源统

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被解释变量为人均

能源消费总量，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其他均为控

制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能源消费空间分布特征

—４５—

　　　　兰 州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第１期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４６９６４万

吨标准煤增长到 ２０１５年的 ４３００００万吨标准

煤，增长２９２．５９％，年均增长１９．５１％。随着经

济发展，各省份能源消耗力度加大，但由于各省

份在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

进步程度等方面差异较大，能源消费状况相差

迥异。

本文以２０００年各省份的能源消耗为基点，绘

制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及２０１５年我国能源消费分布

图，分析各省份能源消费的时空演变规律。由分

布图可知：一是我国人均能源消费存在明显的空

间集聚效应，其中能源消费较高的省份集中在我

国西北地区包括新疆、青海、宁夏，华北地区如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以及东北地区的辽

宁，三个区域地理位置紧邻，能源消费呈现出高—

高集聚的现象。原因在于：（１）北方地区煤炭、石

油等能源资源丰富且供应充足，使用成本较低；

（２）北方主要使用火力发电，冬季供暖消耗大量

煤炭等能源，而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有很大

比重；（３）北方重工业发达，环渤海经济圈重工业

企业密集，对资源能源消耗较大；（４）能源技术水

平较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二是南方地区能源

消费显著低于北方地区，其中华南地区的广西、海

南及华东地区的江西和安徽的人均能源消费情况

具有低—低集聚的现象。这是因为：（１）南方地

区河流较多，水能资源充沛，对煤炭、石油等能源

使用量较少；（２）我国工业布局有北重南轻的特

点，南方地区能源资源相对贫瘠，但是技术先进，

轻工业水平发达，能源消费量较低。三是我国东

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工业化水平较高，有沪

宁杭综合型工业基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能

源消费有向该地区集中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各省份人均能源消费

水平保持上升的过程中，北京的人均能源消费不

升反降，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０４吨／人上升到２００５年

的３．５９吨／人，在２０１５年降为３．１６吨／人，能源

消费排名从２０００年的第二名降为２０１５年的１５

名。与此相似的有上海和广东，上海从２０００年的

第一名下降为２０１５年第八名，人均能源消费增长

率平均每年为９．２％，显著低于全国水平；广东省

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阶段，在２０１５

年排名２２位。这三个全国经济实力较强的省份

在经济水平飞速发展的同时，能够控制能源消费，

走节约、低碳的发展道路，成效显著。

图１（ａ） 图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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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ｃ）
图１（ｄ）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费分布图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省份的地理位置、经济发

展程度各不相同，能源消费情况受到各地区资源

禀赋和生产要素禀赋的制约，彼此之间差异较大。

然而，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不同省份之间在经济、人力等各方面的

影响逐渐加深，所以各省份能源消费情况可能会

存在空间相关性。使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前提是变

量间具有空间相关性，人为的判断较为困难，常用

的检验方法有 Ｍｏｒａｎ＇ｓＩ统计量、ＬＭ检验等。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

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取值在［－１，１］之间，

Ｍｏｒａｎ＇ｓＩ大于０，则认为变量具有空间正相关性，

Ｍｏｒａｎ＇ｓＩ小于０，则认为变量具有空间负相关，接

近于 ０，则认为变量不存在空间相关性。表达

式为：

Ｍｏｒａｎ＇ｓＩ＝
Σ
ｎ

ｉ＝１
Σ
ｎ

ｊ＝１
ｗｉｊ（Ｙｉ－Ｙ）Ｙｊ－Ｙ）

Ｓ２Σ
ｎ

ｉ＝１
Σ
ｎ

ｊ＝１
ｗｉｊ

（４）

利用Ｓｔａｔａ软件构建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的人均能

源消费量空间权重矩阵，计算其Ｍｏｒａｎ＇ｓＩ统计量，

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人均能源消费的Ｍｏｒａｎ＇ｓＩ检验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Ｉ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Ｉ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Ｉ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Ｉ

２０００ ０．３６０ ２００４ ０．３７９ ２００８ ０．３４９ ２０１２ ０．３０４

２００１ ０．３４８ ２００５ ０．３８６ ２００９ ０．３４７ ２０１３ ０．３１３

２００２ ０．３７５ ２００６ ０．３６１ ２０１０ ０．３４１ ２０１４ ０．３０１

２００３ ０．３５１ ２００７ ０．３５３ ２０１１ ０．３１６ ２０１５ ０．２８１

　　注：表中的、、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人均能源

消费量的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均大于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Ｍｏ

ｒａｎ＇ｓＩ值通过了 １％的显著水平，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我国的

人均能源消费量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这

不仅验证了经验性判断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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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能源消费的研究中，忽视了区域间的空

间相关性。这意味着在对我国能源消费情况进行

研究时，不能忽略地理因素和空间效应，在模型中

应纳入能源消费的空间效应。

（三）模型识别与设定

为了更好的估计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

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在不同的空间面板模型

之间进行选择，得到最为合适的模型进行参数

估计。根据 ＬＭ的４个统计量构建判别过程及

准则为：对数据进行 ＯＬＳ回归，得到回归模型的

残差，再对残差进行 ＬＭ检验，计算 ＬＭ－Ｅｒｒｏｒ

和 ＬＭ－Ｌａｇ统计量（即非稳健的统计量），如果

ＬＭ－Ｅｒｒｏｒ显著，建立 ＳＥＭ模型，如果 ＬＭ－Ｌａｇ

显著，则建立 ＳＬＭ模型，如果二者均不显著，则

不需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建立普通最小二乘模

型即可；如果二者均显著，则需进一步进行稳健

的 ＬＭ检验，计算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ｏｒ和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统计量。如果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ｏｒ统计

量显著，则选择 ＳＥＭ；如果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统计

量显著，则选择 ＳＬＭ模型；如果二者均显著，则

需考虑空间杜宾模型。

进行 ＬＭ检验之前需要判断模型是否存在

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联合非显著性检验可以

确定模型是否存在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对不

含空间作用的混合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然后建

立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个体和时

间双固定效应的模型，得到的 ＬＭ统计量如表２

所示。

　表２ 不同固定效应模型的ＬＭ检验

变量 混合估计模型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时间固定效应模型
个体和时间双固定

效应模型

ＬｏｇＬ －１１１．３１００ ５２７．２６５１ －９１．９３９３ ４５４．８４９２

ＬＭ－Ｌａｇ ８５．８６８２ ８４．０８１０ ６０．７５４２ ４．３７４５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 ６．６８３５ １５．５５８７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１８２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１１６．２３１０ ８７．５１１４ １０５．８４１０ ７．７０１３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ｏｒ ３７．０４６３ １８．９８９１ ４５．１１８３ ３．３４４９

个体固定效应 １２３８．４０８８ 时间固定效应 ３５．５３７３

ＬＲ检验 （０．０００） ＬＲ检验 （０．１３５）

　　　　注：表中的、、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

　　个体固定效应ＬＲ检验统计量为１２３８．４０８８，

ｐ＝０．０００，拒绝原假设，认为模型是具有个体效应

的模型；时间固定效应 ＬＲ检验统计量为

３５．５３７３，接受原假设，模型中不存在时间效应，所

以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比较合适。

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ＬＭ检验中，ＬＭ－Ｌａｇ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ＬＭ－Ｅｒｒｏｒ、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ｏｒ检

验统计量ｐ值均显著为０，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

拒绝原假设，根据判别准则建立如下ＳＤＭ模型：

ｌｎ（ＰＥＵｉｔ）＝α＋ｃｉ＋δΣ
３０

ｊ＝１
ｗｉｊｌｎ（ＰＥＵｊｔ）

　　＋βｌｎ（ＩＳｉｔ）＋θΣ
３０

ｊ＝１
ｗｉｊＬｎ（ＩＳｊｔ）＋γｌｎ（Ｚｉｔ）

　　＋ηΣ
３０

ｊ＝１
ｗｉｊｌｎ（Ｚｊｔ） （５）

式中，Ｚ为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化水平、技术

进步、能源消费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增长，

δ、σ和 γ分别是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

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ｗ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ｃｉ表

示个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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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ＬＭ检验，我们由非空间模型转化为空

间计量模型，考虑采用ＳＤＭ模型，但采用ＳＤＭ模

型的必要性需要检验。Ｗａｌｄ检验用来判断 ＳＤＭ

模型是否可以降为 ＳＬＭ或 ＳＥＭ模型。原假设为

ＨＯ：θ＝０和Ｈ０：θ＋ρβ＝０。第一个原假设是检验

空间杜宾模型是否能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第二

个原假设是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是否能够简化为空

间误差模型，全部拒绝原假设，则认为有必要采用

ＳＤＭ模型［１３］。分别建立个体固定效应与个体随

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 Ｗａｌｄ检验，结果如

表３所示。

固定效应模型的Ｗａｌｄ统计量分别为６７．８２２０

和３１．７５６９，随机效应模型下的 Ｗａｌｄ统计量为

５９．５２８８和３．１６８７，均显著拒绝原假设，所以不论

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都应采用 ＳＤＭ模型。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中，其统计量为２２．８７５７，Ｐ值为

０．１５３７，即不能拒绝存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所以

采用个体随机效应杜宾模型，对模型进行参数估

计，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３ Ｗａｌｄ检验与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数值 Ｐ值 数值 Ｐ值

Ｗａｌ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ｇ

Ｗａｌ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ｒｒｏｒ

Ｈａｕｓｍａｎｔｅｓｔ

６７．８２２０

３１．７５６９

０．０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９６１

５９．５２８８

３３．１６８７

２２．８７５７

０．００００９４

０．０２４１１９

０．１５３７

　表４ 随机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Ｐ值 变量 系数 Ｐ值

Ｗｌｎ（ＥＵ） ０．３１２４９５ ０．００００００ Ｗｌｎ（ＵＲＢ） －０．０８９０４３ ０．４９９００２

ｌｎ（ＩＳ） ０．２３０５０８ ０．０００２３８ Ｗｌｎ（ＰＲ＆Ｄ） －０．２３３５２７ ０．０００００１

ｌｎ（ＵＲＢ） ０．２４６１４７ ０．０００３１９ Ｗｌｎ（ＥＳ） ０．７９２７７１ ０．０００３１４

ｌｎ（ＰＲ＆Ｄ） ０．１１７５４４ ０．０００００１ Ｗｌｎ（ＰＥＸ） ０．０１２６１８ ０．６１３９５７

ｌｎ（ＥＳ） ０．３５８０３７ ０．０００２２４ Ｗｌｎ（ＰＧＤＰ） －０．２９９３５４ ０．００１７６６

ｌｎ（ＰＥＸ） ０．００５５２７ ０．６９７３０９ Ｒ２ ０．９６８４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４７７１４６ ０．００００００ Ｌｏｇ－Ｌ ４５７．８５１０１

Ｗｌｎ（ＩＳ） ０．３４３３８５ ０．００８９８８

　　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Ｗｌｎ（ＥＵ）的系数

为０．３１２４９５，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显著，这

说明了我国的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

效应，本区域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带动相

邻区域能源消费水平提高；同时，产业结构变

动的空间滞后项 ＷＬｎ（ＩＳ）的系数大于 ０，说

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会对能源消费产生正向

的作用。如果在模型中忽略了解释变量和控

制变量空间滞后项的影响，会造成模型估计的

偏误，无法正确的衡量各个变量对能源消费的

作用程度。

（四）空间效应解析

在非空间模型中，估计的参数可以代表解释

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但是利用空间计

量方法得到的参数估计值并不代表真实的偏回归

系数，并不能用来检验空间变量是否存在溢出效

应。ＬｅＳａｇｅ和Ｐａｃｅ（２００９）提出需要将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按来源不同，利用求偏微分

的方法将其系数估计值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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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ｗｉｊ是矩阵 Ｗ的第（ｉ，ｊ）个元素。直接

效应＋间接效应 ＝总效应，直接效应为对角线元

素的平均值，反映区域解释变量对本区域被解释

变量的影响；间接效应又叫溢出效应，由非对角线

元素求平均值得出，反映其他区域解释变量对本

区域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对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

结果进行分解，得到各变量对能源消费影响的直

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见表５。

　表５ 各变量对能源消费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ＩＳ ０．２５０１２３（０．０００４９４） ０．４６７２４５（０．００６４３６） ０．７１７３６８（０．０００５７５）

ＵＲＢ ０．２４７７２１（０．００１３７９） －０．０５５３４２（０．７３６９６４） ０．１９２３７９（０．３４５１２６）

ＰＲ＆Ｄ －０．１０８０９０（０．０００１０７） －０．２５０１８９（０．００００８５） －０．３５８２７９（０．０２６０５７）

ＥＳ ０．３９６２１６（０．０００２５０） １．０２５５１６（０．０００７１７） １．４２１７３２（０．００００２８）

ＰＥＸ －０．００５６３７（０．６９０３２７） ０．０１３０２６（０．６７４９９９） ０．００７３９０（０．８３１０１７）

ＰＧＤＰ ０．４６５８９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４８３２（０．０３７０３１） ０．２１１０６１（０．１０７１２３）

　　从表中可知，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

直接效应为 ０．２５０１２３，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

水平，这说明本省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水

平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下降，高耗能产业减少，能源消费水平相应降

低；能源消费的间接效应为 ０．４６７２４５，这说明

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变动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

即各省第二产业比重降低，不仅会影响本省能

源消费水平，还会对相邻省份的能源消费起到

影响。

城镇化水平对能源消费的直接效应为

０．２４７７２１，说明城镇化水平对能源消费具有正

向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劳动力从手

工农业转向工业与服务业，能源需求增加，城镇

化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增强；城镇化水平对能

源消费的间接效应为负且不显著，这可能是由

于竞争效应的存在，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

资金的引入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本省资源拥

有的越多，则其他相邻的省份获得的资源减少，

抑制了相邻省份城镇化的发展，从而降低了能

源消费水平。

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

表明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

随着科技水平不断发展，技术创新、能源的利用效

率和加工工艺不断提高，能源损耗减少，从而降低

了能源的消费水平；二是技术进步会带来新能源

的使用，代替了传统能源的使用。同时，技术进步

对能源消费水平的间接效应也是显著为负，说明

技术进步具有溢出效应，即各省份的技术进步不

仅会减少本省能源消费水平，还会抑制其他相邻

省份能源消费水平，从而有利于我国能源消费水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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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整体降低。

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消费水平的直接效应

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说明能源消费结构的

变化对能源消费水平具有正向的影响，能源消

费中煤炭所占比重增加，则会增加能源消费量；

相反，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会使得能源消费水平

降低，起到节约能源的作用。能源消费结构对

能源消费水平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说明

我国各省份的能源结构变化具有溢出效应，即

各省份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仅会促进本省能源消

费水平的提高，还会促进其它相邻省份能源消

费水平的提高。人均出口对能源消费的直接效

应与间接效应均不显著，说明人均出口对能源

的作用并不明显。

经济 增 长 对 能 源 消 费 的 直 接 效 应 为

０．４６５８９４，说明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具有显著

的正向作用。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消

费与 ＧＤＰ的关系呈现正相关，仍处于能源消耗

型的增长阶段，这与许多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

是一致的［１５］。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间接效

应为 －０．２５４８３２，即本省经济增长对相邻省份

能源消费具有抑制作用，本省经济不断增长，

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提高，能源消费也会随之

增加，但是相邻省份的经济发展存在资源竞争

关系，对其他省份的能源消费产生了抑制

作用。

四、结论及建议

在样本空间内，我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存在显

著的正向相关性，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

响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省份产业

结构变动，不仅会提高本省能源消费，还会带动相

邻区域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此外，城镇化、能源

消费结构、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技

术进步对能源消费有抑制作用。根据本文所得结

论，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一）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第三

产业

做好传统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企业如钢铁、水

泥、电解铝等行业的去产能工作，依靠市场化、法

治化手段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有序发展先进产能。

同时，降低化学原料、非金属、有色金属、建材等传

统高耗能产业的比重，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

企业，并对这些行业进行改造和升级，采用先进的

设备、工艺和技术，将低能耗的理念贯穿于整个产

业周期，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损耗。

第三产业贡献了与第二产业相当的增加值，

但是能源消费却不及第二产业的四分之一，因此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降低能源消费的直接手段。

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住宿餐饮业及批发零售业

能源消费较高，因此在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应当

优化内部产业结构，降低传统产业的过度发展，加

大金融、信息、互联网、科研教育等知识集约型行

业的比重，提高现代服务型行业的比重。

（二）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产业结构

升级

积极稳妥的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将农村人

口合理的转移到城镇中来，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

的吸引力。与发达国家相似，我国只有提高消费

需求才能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刺激居

民消费、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使第二产

业向第三产业稳健地转移。同时，优化城镇空间

布局，推动信息化、低碳化与城镇化建设的深度融

合，建设低碳智能城镇。在农村实施用能方式变

革，在城镇开展全民节能活动，实现城镇化低碳经

济发展。

（三）坚持创新战略，加快建立能源科技创新

体系

科技不仅是第一生产力，更是提高能源利用

率的第一助推力。以能源绿色、低碳、智能发展战

略为方向，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

相关科学技术，引进高端人才加强能源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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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构建能源科技创新体系。这不仅可以

实现科技节能、技术减排、提高能源利用率、改变

我国“三高一低”的经济发展模式；还能够为我国

的经济发展提供清洁能源，最终实现能源、经济、

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能源消费结构多

元化

能源消费结构要走低碳清洁发展的道路，一

方面，在能源开发上实现清洁替代，用风能、太阳

能、核能等替代煤炭和石油；另一方面，在能源消

费上实现清洁能源的替代。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中，煤炭占据较高比例，燃烧煤炭严重污染环境；

因此，在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应该以清洁

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为主，改造燃煤锅炉，通过煤改

电、煤改气等方式减少煤炭的使用，增加天然气供

给、大力发展水电资源，推进清洁能源的替代工

作。同时，发展地热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可再

生能源，开发新能源。

（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健康绿色

经济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降低能源消耗水平。

在经济活动中，充分做到资源的节约和充分利用，

加强物质的循环利用及再利用，实现资源利用高

效化；以市场为导向，高效有序的利用资源，减少

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损害，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

持“节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加快构建清

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最终实现

在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提高绿色 ＧＤＰ、促

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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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基于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模型的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
产业竞争力测度与评价



●　朱　飞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经贸管理学院，江苏 盐城 ２２４００５）

摘　要：环太湖地区经济社会发达、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而进一步挖掘其市场需求旺盛、国际化程度高
的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对打造文化旅游精品项目和产品，使其成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文化旅游胜地有着重要的

意义。基于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的构建，运用熵权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并通过 ＴＯＰ
ＳＩＳ评价方法对环太湖地区２０个县市区的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予以测度，同时利用产业的核心、基础、环境和可持
续竞争力等要素揭示地区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环太湖地区各县市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存在较

明显的差异，且产业竞争力要素协调度不足；就产业综合竞争力而言，苏州城区等地区强势地位明显，溧阳市等相

对处于优势地位，而嘉善县等则处于劣势地位且产业发展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为促进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产业

整体协调发展，增强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给出促进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决策者提供有实用价值的参

考信息。

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测度；环太湖地区；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５；Ｆ５９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６３１２

　　一、引言

作为当今社会公认的最具潜力的绿色、低碳

的朝阳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在优化经济结构、转变

发展方式和提升发展质量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

为推进文旅联动，环太湖地区立足顶层设计、统筹

谋划，制定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并在

江苏省“十三五”规划中被确立为四大主导产业

之一；同时依托其优质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深入

挖掘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不断探寻产业发

展空间，全力打造以太湖文化体验游为主，水乡休

闲游、乡村逍遥游、度假养生游、医疗养老旅游等

为辅的旅游产品体系，从而形成了自身优势与市

场竞争力。

国内学者对文化旅游产业的研究可追溯至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主要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

不同层次探索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以期通过提

升竞争力来加强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的实力。杨书

娟等［１］（２０１４）基于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标的

选取，以山东省部分城市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就

其产业竞争力予以综合分析，并进一步对各市竞

争力加以排序，由此分别对各个城市予以定位，从

而确定其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肖博华等［２］

（２０１６）以我国滇、黔、青等八个民族地区为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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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其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加以评

价，从文化服务体系、人力经济投入、交通运输能

力等几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促进产业的

健康长期发展；张武康［３］（２０１７）以陕西文化旅游

产业为例，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大发展为研究

背景，基于灰色多层次综合评价法，运用钻石模型

构建产业的相关指标，对其国际竞争力演进状况

予以综合分析与评价。

信息熵赋权法和 ＴＯＰＳＩＳ法常结合广泛用于

竞争力的定量评价，不少学者将其用于城市竞争

力、旅游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等范畴，且大多集中

在竞争力影响因子等方面的研究，而对文化旅游

产业竞争力综合测度与评价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文艳等［４］（２０１２）在建立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的

基础之上，运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通过

ＴＯＰＳＩＳ法对我国西部１２个省市区的旅游竞争力

予以测度，并就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分析；李伟

等［５］（２０１４）基于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的构建，运

用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定量测度“中四角”城市群竞争

力，从单项与综合竞争力两个方面及对各城市进

行排序，并从时间演化角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

析；刘慧［６］（２０１６）从潜在、现实竞争力两个方面

构建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沿

海五省为例，通过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对影响产业竞争

力的因子进行实证分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发现现阶段

大多数学者主要围绕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存

在问题”、“相应对策”及“提升路径”等方面进行

定性研究，但少有从定量角度对文化旅游产业竞

争力加以研究。苏晓丽等［７］（２０１２）首先对河北

文化旅游资源的优势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

分析产业的发展现状，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

该省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思路；安微娜等［８］

（２０１３）从资源要素、需求条件、支持力度与企业

竞合等方面对山西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予以分

析，并提出相应的提升路径；蒋铨铨等［９］（２０１５）

运用新钻石模型，对皖南文化旅游示范区产业竞

争力加以分析，并针对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加

强该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战略路径。

综上所述，目前对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研

究仍然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从定量视角对产业

竞争力予以进一步的细化研究。基于此，本文将

以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为例，从竞争力的角

度剖析各县市区的产业发展现状，并采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模型对产业竞争力予以测度，具体从核

心、基础、环境和可持续竞争力四个方面加以阐

述，以便清楚地认识各县市区产业发展的优势与

劣势，从而为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与措

施。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扩大了文化旅

游产业的研究领域，也为产业进一步的发展与优

化提供了借鉴。

　　二、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模型
构建

　　（一）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依据“三力结构体系”说［１０］，文化旅游产业

竞争力可具体分为产业核心、产业基础及产业环

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表示文化旅游企业生产增

加值的竞争力，是产业综合竞争力的集中表现；基

础竞争力是指支持核心竞争力的根蒂根基，包括

产业资源与基础设施；环境竞争力作为重要的组

成部分，具体包括产业市场竞争环境与政府提供

的社会组织环境。与此同时，除追求经济效益之

外，还应加强对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重视，以实

现三者的高度统一，从而让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

深植入到文化旅游产业中。

为科学地对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加以测度，

本文主要参考马勇等（２００６）［１１］，通过五级频度法

统计出的文化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并结合区域

文化旅游竞争力评价等相关研究成果给予一定程

度的修正和补充；同时依据每项评价指标数据的

可获得性、可量化性，及其代表性、全面性、相关性

与相对性等多项原则，选取了企业效益、企业贡

献、产业资源、基础设施、政府作用、产业市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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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效率和社会发展竞争力８项二级指标以及２４

项三级指标，以此设计出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竞争

力评价指标体系。

（二）产业竞争力评价方法

１．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１２］［１３］

（１）原始评价矩阵的构建。设某区域共有

ｍ个城市，ｎ个相关产业评价指标，且 ｘｉｊ表示第

ｉ个城市的第 ｊ个评价指标值，其中 ｉ∈［１，ｍ］且

ｊ∈［１，ｎ］，从而可得原始矩阵Ｘ，具体如下所示：

Ｘ＝

ｘ１１　ｘ１２　…　ｘ１ｎ

ｘ２１　ｘ２２　…　ｘ２ｎ

　　　　

ｘｍ１　ｘｍ２　…　ｘ













ｍｎ

（１）

（２）原始评价矩阵标准化。本文选取愈大愈

好的指标，并运用向量归一化法标准化处理原始

矩阵Ｘ：

ｒ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２）

进一步得出标准化矩阵 Ｒ＝（ｒｉｊ）ｎ×ｍ，并采用

Ｚ－ｓｃｏｒｅ法得出标准化矩阵Ｙ＝（ｙｉｊ）ｎ×ｍ。

（３）各指标熵权的计算。首先，确定第ｊ个评

价指标第ｉ地区指标的比重Ｐｉｊ：

Ｐｉｊ＝ｙｉｊ／Σ
ｍ

ｉ＝１
ｙｉｊ （３）

同时，假设ｅｊ表示第ｊ个评价指标的熵值：

ｅｊ＝
１
ｌｎｍΣ

ｍ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４）

基于此，进一步计算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评

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熵权Ｗｊ：

ｗｊ＝
１－ｅｊ
ｎ－Σ

ｎ

ｊ＝１
ｅｊ

（５）

２．ＴＯＰＳＩＳ法对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竞

争力测度

（１）加权标准化矩阵的计算。对标准化矩阵

Ｙ进一步加权计算，记为矩阵Ｚ：

Ｚ＝（ｚｉｊ）ｍ×ｎ＝（ｗｊ×ｙｉｊ）ｍ×ｎ＝

ｚ１１　ｚ１２　…　ｚ１ｎ

ｚ２１　ｚ２２　…　ｚ２ｎ

　　　　

ｚｍ１　ｘｍ２　…　ｚ













ｍｎ

（６）

（２）评价问题正、负理想解的确定。确定

正、负理想解，分别构成正、负理想解向量 Ｕ＋

与 Ｕ－，即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最优值与最

差值：

正理想解：Ｕ＋＝｛（ｍａｘ
１ｉｍ

Ｚｉｊ｜ｊ∈Ｊ
＋），（ｍｉｎ

１ｉｍ
Ｚｉｊ

｜ｊ∈Ｊ－）｝＝｛ｚ＋－，ｚ
＋
２，…，ｚ

＋
ｎ｝

负理想解：Ｕ－＝｛（ｍｉｎ
１ｉｍ

Ｚｉｊ｜ｊ∈Ｊ
＋），（ｍａｘ

１ｉｍ
Ｚｉｊ

｜ｊ∈Ｊ－）｝＝｛ｚ－１，ｚ
－
２，…，ｚ

－
ｎ｝ （７）

其中，Ｊ＋与Ｊ－分别表示正负向指标集合。

（３）到理想和负理想距离的计算。基于欧几

里得度量计算公式，本文分别对各地区的指标评

价值向量到正理想解 Ｕ＋的距离 Ｄ＋ｋｉ和到负理想

解Ｕ－的距离Ｄ－ｋｉ予以计算。

Ｄ＋ｋｉ＝ ∑
ｎ

ｊ＝１
（ｚｉｊ－ｚ

＋
ｊ）槡

２，ｉ∈［１，ｍ］

Ｄ－ｋｉ＝ ∑
ｎ

ｊ＝１
（ｚｉｊ－ｚ

－
ｊ）槡

２，ｉ∈［１，ｍ］

（８）

（４）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相对贴近度的

计算。设城市ｉ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相对贴近

度为Ｃｉ：

Ｃｉ＝
Ｄ－ｉ

Ｄ＋ｉ ＋Ｄ
－
ｉ
，ｉ∈［１，ｍ］ （９）

若Ｃｉ值愈大，则表明城市 ｉ文化旅游产业竞

争力愈强；反之则愈弱。

　　三、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模
型应用

　　（一）统计数据来源

本文以环太湖地区苏州、无锡、常州、嘉兴和

湖州等五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由于近年来各市

行政区划都予以调整，鉴于计算的便利性，笔者将

基于２０１６年五市行政区划变化情况，对所管辖的

县市区加以整合，具体如表２所示。与此同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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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己确定的指标体系，为确保评价结果的科学性、

权威性与客观性，本文将以２０１６年《中国文化年

鉴》、《中国旅游年鉴》作为原始数据，部分数据来

源于《长江三角洲城市年鉴》、《江苏统计年鉴》、

《浙江统计年鉴》，个别数据来源于五市的统计信

息网等相关统计数据，涉及横截面数据与时间序

列数据，因而更具有解释意义。

（二）数据处理及结果

１．权重的确定

依据熵权理论，并结合公式（１）至（５）对原始

数据加以整理，得出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综合权

重，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值

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竞

争

力

产业核心

竞争力

产业基础

竞争力

产业环境

竞争力

产业可持续

竞争力

企业效益

竞争力

企业贡献

竞争力

产业资源

竞争力

基础设施

竞争力

政府作用

竞争力

产业市场

竞争力

社会发展

竞争力

产业效率

竞争力

文化旅游产业企业营业收入

文化旅游企业利润率

文化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文化旅游企业税金

文化旅游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比

文化旅游总收入占地区ＧＤＰ比重

资源丰富度（世界遗产、国家级文保单位数）

资源观赏价值（境内游客数）

资源国际知名度（入境游客数）

资源国际影响力（国际旅游收入）

展览馆数、博物馆数、文化馆数

旅行社、星级酒店数

文化旅游教科研机构数

文化旅游产业年财政收支额

文化旅游产业财政收支较上年增长率

政府财政收支占地区ＧＤＰ比重

游客平均文化旅游停留天数

游客人均文化旅游消费同比增长率

游客文化旅游消费占人均消费总支出比重

游客文化旅游活动参与率

各类文艺节庆、文化学术研讨活动指数月率

文化旅游产业生态效率

文化旅游产业资源配置效率

文化旅游产业资源循环利用率

亿元

％

万元／人

亿元

％

％

个

人

人

亿元

家

家

所

亿元

％

％

天

％

％

％

％

％

％

％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５１５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３９７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４６２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４１２

０．０３５６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４９７

　　２．决策矩阵的规范

依据公式（６），可计算得出加权的规范化决策矩阵：

Ｚ＝（Ｚｉｊ）ｍ×ｎ＝（ｗｊ×ｙｉｊ）２０×２４＝

０．１４１２　０．２２５３　０．１３８５　…　０．１５６３　０．１４５４　０．２０３１

０．１４５７　０．２５６８　０．１５４０　…　０．１７０２　０．１５２４　０．２１５４

　…　　　…　　　…　 …　　…　　　…　　　…

０．１７８２　０．１８７１　０．１８６５　…　０．１５４４　０．１７２８　０．２１９２

０．１８３６　０．１９２４　０．１８９２　…

















　０．１７１０　０．１２６２　０．２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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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正、负理想解的计算

依据公式（７），进一步确定环太湖地区各县

市区的综合正、负理想解：

ｘ＋１×２４＝（０．２７０８　０．２６５１　０．２３４４　…　０．２７１６）

ｘ－１×２４＝（０．１２１３　０．１１６９　０．１２４１　…　０．０９９２）

４．确定距离Ｋ＋ｋｉ和Ｄ
－
ｋｉ

基于公式（８），可得出环太湖地区２０个县市

区各组指标评价值向量分别到正、负理想解的距

离Ｋ＋ｋｉ和Ｄ
－
ｋｉ，具体如表２所示：

５．相对贴近度的计算

依据表２的数据，利用公式（９），计算得出环

太湖地区２０个县市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相

对贴近度；其值愈大，则代表竞争力愈强，反之亦

然，具体如表３所示：

　表２ 环太湖地区四类产业竞争力要素分别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距 离

城市　　　
Ｄ１＋ Ｄ１－ Ｄ２＋ Ｄ２－ Ｄ３＋ Ｄ３－ Ｄ４＋ Ｄ４－

苏州城区 ０．３２１５ ０．４２４１ ０．２２１０ ０．３９４１ ０．２２４９ ０．３４１１ ０．２２７３ ０．３２７２

张家港市 ０．３１２７ ０．３７８４ ０．２８４９ ０．３８００ ０．２５１１ ０．３３４３ ０．２１８５ ０．３０３８

常熟市 ０．３１６３ ０．３８１２ ０．２５５８ ０．３９０６ ０．２３８９ ０．３３７９ ０．２９７１ ０．３５７４

太仓市 ０．２８６１ ０．３２１５ ０．２６７５ ０．４０４５ ０．２３９５ ０．３０３６ ０．２７６６ ０．３３３８

昆山市 ０．３１２７ ０．３３４７ ０．３００４ ０．２９１７ ０．２３５８ ０．２６１１ ０．２８３５ ０．３２８０

无锡城区 ０．３０１６ ０．４０４３ ０．２１０２ ０．３５０８ ０．２１１５ ０．３３８６ ０．２３７２ ０．３３２７

宜兴市 ０．３２２７ ０．４２３６ ０．２２９０ ０．３６２３ ０．２２０５ ０．３０５８ ０．２６０５ ０．３３２６

江阴市 ０．３１９１ ０．４０３６ ０．２９８７ ０．３９５４ ０．２５４９ ０．３４０５ ０．２３３２ ０．３２０２

常州城区 ０．３２８１ ０．３９２９ ０．２３７６ ０．３９１８ ０．２２２６ ０．２８９０ ０．２５８９ ０．３４９２

溧阳市 ０．３７２０ ０．３１１８ ０．３２３１ ０．２９２９ ０．２９２６ ０．２８２７ ０．２９８９ ０．１８３１

嘉兴城区 ０．３２０６ ０．３７０４ ０．２８８２ ０．４００２ ０．２７７５ ０．３３３５ ０．２４１２ ０．３３１７

海宁市 ０．３７２１ ０．２６１１ ０．３２７５ ０．３０７９ ０．２３９１ ０．２５１３ ０．２９９３ ０．３４３１

平湖市 ０．３３１６ ０．２９９９ ０．３１５６ ０．３５１２ ０．２４０５ ０．２５９２ ０．３０８２ ０．３２４１

桐乡市 ０．３８２１ ０．３１５６ ０．２９６５ ０．３０７４ ０．２５８４ ０．２９２５ ０．２８７６ ０．３０３２

嘉善县 ０．４６０１ ０．２２３１ ０．３３４７ ０．２６５１ ０．２６４２ ０．２９９４ ０．３７７６ ０．２６０６

海盐县 ０．４５９９ ０．３０８５ ０．４０４８ ０．２６９６ ０．２８９３ ０．２８９７ ０．３５５５ ０．１５０７

湖州城区 ０．３３０５ ０．３５１８ ０．２９９９ ０．３７２６ ０．２１９９ ０．２５８４ ０．３１６４ ０．４２１２

安吉县 ０．４３１５ ０．３１５９ ０．３８５５ ０．２３２６ ０．２８２７ ０．２４２７ ０．３１８７ ０．１７２６

长兴县 ０．４９２８ ０．２１０４ ０．３９２４ ０．２４７５ ０．２７３９ ０．２３２０ ０．３０４４ ０．１３９９

德清县 ０．４８９５ ０．２０８０ ０．４１７６ ０．２５９１ ０．２７３３ ０．２５５４ ０．３８８２ ０．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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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环太湖地区各县市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得分及排名

地区

核心竞争力 基础竞争力 环境竞争力 可持续竞争力 综合竞争力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苏州城区 ０．５６２９ １ ０．６４０７ １ ０．６０２７ ２ ０．５９０１ １ ０．５９５３ １

张家港市 ０．５４７５ ４ ０．５７１５ ８ ０．５７１１ ６ ０．５８１７ ３ ０．５１７２ ５

常熟市 ０．５４６５ ５ ０．６０４３ ５ ０．５８５８ ３ ０．５４６１ １０ ０．５６０９ ４

太仓市 ０．５２９１ ９ ０．６０１９ ６ ０．５５９０ ８ ０．５４６９ ９ ０．４８０５ ８

昆山市 ０．５１７０ １０ ０．４９２７ １３ ０．５２５５ １３ ０．５３６４ １１ ０．４４６０ １１

无锡城区 ０．５４９４ ２ ０．６２５３ ２ ０．６１５５ １ ０．５８３８ ２ ０．５９１４ ２

宜兴市 ０．５４８１ ３ ０．６１２７ ４ ０．５８１０ ４ ０．５６０８ ８ ０．５７２６ ３

江阴市 ０．５４４６ ７ ０．５６９７ ９ ０．５７１９ ５ ０．５７８６ ５ ０．４８６５ ７

常州城区 ０．５４４９ ６ ０．６２２５ ３ ０．５６４９ ７ ０．５７４２ ６ ０．５００３ ６

溧阳市 ０．４５６０ １３ ０．４７５５ １５ ０．４９１４ １７ ０．３７９９ １６ ０．３７２１ １４

嘉兴城区 ０．５３６０ ８ ０．５８１３ ７ ０．５４５８ ９ ０．５７９０ ４ ０．４７２３ ９

海宁市 ０．４１２３ １６ ０．４８４６ １４ ０．５１２４ １５ ０．５３４１ １２ ０．３７９９ １３

平湖市 ０．４７４９ １２ ０．５２６７ １１ ０．５１８７ １４ ０．５１２６ １４ ０．４０１７ １２

桐乡市 ０．４５２３ １４ ０．５０９０ １２ ０．５３０９ １２ ０．５１３２ １３ ０．３２０５ １５

嘉善县 ０．３２６６ １８ ０．４４２０ １６ ０．５３１２ １１ ０．４０８３ １５ ０．３０２７ １７

海盐县 ０．４０１５ １７ ０．３９９８ １７ ０．５００３ １６ ０．２９７７ １９ ０．３１０６ １６

湖州城区 ０．５１５６ １１ ０．５５４１ １０ ０．５４０２ １０ ０．５７１０ ７ ０．４６２８ １０

安吉县 ０．４２２７ １５ ０．３７６３ ２０ ０．４６１９ １９ ０．３５１３ １７ ０．２４１８ １９

长兴县 ０．２９９２ １９ ０．３８６８ １８ ０．４５８６ ２０ ０．３１４９ １８ ０．２７６５ １８

德清县 ０．２９８２ ２０ ０．３８２９ １９ ０．４８３１ １８ ０．２８０８ ２０ ０．２１３０ ２０

　　基于指标体系的层级结构，本文将在各层级

内部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即时间序列和截面

数据进行交叉分析，以明晰环太湖地区各县市区

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与趋势，以及各

县市区之间产业竞争力的差异。结合表３的数

据，本文绘制了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对比分布图，

从而能够更直观地显示各个县市区产业相关竞争

力得分差异与波动幅度，具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　环太湖地区各县市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对比分布图

—８６—

　　　　兰 州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第１期



　　四、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综
合竞争力评价

　　（一）产业综合竞争力差异显著

由表３可以看出，环太湖地区２０个县市区文

化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指数差异较为明显，尤其

是苏州城区位居各县市区之首，其竞争力综合指

数为０．５９５３，几乎是桐乡市的 ２倍，德清县的 ３

倍；此外，各县市区的产业综合竞争力指数平均值

为０．４２５２，标准差为０．１１５５，离差系数为０．２７１６，

由此可以说明该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存

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二）产业综合竞争力强弱势分析

在借鉴相关资料［１２］的基础之上，本文将０．３

和０．５分别作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数标准值

Ｃ较弱和较强的临界点，以此将环太湖地区２０个

县市区划分为三类。若竞争力指数Ｃ∈［０．５，１），

表示其处于强势地位；若Ｃ∈［０．３，０．５），则处于优

势地位；若Ｃ∈［０，０．３），则处于劣势地位。从表３

可知，苏州城区、无锡城区、宜兴市和常熟市等县市

区产业竞争力综合指数均大于０．５５，产业竞争力优

势非常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张家港市等排名５至

１７位的县市区综合指数介于０．３与０．５之间，具有

较强的竞争力，处于优势地位。排在末三位的县市

区综合指数均低于０．３，分值相对较低因而缺乏明

显的竞争优势，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三）产业综合竞争力结构分析

产业竞争力结构分析主要对文化旅游产业竞

争力结构的内部指数与综合指数得分是否协调加

以探讨，从而可进一步深化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

由图１可知，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四个要素最协

调的县市区包括苏州城区、无锡城区和宜兴市等，

其中苏州城区的核心、基础与可持续竞争力均稳

居第一；除此之外，常熟市等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

与四个要素竞争相对协调，而嘉善县等协调度则

相对较差。

　　五、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竞
争力细化分析

　　文化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由核心、基础、环境

和可持续竞争力等四个要素构成。其中，若前三

者之间发展失衡，则会对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产

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

（一）一级指标纵向对比

１．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纵向对比

文化旅游企业的效益与贡献率是产业竞争力

实现的最终目标。由表３可知，在产业核心竞争

力方面，苏州城区以０．６９１２的竞争力指数排名居

首，无锡城区与宜兴市以０．５４９４和０．５４８１分列

二、三位，差距较小。而海盐与湖州等产业核心竞

争力指数则相对较低，其中尤以德清县以０．２９８２

的指数值排名末位；从三级指标来看，造成这些地

区产业核心竞争力较弱的影响因子包括：文化旅

游产业增加值、产业产出较少导致企业效益竞争

力水平降低，以及产业相关就业人数比率导致的

企业贡献竞争力指数分值低，在两者的共同作用

下，使得这些地区的产业核心竞争力指数较低。

２．产业基础竞争力的纵向对比

文化旅游产业资源与基础设施是产业竞争力

最基本的依托与载体。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

通常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而环太湖地区２０个

县市区文化旅游资源非均匀分布，使各地文化旅

游经济发展相对不均衡，区域差异化也较为显著。

排名首位的是苏州城区，为０．６４０７，其拥有太湖

近四分之三的水域面积以及近一半的湖岸线，其

文化旅游资源得以深度开发并拓展；而与交通网

络等基础设施便捷的苏锡常相比，嘉兴、湖州两地

的交通便利程度及其地理位置则相对逊色［１４］。

由于各县市区之间的文化旅游资源分布与经济发

展实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环太湖地区文化旅

游经济的发展水平良莠不齐，地区间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差异也日趋显著。

３．产业环境竞争力的纵向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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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政府、市场等产业环境的支撑。无锡城区、苏

州城区和常熟市分别以０．６１５５、０．６０２７和０．５８５８

的产业环境竞争力指数得分位居前三，处于强势地

位；其余县市区产业环境竞争力指数得分均大于

０．３，处于优势地位。由此说明环太湖地区各地政

府都非常关注并支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且政府

的主导作用发挥较充分而到位。然而湖州三县则

分别以０．４８３１、０．４６１９和０．４５８６的产业环境竞争

力指数得分排名末位，与其他县市区相比仍存在一

定差距；从具体的三级指标来看，其主要原因是这

三县的财政能力相对有限，文化旅游产业年财政收

入数额相对较低，且产业投资相对不足。

４．产业可持续竞争力的纵向对比

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效率的

支撑和社会发展的驱动。苏州城区、无锡城区和

张家港市以０．７０６、０．５６１和０．５２９的产业可持续

竞争力指数值分列一、二、三位，处于强势地位。

常熟市、嘉兴城区等县市区则分列第四至二十位，

且与前三位存在较小差距，处于优势地位。但海

盐和德清两县的竞争力指数得分仅为０．２９７７和

０．２８０８，与其他地区差距非常大，处于劣势地位。

基于三级指标的分析，主要是受到产业生态效率、

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产业资源循环利用率较低，以

及游客文化旅游活动参与率和各类文艺节庆、文

化学术研讨活动指数月率较低等因子的影响。

（二）二级指标横向对比

因环太湖地区县市区较多，本文分别选取三

组具有代表性的县市区，并绘制出其文化旅游产

业竞争力８个二级指标雷达图，具体如图２所示。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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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部分县市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二级指标雷达图

　　苏州城区８项指标指数均突破了半径０．５的

八边形，即三级指标均高于０．５，其中尤以苏州城

区的产业效率竞争力极高，处于强势地位；宜兴市

除了企业贡献竞争力指标值略低于０．５，其余７个

指标的指数全部突破了半径０．５的八边形，但总体

分布均匀性尚可，处于强势地位。溧阳市与桐乡市

产业资源、基础设施、政府作用和社会发展竞争力

指数均高于０．５，且企业效益与产业市场竞争力指

标值均处于０．４与０．５之间，而前者企业贡献与产

业效率竞争力指标值位于０．３与０．４之间，后者小

于０．３，但两者均处于优势地位；嘉善县和德清县

除了政府作用竞争力高于０．５，其他７个竞争力指

标值均为较低水平，处于劣势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作用竞争力在这２０个县

市区相对较为均匀，表明环太湖地区各地政府都

重视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及其竞争力的提

升。从各项二级和三级指标可以看出，企业贡献

与产业市场竞争力是环太湖地区产业弱竞争力要

素，其数量高于产业强竞争力要素，因而具有较大

的调整空间。

六、结论与建议

在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

基础之上，运用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模型，对环太湖地

区２０个县市区文化旅游竞争力值加以测度；可以

看出，各县市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差异明显，产

业核心、基础、环境以及可持续竞争力四大要素协

调度不足。其中，苏州城区与无锡城区等文化旅

游产业竞争力强势地位明显，溧阳市与桐乡市等

相对处于优势地位，而嘉善县与德清县等则处于

劣势地位且产业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较为突出。因

此，若要改善这种区域间产业竞争力不协调的发

展态势，提升劣势地区的协调度，笔者认为可从以

下几个方面加以着手：

（一）助推文旅企业发展，培育产业核心竞

争力

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文化遗存众

多；而作为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其文旅产业

人力资源也较为充裕，由此形成了数量颇多的文

旅企业与巨大的文旅市场。作为环太湖地区新的

经济增长点，文旅企业有着较大的成长空间，且企

业的成长将对推动区域就业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然而各县市区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对于产

业核心竞争力处于劣势地位的海盐、湖州等地而

言，应积极组织串联并凝聚文化旅游企业，坚持强

化整合资源、统筹规划设计，并为企业搭建一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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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优势互补、截长补短的资源整合平台与合作

共赢的转型发展平台，从而加快企业效益的提升、

推动企业的发展［１５］。

（二）推进区域联动发展，夯实产业基础竞

争力

作为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生产力，文

化旅游资源是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深厚基础

与重要支撑。现阶段，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缺

乏权威性的整体规划，２０个县市区在文化旅游

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缺少总体部署和分工，因而

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建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文化旅游资源的联动与产业的规模发展，

也阻碍了地区间文化旅游合作的进程。基于

此，环太湖地区必须以整体规划为先导，引导和

规范县市区间的深度合作，选择并确定具有地

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品、文化旅游项目；同时重视

并倡导求同存异、错位发展的理念，对文化旅游

资源加以整合、重组与优化，从而实现地区间资

源的有效联动［１６］。

除推动地区间资源的有效联动之外，环太湖

地区还应统筹规划和建设公共文化旅游设施，着

力改善配套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积极支持

各类展览馆、博物馆和文化馆等项目的建设，打造

可以彰显各地文化旅游特色的产业基地。与此同

时，环太湖地区可设立区域文化旅游联盟，实现区

域文化旅游一体化，并逐步使旅行社、星级酒店、

旅游景区、文化管理部门以及旅游管理部门等实

现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服务与统一管理，从

而改善并夯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基础，促进文化

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１７］。

（三）促进文旅政企联盟，增强产业环境竞

争力

由于环太湖地区所涉行政区域较多，地区规

划约束性强，各县市区往往只考虑自身发展基础

和前景，未能形成发展合力，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

费，分散了产业聚集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

本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竞争力［１８］［１９］。因此产业

环境竞争力较弱的地区其政府可适当予以干预，

通过高端文旅资源的导入，并打破行政区划的限

制，推进区域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构建统一高效

的文化旅游发展大格局，从而促进区域文旅产业

发展和消费升级。与此同时，各县市区政府还可

激发并调动相互之间的竞争氛围，以培育良好的

产业环境竞争力，在充分发挥各自产业优势、提升

发展空间的基础之上，创造良好的竞合关系、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从而加快产业区域一体化

进程［２０］。

在加强政企联盟的同时，还需激发产业发展

的内生动力，即提升游客的文化旅游消费水平。

满足并扩大游客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的步伐亟待加快；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则需要对应甚至更高质量、更高规模的文化旅游

消费予以支撑［２１］。因此，在适应游客文化消费结

构变化的同时，可积极地引导其文化旅游消费意

识、拓展消费业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逐步从数

量与质量上提高游客文化旅游消费水平，从而为

文化旅游产业环境的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需求

支撑［２２］。

（四）社会与生态效益并重，提升产业可持续

竞争力

除经济效益外，环太湖地区还应注重产业的

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环太湖地区各县市区需积

极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开展体验性较强的节

庆活动［２３］。节庆活动是地方特色的集中体现，而

随着文化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节庆活动与文化

旅游相得益彰，因此各县市区应立足其丰厚的文

化旅游资源，定期举办特色鲜明的节庆活动，并利

用各个节点开展系列文化旅游活动，满足游客的

文化体验与休闲要求，以此提升文化旅游整体发

展水平、提高产业的社会效益［２４］。

与此同时，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还应充分

体现科学、和谐发展的思想内涵，各县市区应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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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生态效益的理念，力求在文旅资源开发与经

济发展两者之间探寻一个平衡点。鉴于此，为

合理利用文旅资源、提升资源有效利用率、实现

资源的最优配置，嘉善县、德清县等地可采取联

动互补开发的模式，围绕一个相对发展较好的

产业，并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滚动式发展其他

文化旅游产业。除此之外，文化旅游产业的发

展还需以生态环境承受能力为基础，通过绿色

开发、生态经营、低碳管理促进产业发展的良性

循环；因此，在强调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同步与

协调的同时，保持文旅资源的原汁原味，从而实

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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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中国居民的环境意识


●　郭郡郡１，喻海龙２

（１．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所，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２．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本研究实证检验社会资本与中国居民环境意识之间的关系。首先基于２０１０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从环境关注、环境评价和环境知识三个方面对中国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度量，并利用潜在类别模型（ＬＣＡ）将居民
的环境意识分为高环境意识和低环境意识两类；然后在控制个体特征等变量的条件下，利用有序 ｌｏｇｉｔ模型实证研
究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不同方面居民的环境意识，以及整体的环境意识类别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对于不同

个体特征的居民，社会资本对其环境意识的不同影响。结果显示：居民环境意识类别划分与环境评价具有最高的

正相关性；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可能对环境意识的不同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居民所属的环境意识类

别；社会规范对环境意识的影响与个体特征的关系不大，但随着个体特征的变化，社会信任和社会联系对环境意识

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关键词：社会资本；环境意识；中国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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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的不
断恶化，人们对环境质量日益关注，越来越多的公

众开始支持有利于环境改善的各种努力，与环境

保护有关的各种议题也由此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

兴趣。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发

现，解决环境问题，不能单靠环保技术的创新与资

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要靠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效

提升，由此居民的环境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开始引

起学者们的关注。

对于环境意识的确切定义，研究者们的意见并

不统一，但大体上，所谓环境意识是指“人们对环境

保护的认识水平或程度以及人们为保护环境而不

断调整自身活动和行为的自觉性”①。作为一种思

想和观念，环境意识古已有之，但现代环境意识的

概念却产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它是人类对人与环
境关系诸多问题的全面、深刻的思考与反映。

与西方学术界多学科、系统深入的研究环境

意识相对比，我国学者对环境意识明显缺乏关注，

研究成果较少且范围较窄［１］。例证之一便是对

于我国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国内现有研究

目前仅考虑了个体层面的人口特征和收入水平等

方面的因素，缺乏对更为广泛的影响因素的系统

的探讨［２］［３］。而更广泛的影响因素的考察往往

能给政府决策提供更为全面的依据。鉴于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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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在相关研究中，人们使用了包括环境（生态）态度、环境（生态）关心和环境（生态）意识等在内的多种术语，虽然严格上意义上这些术语并不等同，但大体上

它们均表示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生态环境问题的程度以及个人为解决这类问题而作出贡献的意愿，在此意义上，本文不加区分的使用各术语，并统一以“环境意识”

表示。



文的目的是基于现有文献，实证研究我国居民环

境意识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类似的研究文献不同

的是，我们重点关注了在以往研究中被忽略了的

因素———社会资本的作用，即重点分析社会资本

对我国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拓宽对

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对于公众环境意识的研究，国外早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就已开始。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所考虑
的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通常包括年龄、收入、教

育、居住地、性别等。大部分研究显示，收入及教

育与居民的环境意识正相关，城市居民的环境意

识一般强于农村居民，而年龄、性别等与环境意识

的关系则是不确定的［４］［５］［６］［７］［８］［９］。

除上述一般影响因素的考察外，仅有较少研

究关注了社会资本在环境意识的形成和提高中的

作用。虽然根据所研究对象以及所考察社会资本

内容的不同，所得结论有所差异，但大部分研究均

发现，社会资本对居民环保意识的不同方面具有

有利的影响。例如，Ｔｏｒｇｌｅｒ等（２００７）［９］利用世界
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西班牙公民环境意识
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社会资本中（以自愿环保

组织参与表示）的社会组织规范能显著提高环境

意识；Ｍｉｌｌｅｒ等（２００６）［１０］调查了一个干旱澳大利
亚社区环保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社会资本

中的社区联系因素对环保意识的变化具有最强的

预测效果：对邻里关系评价更高的居民，更有可能

认可当地社区采取行动解决水和环境保护问题；

Ｏｎｙｘ等（２００４）［１１］研究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社
区社会资本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态度之间的关

系，分析显示，社会资本测度得分高的居民，尤其

是在积极主动性和邻里关系方面得分高的居民，

更关心环境问题，在诸如废旧物回收、植树以及可

再生能源的使用方面具有更积极的环境态度。

参照ＤｕｒｌａｕｆａｎｄＦａｆｃｈａｍｐｓ（２００６）［１２］的分析，
综合而言，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与环境意识

产生联系：首先，与亲戚、邻居、同事等交往的范围

和频率，关系到个人对环境影响相关信息的获取，

并进一步影响个人对亲环境行为节能潜力的评估。

其次，依靠社会资本，可以降低参与一些环保努力

的成本。第三，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所处的社会

环境能够影响其内在规范和价值观（比如，同伴的

压力和联系将影响其自身的意识和行为）。

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环保意

识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１３］。目前在中

国，已有不少机构与学者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环境

意识的调查与研究，对象涉及包括全体公民［１４］、

城市市民［１５］、小城镇居民［１６］、农民［１７］、大学生群

体［１８］、旅游者以及旅游地社区居民［１９］［２０］在内的

多种群体。尽管成果显著，但目前国内学者对环

境意识影响因素的研究却存在几个方面的局限

性：一是大部分研究以描述性分析为主，实证研究

比较少见。二是不同研究仅分别考察了环境意识

的某些方面，缺乏对环境意识不同维度的综合分

析。三是在分析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时，所关注

的还仅限于年龄、收入、教育、性别等个体特征方

面的变量，极少有研究考虑社会变量的作用，更遑

论是社会资本了。

本文主要基于２０１０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数据，实证研究社会资本与我国居民
环境意识之间的关系①。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

研究有如下特点：一是在控制个体特征等变量的条

件下，重点关注社会资本与居民的环境意识之间的

关系。二是在对环境意识进行度量时，不仅用不同

指标对环境意识的不同维度进行度量，还利用潜在

类别模型将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分类。三是在

进行实证分析时，分别考察居民环境意识的不同维

度以及不同类别的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

三、中国居民的环境意识及其

分类

尽管对环境意识的认知目前广受争议，但按

照大多数学者的观点，环境意识包括两个方面的

含义：其一是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水平，即环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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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的抽样设计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其调查点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在全国一共抽取了１００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５个大城
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在全国一共调查了４８０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调查２５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１人，总样本量约为１２０００。



观念，包含有心理、感受、感知、思维和情感等因

素；其二是指人们保护环境行为的自觉程度。以

此观点为基础，结合 ＣＧＳＳ调查和本文的研究目

的，我们将居民的环境意识抽象为三个方面的内

容，即环境关注、环境评价和环境知识，各维度的

环境意识度量指标设定如表１所示。
　表１ 环境意识不同维度指标的设定

指标 指标代码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调查中相应问题 指标设定

环境关注 ｃｏｎｃｅｒｎ 总体上说，您对环境问题有多关注？

回答“完全不关心”和“比较不关心”设定为０，

“说不上关心不关心”设定为１，“比较关心”和

“非常关心”设定为２

环境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支付更高的

价格？

回答“非常不愿意”和“不太愿意”设定为０，回

答“既非愿意也非不愿意”设定为１，回答“比较

愿意”和“非常愿意”设定为２

环境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判断环境知识是否正确，共１０道题ａ
回答正确３道题及其以下设定为０，回答正确４

－６道题设定为１，回答正确６道题及其以上设

定为２

　　注ａ：题目分别为（１）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２）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破坏环境；（３）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
染；（４）含氟冰箱的氟排放会破坏大气臭氧层；（５）酸雨的产生与烧煤没有关系；（６）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锁反
应；（７）国内空气质量报告中，三级空气质量意味着比一级空气质量好；（８）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９）国内水体污染报告
中，Ⅴ（５）类水质要比Ⅰ（１）类水质好；（１０）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

　　上述环境意识不同方面的指标均为根据可直接
观察的外显变量数据而得，各指标均反映了居民环

境意识的某个方面。为进一步分析外显变量背后的

类别特征，我们进一步利用潜在类别分析（ｌａｔ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ＣＡ），对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分类。

潜在类别分析通过对类别外显变量和潜在变

量之间的关系建立统计模型，根据模型参数得到

各种潜在类别的具体外在表现的潜在特征分

类［２１］。运用ＬａｔｅｎｔＧＯＬＤ４．５软件进行模型的拟
合，结果显示，当潜变量的类别数为２时，ＢＩＣ检
验的值最小，此时模型拟合效果最好①。因此，我

们可依据潜在变量将居民的环境意识分为两类。

本研究中的外显变量有三个，每个外显变量

有三个不同的取值，因此我们一共可以得到２７种
可能的取值组合。表２所示为拟合中两类别划分
对不同取向环境意识的条件概率。

　表２ 两类别划分的条件概率

类别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０ １ ２ ０ １ ２ ０ １ ２

１ ０．５５７４ ０．２２７１ ０．２９５４ ０．４７７５ ０．５４９３ ０．２３０６ ０．２２００ ０．３７４８ ０．４８９６ ０．１３５６

２ ０．４４２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５ ０．９８６３ ０．０５２３ ０．１３６６ ０．８１１２ ０．１８８２ ０．５１４１ ０．２９７７

　　从表２可以看出，对于三个外显变量，类别１
在外显变量取值较低时概率较高，类别２在外显
变量取值较高时概率较高。而根据本研究的设

定，较高的外显变量取值分别表示更多的环境关

注，更高的环境评价以及更丰富的环境知识，因

此，我们可将类别１命名为低环境意识，类别２命
名为高环境意识。表３为不同方面环境意识以及

环境意识类别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２２］，从中可以

看出，不同方面的环境意识以及环境意识类别之

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环境关注越多，

环境评价越高；环境知识越丰富的居民，高环境意

识类别的可能性也越大。另外，从相关性系数的

大小来看，环境意识类别与环境评价具有最高的

正相关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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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用于估计的ＣＧＳＳ２０１０数据中有效样本量超过２０００，因此使用ＢＩＣ指标作为判断依据，ＢＩＣ检验的基本公式为：ＢＩＣ＝－２ＬＬ＋ｌｎ（Ｎ）Ｍ。
建立简单的回归模型，以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为因变量对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进行回归，同样发现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具有相对较大的正的回归系数。



　表３ 不同方面的环境意识以及环境意识类别的相关性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１．００００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０．３１２３ １．００００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０．１４７９ ０．１５８４ １．００００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０．６０１６ ０．７６２６ ０．２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注：相关性均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表示环境意识类别。

　　四、社会资本对环境意识影响的
实证研究

　　（一）模型的设定与变量描述
为了考察“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意识的影

响，本文设定基本的回归模型为如下形式：

ｅｎｖ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β１ｓｏｃｃａｐｉｔａｌｉ＋β２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
＋β３ｍａｃｒ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εｉ （１）
（１）式中，下标ｉ表示第ｉ个居民样本，ε是随

机扰动项。变量ｅｎｖ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是衡量居民环境意
识的指标，变量ｓｏｃｃａｐｉｔａｌ是衡量居民社会资本的
指标，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和 ｍａｃｒ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是其他影响居
民环境意识的个体和宏观经济控制变量。各种变

量的设定分别为：

因变量 ｅｎｖ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为比较居民环境意识
不同方面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回归模型中，因变

量既包括表示环境意识不同方面的度量指标，即

环境关注变量 ｃｏｎｃｅｒｎ，环境评价变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和环境知识变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还包括根据潜在类别

模型进行分类的分类变量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社会资本变量 ｓｏｃｃａｐｉｔａｌ。对于社会资本的

测度，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和令人信服的指标，大

部分实证研究从社会信任［２３］，社会联系数量和类

型［２４］，社会规范［２５］等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

参照现有研究，本研究以三个不同的变量测度社

会资本的不同方面，分别为表示社会信任的变量

ｔｒｕｓｔ，表示社会联系的变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和表示社
会规范的变量ｒｕｌｅｓ。

控制变量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和 ｍａｃｒ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参
照现有研究［７］［２６］［２７］，本文的控制变量由两部分

构成，即个体特征变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以及宏观背景
变量 ｍａｃｒ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其中，个体特征变量 ｄｅｍ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包括性别ｇｅｎｄｅｒ，年龄 ａｇｅ，婚姻状况 ｍａｒ
ｔｉａｌ，户籍 ｄｏｍｉｃｉｌｅ，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以及受教育水平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宏观背景变量包括样本所在省份的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以及样本所在省份万元国内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ＣＯ２。

实证研究中各主要变量的确切定义及统计描

述如表４所示。
　表４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ｅｎｖ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 见表１ ２３４４ １．５７６ ０．７０６ ０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见表１ ２３４４ １．１５２ ０．８８８ ０ 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见表１ ２３４４ ０．９１５ ０．７０２ ０ ２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环境意识类别（０＝低环境意识，１＝高环境意识） ２３４４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０ １

社会资本变量ｓｏｃ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ｒｕｓｔ
是否同意“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数字

１－５分别定义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五种程度）
２３４４ ３．５３８ １．０８６ １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是否经常从事社交活动（数字１－５分别定义从“从不”

到“总是”的五种频率）
２３４４ ２．７２１ １．０１１ １ ５

ｒｕｌｅｓ

７种不同的行为发生程度得分之和ｂ（每种行为发生程

度得分在１－５之间，分数越高表示某种行为发生的程

度越高）

２３４４ １９．９２６ ２．８９７ ３ ２３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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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控制变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和ｍａｃｒ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１＝男，２＝女） ２３４４ １．４６８ ０．４９９ １ ２

ａｇｅ 年龄 ２３４４ ４７．４６８ １４．９０ １８ ９１

ｍａｒｔｉａｌ 婚姻状况（０＝同居或已婚，１＝未婚，２＝分居、离婚或丧偶） ２３４４ ０．２４２ ０．５９５ ０ ２

ｄｏｍｉｃｉｌｅ 户籍（１＝城市，２＝农村） ２３４４ １．３５２ ０．４７８ １ ２

ｉｎｃｏｍｅ 收入对数 ２３４４ ９．３９２ １．１２８ ５．７０４ １４．８４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受教育程度（０＝初等教育及其以下，１＝中等教育，２＝

高等教育及其以上）
２３４４ ０．５８５ ０．７８７ ０ ２

ｇｄｐ 所在省份２００９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对数 ２３４４ １０．２２８ ０．５１５ ９．２４１ １１．２７７

ＣＯ２
所在省份２００９年的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吨）对数
２３４４ ４．０５９ ０．４５１ ２．９７８ ５．３３５

　　注ｂ：７种行为分别为：（１）遵守交通规则；（２）遵守与工作相关的章程规则；（３）遵守政府部门的政策规定；（４）购买冒牌或山寨产

品；（５）遵守法律法规；（６）遵守组织纪律；（７）侵占他人利益。由于第２和第７种行为发生的程度越高表明受访者越不遵守社会规范，在

加总时将其得分视为负数。

　　（二）基本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４可看出，表示环境意识不同方面的变

量具有有序离散变量的特征，因此，当环境关注变

量ｃｏｎｃｅｒｎ，环境评价变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和环境知识
变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为因变量时，对回归方程采用有

序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估计；而当以环境意识类别变量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为因变量时，对回归方程采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
进行估计。包括所有社会资本变量的回归方程估

计结果如表５所示①。

表５的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５ 不同因变量模型的实证估计结果

因变量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９０（０．１００） －０．０６５（０．０８７） －０．１５１（０．０８８） －０．０７３（０．０９５）

ａｇｅ －０．００５（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０．００４）

ｍａｒｉｔａｌ＿０（参照组）

ｍａｒｉｔａｌ＿１ －０．２６０（０．１９９） －０．１４６（０．１６５） ０．１６７（０．１８９） －０．０１９（０．１９６）

ｍａｒｉｔａｌ＿２ －０．１６５（０．１５７） ０．１０８（０．１５１） －０．１７３（０．１５０） ０．１７９（０．１６３）

ｄｏｍｉｃｉｌｅ －０．３３０（０．１１９） －０．１９６（０．１０６） －０．５２９（０．１０７） －０．２６０（０．１１６）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５６（０．０５８） ０．１４９（０．０５１） ０．３２２（０．０５１） ０．１３６（０．０５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０（参照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 ０．３８４（０．１３３） ０．１３７（０．１１１） ０．５７８（０．１１２） ０．４２４（０．１２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 ０．６６０（０．１６１） ０．３４４（０．１３７） １．０３６（０．１３４） ０．６９２（０．１４８）

ｇｄｐ ０．２０５（０．３０６） ０．０１２（０．２７９） ０．３３７（０．３０９） －０．１０５（０．３０５）

ＣＯ２ －２．９１２（１．１６４） －０．８９４（１．１６９） ２．９７６（１．２０４） －０．６６２（１．１４６）

ｔｒｕｓｔ ０．１６５（０．０４４） ０．１１６（０．０４０） ０．０２８（０．０３９） ０．１５１（０．０４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０．０４６（０．０５２） ０．１３０（０．０４５） ０．０８２（０．０４５） ０．１０９（０．０４７）

ｒｕｌｅｓ ０．０９６（０．０１６） ０．０８０（０．０１４） ０．０２４（０．０１５） ０．１１４（０．０１６）

ＬＲ检验 －１７４０．８３３２ －２２５４．６８４１ －２０８５．９２９１ －１４３７．５３６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８４８ ０．０６８４ ０．１３７８ ０．１１５２

样本数 ２３４４ ２３４４ ２３４４ ２３４４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限于篇幅，未报告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

结果；以不同方面环境意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为有序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环境意识类别方程为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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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社会资本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我们也估算了分别只含一个社会资本变量的回归方程，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各变量系数估计值并

没有明显的变化。事实上，本研究的三个社会资本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性均小于０．０５，因此包含所有社会资本变量的回归并不会面临多重共线性问题。限于篇幅，此处我们仅报告
了包含所有社会资本变量的回归结果。



大多与现有文献一致［９］［２８］：一般而言，相对于城

市居民，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更低；收入越高，

居民的环境意识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的

环境意识越高。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对环境意识的影响大多不显著；区

域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方面环境意识的影响则

是不确定的。

社会资本各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以不同

的环境意识变量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社会资

本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大多数在统计上

显著，表明整体而言，社会资本与居民环境意识间

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具体而言：高社会信任的

居民，一般具有更高的环境关注，对环境评价更

高，也更可能是强环境意识类的居民；高社会联系

的居民，往往对环境评价更高，拥有更丰富的环境

知识，更可能是强环境意识类的居民；同样的，受

社会规范约束更强的居民，环境关注更强，环境评

价更高，环境知识更丰富，属于高环境意识类居民

的可能性自然也更大。

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居民的

环境关注具有正向的影响。社会资本会增强居民

的环境关注，理论上可能的渠道包括：（１）社会信
任会增强居民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热情［２９］。

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备受关注的当今社会，社

会信任自然也会增强人们对环境的关注；（２）社
会规范规定什么样的行为或结果是需要的、允许

的或被禁止的，它体现了人们致力于建立秩序和

增加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努力。对社会规范的

遵循，可减少人们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降低信

息、风险、监督、违约等方面的成本，并防范“搭便

车”等机会主义倾向等。具体到环境问题上，社

会规范会提高人们对社会“不允许”的环境污染

的关注，从而降低污染风险，防范污染排放“搭便

车”。

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规

范均对居民的环境评价具有正向影响。社会资本

会提高居民的环境评价，理论上可能的渠道包括：

（１）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污染和经济增

长之间的权衡问题，社会信任、规范以及网络机制

的存在，使居民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成为可

能［１３］，从而会改变人们对当前环境的评价；（２）

社会资本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提高人们的收入

水平［３０］，而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应会增加人们对

“清洁环境”的需求，从而提高人们对环境的

评价。

社会资本中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规范对居民的

环境知识具有正向影响。社会资本会丰富居民的

环境知识，理论上可能的渠道包括：（１）广泛的社

会联系能够扩大信息交流，从而有利于环境知识

的传播；（２）社会联系和社会规范为集体行动提

供可能［３１］，从而更有可能在人们内部形成正式或

非正式的环境保护团体，同时促进环保知识的

分享。

强环境关注、高环境评价且环境知识丰富的

居民，自然更有可能是环境意识更强的居民。由

此结果不难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均会使

得居民属于高环境意识类别的可能性更大。

（三）交互影响

从表５的估计结果来看，社会资本对环境意识

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

的是，社会资本对不同个体特征的居民的环境意识

的影响是否相同呢？为分析不同个体特征的居民

其社会资本对环境意识的不同影响，我们在回归方

程中依次加入社会资本变量和表５中统计上显著

的个体特征变量的交叉项，其系数估计结果报告在

表６①。

除以环境知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少数交

叉项的系数估计值低于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外，社

会信任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值均

在统计上显著，且基本为正，表明在不同的个体特

征背景下，社会信任一般都会对居民的环境意识

产生积极影响。从系数估计值的相对大小来看，

整体而言，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

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或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信

任对居民环境意识的正向影响也越大。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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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表６仅报告了交叉项系数估计值，其他控制变量与基本回归模型一致；为便于解释，在构建含社会资本与个体收入的交叉项的变量时，我们将居民收入按大小均分
为三类，后缀１、２、３依次分别表示低收入居民、中等收入居民和高收入居民。



社会联系与个体特征变量交叉项的系数估计

值显示，对于城市居民，社会联系对环境意识具有

正向影响；但对于农村居民，社会联系对环境意识

的影响大多并不显著。将样本按收入分成低、中、

高三组，社会联系对环境意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组的居民，且收入越高，社会联

系对环境意识的影响也越大。与收入类似，社会

联系对受教育程度在初等教育及其以下的居民的

环境意识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对受教育程度在中

等及其以上的居民的环境意识的影响显著为正，

且根据相对大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社会联

系对环境意识的影响也越大。

　表６ 社会资本与个体特征对环境意识的交互影响

环境关注 环境评价 环境知识 环境意识类别

ｔｒｕｓｔｄｏｍｉｃｉｌｅ＿１ ０．１９５（０．０４７） ０．１３６（０．０４２） ０．０６７（０．０４０） ０．１７３（０．０４４）

ｔｒｕｓｔｄｏｍｉｃｉｌｅ＿２ ０．１１１（０．０４７） ０．０７４（０．０４４） －０．０５７（０．０４２） ０．１００（０．０４６）

ｔｒｕｓｔｉｎｃｏｍｅ＿１ ０．１３６（０．０４８） ０．０７３（０．０４４） －０．０８１（０．０４３） ０．１０９（０．０４７）

ｔｒｕｓｔｉｎｃｏｍｅ＿２ ０．１６３（０．０４８） ０．１０１（０．０４４） ０．０５７（０．０４２） ０．１３７（０．０４６）

ｔｒｕｓｔｉｎｃｏｍｅ＿３ ０．２０５（０．０５２） ０．１７４（０．０４５） ０．１１１（０．０４３） ０．２０４（０．０４８）

ｔｒｕｓ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０ ０．１２５（０．０４５） ０．０９２（０．０４２） －０．０４５（０．０４０） ０．０９６（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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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社会规范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叉项的
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在不同的

个体特征背景下，社会规范对居民环境意识均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从系数估计值的相对大小

看，对于不同的个体特征变量，社会规范和个体特

征变量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值变化很小，表明不同

个体特征背景下，社会规范对居民环境意识的影

响是相对稳定的。

总的来说，从本研究度量社会资本的三个变

量看，社会规范对环境意识的影响与个体特征的

关系不大；但随着个体特征的变化，社会信任和社

会联系对环境意识的影响会有所不同，且社会信

任和社会联系对城市居民、高收入居民以及高学

历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居民、低收

入居民和低学历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伴随着我

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居民收入和受教育程

度也将越来越高，因此社会资本对环境意识的影

响也必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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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与内生性讨论

本文在以居民的环境意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时，人为的将居民自陈环境意识等级状况进行了

重新赋值，例如将环境关注中“完全不关心”和

“比较不关心”合并为“低环境关注”，并赋值为０
等，尽管这种合并赋值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受访者的策略性行为［３２］，但也可能使受访者真实

的环境意识等级得不到细致的反映，为此，我们以

原始的受访者自陈环境意识等级为因变量，对各

方程重新进行了有序 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表明，在绝
大部分回归中，社会资本各变量的符号及显著性

水平均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除此之外，有序

ｌｏｇｉｔ回归将居民的环境意识视为定序数据，参照
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文献［３３］，我们也将居民的环境

意识视为基数，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对各
方程进行估算，结果同样保持了较大的稳健性。

尽管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控制了个体特征以及

宏观因素变量，但仍可能因遗漏重要变量而引致

内生性使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一个可能的情况

是，如果某一居民为环保主义者，那么他显然具有

较高的环境意识，而为从事环保活动，他同时也极

可能具有频繁的社会联系。这样，尽管实证结果

可能显示社会联系的系数为正，但这一正的系数

是因为所遗漏的变量与社会联系和环境意识同时

正相关所决定的，而并不能就此认为社会联系对

环境意识具有正向影响。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一个

比较理想的办法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但由于

本研究涉及的因变量和社会资本自变量均较多，

且受所使用数据的局限性的影响，为所有在回归

方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社会资本变量找到

合适的工具变量较为困难，为此，我们参照

Ｖｉｄｅｒａｓ等（２０１２）［２７］处理类似回归模型中社会资
本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办法，利用样本中的非环保

主义者子样本进行回归①，以检验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利用非环保主义者子样本

减少内生性影响的逻辑在于，对于非环保主义者，

上述导致内生性、同时与社会资本及环境意识相

关的因素将不复存在，此时得到的社会资本变量

的系数即可视为是社会资本本身对环境意识的影

响。非环保主义者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大

多数回归方程中，社会资本各变量估计值的相对

大小和显著性基本未发生变化，表明由遗漏与解

释变量相关的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在本文的研究

中并不会对研究结论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提高环境质量需要全体居民的共同努力，这

就首先要求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因此，弄清居民

的环境意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就显得非常必要。

本文基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数据，利用潜在类别模型对

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分类，并实证研究了社会

资本的不同维度对不同方面居民的环境意识及环

境意识类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首先，以环境关注、环境评价和环境知识等表

示环境意识不同方面的变量为外显变量，利用潜

在类别模型可将居民的环境意识分为低环境意识

和高环境意识两类，且居民环境意识类别划分与

环境评价具有最高的正相关性。

其次，社会资本各变量均可能对环境意识的

不同方面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居民所属的环境

意识类别。具体而言，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任和

社会规范对居民的环境关注具有正向的影响。社

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均会对居民的环境

评价产生正向影响；而居民的环境知识主要与社

会联系和社会规范正相关。

最后，整体而言，社会规范对环境意识的影响

与个体特征的关系不大；但随着个体特征的变化，

社会信任和社会联系对环境意识的影响会有所不

同，且社会信任和社会联系对城市居民、高收入居

民以及高学历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

居民、低收入居民和低学历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居民收入

以及受教育程度将越来越高，社会资本对环境意

识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政府可通过采取有利于社会资本积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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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资本推动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具体而

言，针对上述结论，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包括：

一是，环境评价对居民环境意识具有最大的

影响，因此环境评价的提高，是居民环境意识改善

的关键，而由于居民的环境评价与受教育水平和

收入相关，这就意味着政府任何提高教育水平和

收入状况的政策，都将间接有利于居民环境意识

的提高。

二是，通过推动不同维度社会资本的积累，可

推动不同方面居民的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实

际工作中，应认真分析居民环境意识提高所面临

的短板和问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社会资本积累

政策，做到有的放矢，从而提高相关政策的方向性

和有效性。

三是，对于不同居住地类型、收入和受教育水

平的居民，要尽可能采用差异化的社会资本积累

政策。从政策效果看，应重点针对城市居民、高收

入居民以及高学历居民，尽可能创造有利条件，推

动社会信任，加强社会联系，促进社会规范的建

立，从而能够更有效推动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环

境意识的提高。

参 考 文 献

［１］彭远春．我国环境行为研究述评［Ｊ］．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１，（１）：１０４－１０９．

［２］赵卉卉，王远，王义琛，谷学明，王芳．南京市公众环境

意识总体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Ｊ］．长江流域资源与

环境，２０１２，（４）：４０６－４１１．

［３］田万慧，陈润羊．甘肃省农村居民环境意识影响因素

分析———基于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群体的分析［Ｊ］．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３，（５）：３３－３９．

［４］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Ｊ．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ｓｅｌ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ａｉｌｓｕｒ

ｖｅｙｓ［Ｊ］．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１，２２（１）：１０－２１．

［５］Ｈｏｗｅｌｌ，Ｓ．Ｅ．，Ｌａｓｋａ，Ｌ．Ｂ．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ｏｔｅ［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９９２，２４（１）：１３４－１４４．

［６］Ｎｏｒｄ，Ｍ．，Ｌｕｌｏｆｆ，Ａ．Ｅ．，Ｂｒｉｄｇｅｒ，Ｊ．Ｃ．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９９８，３０（２）：２３５－２４６．

［７］Ｉｓｒａｅｌ，Ｄ．，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Ａ．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ｐａｙ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ａｂｌ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４，３（１）：１－３１．

［８］Ｏｗｅｎ，Ａ．Ｌ．，Ｖｉｄｅｒａｓ，Ｊ．Ｃｉｖ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５８（４）：８１４－８２９．

［９］Ｔｏｒｇｌｅｒ，Ｂ．，Ｇａｒｃｉａ－Ｖａｌｉｎａｓ，Ｍ．Ａ．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６３（２－３）：５３６

－５５２．

［１０］Ｍｉｌｌｅｒ，Ｅ．，Ｂｕｙｓ，Ｌ．，Ｂａｒｎｅｔｔ，Ｋ．，Ｄａｖｉｄ，Ｎ．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

ｉ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ｎ

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ｐｒｏｍｐｔ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４（２）：

９５－１０２．

［１１］Ｏｎｙｘ，Ｊ．，Ｏｓｂｕｒｎ，Ｌ．，Ｂｕｌｌｅｎ，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１１（３）：２１２－２１９．

［１２］Ｄｕｒｌａｕｆ，Ｓ．Ｎ．，Ｆａｆｃｈａｍｐｓ，Ｍ．“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ｉｎ：

ＡｇｈｉｏｎＰ，ＳｅｔｖｅｎＤＮ（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６，１６３９－１６９９．

［１３］宋言奇．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Ｊ］．人

文杂志，２０１０，（１）：１６３－１６９．

［１４］中国环境意识项目办．２００７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

查报告［Ｊ］．世界环境，２００８，（２）：７２－７７．

［１５］赵爽，杨波．兰州市民环境意识调查研究与对策［Ｊ］．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５）：１４

－１８．

［１６］胡荣．影响城镇居民环境意识的因素分析［Ｊ］．福建

行政学院 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１）：４８

－５３．

［１７］谭丽荣，刘志刚．山东省农村地区居民环境意识调查

分析［Ｊ］．环境保护，２００８，（４）：４７－５１．

［１８］陶文娣，王会，王瑾芳，周萌，徐福留．北京市大学生

环境意识调查与分析［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０４，（１）：１３０－１３４．

［１９］吕君，刘丽梅．草原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环境意识水平

的调查分析［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８，（１）：４０－４９．

［２０］吕君，陈田，刘丽梅．旅游者环境意识的调查与分析

［Ｊ］．地理研究，２００９，（１）：２５９－２７０．

［２１］邱皓政．潜在类别模型的原理与技术［Ｍ］．北京：教

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２］Ｍａｇｉｄｓｏｎ，Ｊ．，Ｖｅｒｍｕｎｔ，Ｊ．Ｋ．Ｌａｔ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ｍｏｄｅｌｓ［Ｍ］．Ｂｅｌ

ｍｏｎｔ，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０３．

—３８—

　郭郡郡，喻海龙　　　　　　　　　　　社会资本与中国居民的环境意识



［２３］孙昕，徐志刚，陶然，苏福兵．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

村民选举参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的实证

分析［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４）：１６５－１８７．

［２４］Ｄｕｒｌａｕｆ，Ｓ．Ｎ．，Ｆａｆｃｈａｍｐｓ，Ｍ．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ｓｏ

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Ｒ］．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Ｍａｄｉｓ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１２，２００３．

［２５］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Ｊ．，Ｐｕｔｎａｍ，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Ｉｔａｌｙ［Ｊ］．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５，２１

（３）：２９５－３１１．

［２６］Ｗｉｔｚｋｅ，Ｈ．Ｐ．，Ｕｒｆｅｉ，Ｇ．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ｐａｙ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ｃｏｐ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Ｊ］．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１，３５（３）：２０７

－２１４．

［２７］Ｖｉｄｅｒａｓ，Ｊ．，Ｏｗｅｎ，Ａ．Ｌ．，Ｃｏｎｏｖｅｒ，Ｅ．，Ｗｕ，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ｏｎ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６３（１）：３５－５０．

［２８］郭郡郡，刘成玉．城市化对碳排放量及强度的影响

［Ｊ］．城市问题，２０１２，（５）：２１－２８．

［２９］Ｇｕｖｅｎ，Ｇ．Ａｒｅｈａｐｐｉ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ｔｔｅｒ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Ｊ］．

Ｋｙｋｌｏｓ，２０１１，６４（２）：１７８－１９２．

［３０］Ｗｏｏｌｃｏｃｋ，Ｍ．，Ｎａｒａｎ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Ｊ］．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０，１５（２）：２２５

－２４９．

［３１］Ｃｏｌｅｍａｎ，Ｊ．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９４（Ｓｕｐ

ｐｌｅｍｅｎｔ）：９５－１２０．

［３２］Ｄｕｎｃｏｍｂｅ，Ｗ．，Ｒｏｂｂｉｎｓ，Ｍ．Ｄ．，Ｓｔｏｎｅｃａｓｈ，Ｊ．Ｍｅａｓｕｒ

ｉｎｇｃｉｔｉｚｅｎ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ｓ：

ｄｏｅｓａ‘ＧｒａｙＰｅｒｉｌ’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ｕ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Ｊ］．Ｐｕｂｌｉｃ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３，２３（１）：

４５－７２．

［３３］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Ｄ．，Ｋｒｕｅｇｅｒ，Ａ．Ｂ．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０６，２０（Ｗｉｎｔｅｒ）：３－２４．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ＧＵＯＪｕｎ－ｊｕｎ１，ＹＵＨａｉ－ｌｏｎｇ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Ｗｅ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ｏｎｇ６３７００９；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Ｘｉａｍ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ＣＧＳＳ）ｉｎ２０１０，ｉ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ｖｉｄ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ｏ
ｔｗ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ｈｉｇ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ｌｏｗ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ｂｙ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ｌａｔｅｎｔｃｌ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ＬＣＡ）；ｔｈｅｎｉｔｕｓｅ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ｍｏｄｅｌ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ｉｎｇｆｉｘｅ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ｈ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ｙｅｘｅｒ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ｕｒｎ；ｗｈｅ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ｄｏｗｉｔ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ｓ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
ｎｅｓｓｗｉｌｌｂ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责任编辑：郑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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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高耗能产业群碳减排效率的动态评价研究
———基于甘肃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的经验论据



●　姜　玲，张爱宁

（甘肃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甘肃省科技评价监测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３０）

摘　要：构建非导向的Ｓ－ＳＢＭ碳减排效率评价模型，以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为样本期间，对甘肃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
区高耗能产业群的碳减排效率进行了动态评价。研究表明：（１）高耗能产业群总体ＣＯ２减排效率值为０．６９９，距离
帕累托最优水平有３０．１％的提升空间；在样本期间高耗能产业群总体 ＣＯ２减排效率年均增速为２．３％。（２）不同
高耗能产业群的ＣＯ２减排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且ＣＯ２减排效率增速有所不同。以石油产业的碳减排效率值最高，
非金属产业碳减排效率年均增速最快，煤炭产业的ＣＯ２减排效率和增速均偏低，是制约循环经济示范区低碳化发
展的短板。（３）在甘肃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的准备期和建设期，ＣＯ２减排效率有较大提升，反映出发展循环经济
对提升高耗能产业群碳减排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碳减排效率；高耗能产业；循环经济；Ｓ－ＳＢＭ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４２４．１；Ｆ２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８５０７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碳排

放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以二氧化碳

（以下简称“ＣＯ２”）为主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

在２０１５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承诺到

２０３０年将 ＣＯ２排放强度较 ２００５年下降 ６０％ －

６５％。高耗能产业具有显著的高能耗、高污染、高

碳排放特点，是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因此，高耗

能产业碳减排效率问题受到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

高度关注和重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

基于甘肃省建设的首个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的

经验数据，从动态的角度实证研究高耗能产业的

碳减排效率问题，对于加快甘肃传统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实现低碳、绿色、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产业部门被认为是碳排放主要源头，在其生

产经营活动中，由于能源以及碳密集产品的消耗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产生碳排放。新经济地理学家

对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做了较多研究，他们认

为专业化有助于碳减排［１］。产业集聚区内关联

企业间的低碳技术溢出及扩散促进了治污技术的

进步，从而使污染减排成为可能。在考虑规模经

济的前提下，产业集聚区内企业通过治污规模效

应能降低单位碳减排成本［２］；产业集群还可为内

部企业提供多种公共治污设施，甚至提供专业化

的治污服务（周文，１９９９），从而提高环境效率，减

少污染排放。一些学者对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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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极值、因素等进行了探索。闫逢柱等（２０１１）［３］

认为产业集群发展在长期内与环境污染之间并没

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能在短期内降低环境污染；

师博和沈坤荣（２０１３）［４］提出产业集聚的市场化

程度对碳排放有重要影响，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

集聚能够显著促进碳减排，而政府主导型的产业

集聚容易扭曲资源配置，从而可能抑制环境效率

的改进；谢荣辉等（２０１６）［５］认为产业集聚的类型

对碳排放有重要影响，专业化产业集聚对碳减排

影响不明显，多样化产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碳减

排。Ｅｎｒｅｎｆｅｌｄ（２００３）［６］提出在产业集群内发展

循环经济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他认为在产业集聚

内部由于企业间的技术关联、物质交换而呈现共

生状态，一个企业的副产品可能成为另一个企业

的原材料，通过集群内资源的循环利用，可减少能

源消耗和碳排放。贺业方等（２０１０）［７］认为发展

循环经济是促进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提

高资源生产率可提高碳生产率。综上，国内外学

者对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耗能产业群是指高耗能产业之间由于循环

经济建设形成了很多生态产业链而新生的一种特

色产业集群［８］。郑季良（２０１４）［９］提出发展循环

经济是高耗能产业群减少碳排放的重要途径，并

利用协同论对高耗能产业群之间的节能与减排效

应进行研究。高耗能产业属于直接能耗强度高、

碳排放量大的产业部门［１０］。高耗能产业在生产

过程消耗的能源、碳密集型资源等自然资本会伴

随着投入产出关系转移到产业链的下游，也就是

说，高耗能产业在生产环节为产业链下游其他行

业的产品生产损耗了大量的碳密集型资源［１１］。

产业群中企业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对资源的加工深

度对产业的低碳化水平具有重要影响［１２］。循环

经济示范区内的高耗能产业群属于一种内生高度

关联的生态型闭环产业链，采取一种“资源—产

品—资源”闭环型生产模式，生产方式从粗放、高

耗能向低碳、循环转变，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

物转化为生产资源，实现循环利用，节约能源消

耗，同时减少了碳排放。

甘肃省建有中国首个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

区，到２０１５年已建成以骨干企业为核心，围绕资
源的循环利用、节能减排和产业链延伸的横向关

联配套、纵向延伸拓展的１６条循环经济产业链，

投入资金５０３６亿元，培育发展循环经济示范企
业１１０户、循环经济示范园区３５个，其中，金川资

源型产业群、白银有色产业群、酒泉钢铁产业群等

的低碳循环发展模式是在全国推广示范，对我国

节能减排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本文

以甘肃循环经济示范区高耗能产业群为实证对

象，构建碳减排效率的评价模型，定量研究循环经

济示范区高耗能产业群的碳减排效率问题，寻找

制约效率提升的短板，以期为政府碳减排决策提

出针对性建议。

二、构建评价模型

（一）实证分析方法

Ｔｏｎｅ（２００３）［１３］改进了传统方向性距离函数

模型（ＳＢＭ）的松弛变量，提出了新的链式网络

ＤＥＡ模型，即超效率ＳＢＭ模型（简称“Ｓ－ＳＢＭ模
型”），该模型在提高评价效率准确度的同时较好

地解决了 ＣＯ２等非期望产出问题，受到较多学者

的认可。在分析方法的选择上，文章选择非导向

的Ｓ－ＳＢＭ模型———与既有文献采用的投入导向

模型［１４］或产出导向模型［１５］的做法相比，非导向Ｓ

－ＳＢＭ模型能同时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进行

度量，克服了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的局

限性，既考虑了能源消耗的无效程度又合理度量

了碳减排量，在测度碳减排效率水平时体现了明

显的优越性。构建基于非导向Ｓ－ＳＢＭ碳排减效

率评价模型：

假定生产系统中的决策单元数为 ｎ，投入向

量表示为ｘ∈Ｒｍ；产出向量分别为期望产出和非

期望产出，表示成 ｙｇ∈Ｒｓ１、ｙｂ∈Ｒｓ２，对于矩阵 Ｘ，

Ｙｇ，Ｙｂ定义为：Ｘ＝［ｘ１，ｘ２，…，ｘｎ］∈Ｒ
ｍ×ｎ，Ｙｇ＝

［ｙｇ１，ｙ
ｇ
２，…，ｙ

ｇ
ｎ］∈Ｒ

ｓ１×ｎ，Ｙｂ＝［ｙｂ１，ｙ
ｂ
２，…，ｙ

ｂ
ｎ］∈

Ｒｓ２×ｎ，其中，Ｘ＞０，Ｙｇ＞０，则可变规模报酬下生产

可能集Ｐ可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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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ｘ，ｙｇ，ｙｂ）｜ｘλＸｙｇ，λＹｇ，ｙｂλＹｂ｝（１）

借鉴Ｔｏｎｅ（２００３）的模型，建立非导向、非期

望产出的Ｓ－ＳＢＭ模型如下：

ｍｉｎρ＝

１
ｍ∑

ｍ

ｉ＝１

ｓ－ｉ
ｘｉｋ

１
ｓ１＋ｓ２

∑
ｓ１

ｒ＝１

ｓｇｒ
ｙｇｒｋ
＋∑
ｓ２

ｒ＝１

ｓｂｒ
ｙｇｒ[ ]
ｋ

ｓ．ｔ．

ｓ－ｉ∑
ｎ

ｋ＝１
ｘｉｋλｋ，ｉ＝１，…，ｍ

ｓｂ∑
ｎ

ｋ＝１
ｙｂｒｋλｋ，ｒ＝１，…，Ｓ２

ｓｇ∑
ｎ

ｋ＝１
ｙｇｒｋλｋ，ｒ＝１，…，Ｓ１

ｓ－ｉｘｉｋ，ｓ
ｂｙｂｒｋ，ｓ

ｇｙｇｒｋ，λｋ





























＞０

（２）

其中，投入松弛矩阵、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

松弛矩阵分别采用ｓ－、ｓｇ、ｓｂ表示，λｋ表示第 ｋ个

决策单元投入产出值的权重向量，λｋ＞０；目标函

数是ρ关于ｓ－、ｓｇ、ｓｂ严格递减的，且０ρ１，当

且仅当ρ ＝１，ｓ－＝０，ｓｂ＝０时，待估决策单元有

效。ρ ＜１时，说明待估决策单元无效。

（二）样本选择

借鉴前人做法，同时根据甘肃国家级循环经

济示范区高耗能产业发展的实情，笔者界定高耗

能产业群由钢铁产业 Ｌ１、有色金属产业 Ｌ２、非金

属产业Ｌ３、石油产业 Ｌ４、化工产业 Ｌ５、煤炭产业

Ｌ６等六个产业组成。按照高耗能产业的划分及

相应的统计数据，筛选了样本数据。其中，钢铁产

业涵盖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有色金属产业包含有色金属采选业和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产业包含非金

属矿采选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产业包含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

工业；化工产业包含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

煤炭产业包含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

产和供应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样本考察期间

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对应指标数据来源于《甘肃发

展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三）指标选择及处理

投入指标有３个。（１）资本投入（Ｋ），选取

当期的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度量指标，采用固定

资产价格指数进行折算；（２）劳动力投入（Ｌ），

选取上期末和当期末从业人员数的均值作为当

期的劳动力投入，反映了当期的劳动力实际利

用水平；（３）能源投入（Ｅ），表示单元当期的能

源终端消费总量，按照能源统计年鉴的口径，将

煤炭、焦炭和原油等９种能源消费量，分别折算

成标准煤并加总。产出指标分为期望产出（Ｙ）

和非期望产出（Ｃ）。期望产出（Ｙ）用各高耗能

产业当期的工业增加值，并采用 ＧＤＰ平减指数

进行折算；非期望产出（Ｃ）选用各高耗能产业当

期的 ＣＯ２排放量表示。

在测算 ＣＯ２排放量时，根据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２００６年《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

体清单指南》提供的清单编制方法，参照综合能

耗计算通则（ＧＢ２５８９－９０），分品类、分行业计

算碳排放系数。具体能源品类统计中煤炭包括

原煤、洗精煤等，石油包括原油、汽油、煤油、柴

油、燃料油、天然气和电力等九种能源。其中，

电力消耗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量根据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发布的《２０１４年中国区

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中西北地区电力排放

因子计算得到。在排放量估算中，有两个指标

可以度量：ＣＯ２排放量与碳排放量，但两者的度

量结果相差很大，这里采用 ＣＯ２排放量来度量。

单位质量碳排放相当于４４／１２（约等于３．６６６７）

的ＣＯ２排放。具体折标煤系数和碳排放系数如

表１所示。计算公式为：

∑
ｎ

ｉ＝１
ＣＯ２ｉ＝∑

ｎ

ｉ＝１
Ｅｉ×ＮＣＶｉ×ＣＥＦｉ×ＣＯＦｉ×３．６６６７

（３）

ξｃ＝ＮＣＶｉ×ＣＥＦｉ×ＣＯＦｉ×３．６６６７ （４）

能源消费种类有 ｎ种，ｎ＝｛１，２，…，９｝，ｉ种

能源的终端消费量为 Ｅｉ，ｉ种能源平均发热量为

ＮＣＶｉ，ｉ种能源单位热值的含碳量为 ＣＥＦｉ，ｉ种能

源氧化水平为ＣＯＦｉ。

三、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 ＭＡＸＤＥＡ软件测算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甘肃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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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耗能产业群的碳减排效率，结果见表２。结果是
以全部年份、全部决策单位为前沿参考点测算得到

全局综合效率（Ｇｌｏｂ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即 ＣＯ２减排效
率，为动态评价结果，可对不同产业进行比较。

　表１ 各种能源的折算方式

类型 平均发热量 能源折标系数 单位热值含碳量 碳氧化率 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煤炭 ２０９０８ｋＪ／ｋｇ ０．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２６．３７ｔＣ／ＴＪ ０．９４ １．９００３ｋｇ－ＣＯ２／ｋｇ

焦炭 ２８４３５ｋＪ／ｋｇ ０．９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２９．５ｔＣ／ＴＪ ０．９３ ２．８６０４ｋｇ－ＣＯ２／ｋｇ

原油 ４１８１６ｋＪ／ｋｇ １．４２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２０．１ｔＣ／ＴＪ ０．９８ ３．０２０２ｋｇ－ＣＯ２／ｋｇ

汽油 ４３０７０ｋＪ／ｋｇ １．４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１８．９ｔＣ／ＴＪ ０．９８ ２．９２５１ｋｇ－ＣＯ２／ｋｇ

煤油 ４３０７０ｋＪ／ｋｇ １．４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１９．５ｔＣ／ＴＪ ０．９８ ３．０１７９ｋｇ－ＣＯ２／ｋｇ

柴油 ４２６５２ｋＪ／ｋｇ １．４５７１ｋｇｃｅ／ｋｇ ２０．２ｔＣ／ＴＪ ０．９８ ３．０９５９ｋｇ－ＣＯ２／ｋｇ

燃料油 ４１８１６ｋＪ／ｋｇ １．４２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２１．１ｔＣ／ＴＪ ０．９８ ３．１７０５ｋｇ－ＣＯ２／ｋｇ

液化石油气 ５０１７９ｋＪ／ｋｇ １．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１７．２ｔＣ／ＴＪ ０．９８ ３．１０１３ｋｇ－ＣＯ２／ｋｇ

天然气 ３８９３１ｋＪ／ｍ３ １．３３００ｋｇｃｅ／ｍ３ １５．３ｔＣ／ＴＪ ０．９９ ２．１６２２ｋｇ－ＣＯ２／ｍ３

电力 － ０．４０４０ｋｇｃｅ／ｋｇ － － ０．４５１２ｔＣＯ２／ＭＷｈ

　表２ ＣＯ２减排效率测度结果

ＤＭＵ Ｌ１ Ｌ２ Ｌ３ Ｌ４ Ｌ５ Ｌ６ 平均 标准差

２００１ ０．５９１ １．０３７ ０．５６８ １．０８０ １．０５０ ０．２１６ ０．７５７ ０．３５３

２００２ ０．５３８ ０．６１５ ０．５８９ １．０５１ １．０３８ ０．１９２ ０．６７１ ０．３２７

２００３ ０．５９７ ０．８４４ ０．４４４ １．０１７ １．１６９ ０．３０９ ０．７３０ ０．３３６

２００４ ０．４９２ ０．４６５ ０．５３１ ０．７２０ １．０１７ ０．３６６ ０．５９８ ０．２３６

２００５ ０．５２４ ０．６０５ ０．５０１ ０．６８１ ０．６０５ ０．４１２ ０．５５５ ０．０９５

２００６ ０．４８５ ０．７０９ ０．８１３ ０．７３９ ０．５６４ ０．４０９ ０．６２０ ０．１５８

２００７ ０．５５６ １．０４２ １．１２９ ０．８２３ ０．５８２ ０．３８８ ０．７５３ ０．２９３

２００８ ０．５９１ １．０１７ ０．７１８ １．０６５ ０．６０１ ０．３８４ ０．７２９ ０．２６５

２００９ ０．５１３ ０．９２７ ０．６３８ ０．７５７ ０．５５５ ０．３９７ ０．６３１ ０．１８９

２０１０ ０．４９９ ０．８９１ ０．７４７ ０．７６０ ０．５９８ ０．３４５ ０．６４０ ０．１９９

２０１１ ０．７２０ １．０３９ ０．７６１ １．１０６ ０．７３４ ０．３４６ ０．７８４ ０．２７１

２０１２ ０．５５５ ０．８３９ ０．８０９ １．０２３ ０．８１５ ０．４６１ ０．７５０ ０．２０６

２０１３ ０．６５６ ０．８４１ ０．８６２ ０．８６２ ０．８８９ ０．４０４ ０．７５２ ０．１９０

２０１４ ０．６６１ ０．８４６ １．１００ ０．８２２ １．０５７ ０．３６０ ０．８０８ ０．２７２

平均 ０．５７０ ０．８３７ ０．７２９ ０．８９３ ０．８０５ ０．３５６ ０．６９９ －

标准差 ０．０７１ ０．１８１ ０．２０７ ０．１５５ ０．２２６ ０．０７４ － －

　　（一）ＣＯ２减排效率分析
总体来看，高耗能产业群 ＣＯ２减排效率均值

为０．６９９，达到最优水平的６９．９％。可见，ＣＯ２减
排效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相对于帕累托最优水

平有３０．１％的提升空间，产业部门需加强对低碳
技术创新的重视与支持，以充分挖掘 ＣＯ２减排潜
力。从时间维度来看，高耗能产业群的 ＣＯ２减排
效率在波动中上升，从 ２００５年 ＣＯ２减排效率值

为０．５５５，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０．７８４，到２０１４年上
升至０．８０８。单就２０１４年的效率值来说，高耗能
产业群 ＣＯ２减排效率已达到中等水平，距离帕累
托最优水平有１９．２％的改进空间。

从平均值来看，有色金属产业、非金属产业、石

油产业、化工产业的ＣＯ２减排效率高于平均水平。
其中，以石油产业的效率值最高，为０．８９３，达到最
优水平的８９．３％；钢铁产业、煤炭产业的ＣＯ２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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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值分别为０．５７０、０．３５６，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反
映出这两个产业存在投入浪费与产出不足。不同

产业的ＣＯ２减排效率存在一定差距，石油产业与煤
炭产业ＣＯ２减排效率的差距最大，为０．４９５。

从标准差来看，效率值偏低的产业标准差也

小，如钢铁产业、煤炭产业标准差分别为０．０７１、
０．０７４，这说明，钢铁和煤炭产业想要突破低碳技
术壁垒，需从技术改进与创新、效率提升着手，推

进产业转型。化工产业和非金属产业效率值的波

动较为明显，其标准差相对较大，分别为０．２２６和
０．２０７，需稳定并强化生产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减排
效应。

（二）ＭＬ指数及其分解
为进一步地分析高耗能产业 ＣＯ２减排效率

的增速及其驱动因素，这里对全要素 ＣＯ２减排
效率（ＭＬ指数）进行测算与分解，并将 ＭＬ指数
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两个部

分：技 术 效 率 指 数 和 技 术 进 步 指 数，即

Ｍａｌｍｑ０，ｉ＋１＝ＴＥＣ
ｔ＋１
０ ，Ｍａｌｍｑ０，ｉ＋１为ＭＬ指数（详见

表３）。ＭＬ指数及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
数可能大于 １、等于 １和小于 １，分别表示有改
进、没有变化和后退。ＭＬ指数区别于前文中的
全局综合效率，它侧重于分析全要素 ＣＯ２减排
效率的变化情况，ＭＬ指数 －１＝ＣＯ２减排效率
增速。为便于对比分析，这里将样本期间分为

三 个 阶 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分别代表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
的前期、准备期和建设期。

　表３ ＭＬ指数测度结果

ＤＭＵ Ｌ１ Ｌ２ Ｌ３ Ｌ４ Ｌ５ Ｌ６ 均值

ＭＬ指数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０．９６５ ０．９５５ ０．９８２ ０．８９９ ０．８９５ １．２０２ ０．９８５

ＭＬ指数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１．０６７ ０．９８９ １．０４８ １．００７ １．０３６ ０．９８６ １．０２２

ＭＬ指数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１．０５３ １．００８ １．０５７ １．０１７ １．０４８ ０．９６５ １．０２５

均值 １．０１８ １．０２２ １．０８２ ０．９９８ １．０１５ ０．９９７ １．０２３

技术效率指数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０．９３７ １．１０８ ０．９４７ ０．９６２ ０．９４４ １．５４６ １．０７０

技术效率指数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０．９７８ １．０３３ １．０７５ ０．９８９ ０．９６５ ０．９９８ １．００６

技术效率指数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１．１２４ ０．９１１ １．００９ ０．９６５ １．０８８ １．０６８ １．０２７

均值 １．０１４ １．００９ １．０１０ ０．９７２ １．００６ １．１９３ １．０３４

技术进步指数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１．０８０ ０．８５８ １．０４０ ０．９３２ ０．９６４ ０．９１４ ０．９７７

技术进步指数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１．０２９ １．０９１ １．０３３ １．０６２ １．０４６ ０．９９５ １．０４３

技术进步指数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０．９６０ １．０９４ １．１０９ １．０６８ １．０４７ ０．９６７ １．０４１

均值 １．０１８ １．０２１ １．０６４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１ ０．９５９ １．０２２

　　注：通过对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ＭＬ指数及其分解指数进行测算，并按阶段整理得到表中数据。

　　总体上，高耗能产业群的全要素 ＣＯ２减排效

率明显提升，年均增长２．３％，是技术进步和技术

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分阶段来看，三个不同阶段

的ＭＬ指数分别为０．９８５、１．０２２和１．０２５，可以看

出，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即在国家级

循环经济示范区的准备期和建设期，ＣＯ２减排效率

较前一时期（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有较大提升。尤其是

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除煤炭产业外，其他高耗能产

业的ＣＯ２减排效率均大于１。通过前后对比分析，

可反映出甘肃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在节能

减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提升高耗能产业群碳

减排效率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同高耗能产业的ＣＯ２减排效率增速有所不

同。在高耗能产业群中，以非金属产业的碳减排效

率年均增速最快，为８．２％，主要是前沿技术进步

的贡献作用。钢铁产业、有色金属产业和化工产业

的ＣＯ２减排效率也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石油产业

和煤炭产业的年均增速为负。石油产业的技术效

率指数与ＭＬ指数存在较强同向性，反映出该产业

存在投入拥挤和产出不足的状况；煤炭产业的技术

进步指数与ＭＬ指数存在相同变动趋势，反映出该

产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创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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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具体来看，石油产业和煤炭产业的全

要素 ＣＯ２减排效率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变动态势。

石油产业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的 ＣＯ２减排效率增速为

负，在２００６年以后，石油产业是较好的低碳技术

“追赶者”，随着低碳技术日趋成熟和有效推广，

技术进步的减排作用得以有效体现，全要素 ＣＯ２
减排效率明显提升，尤其是在循环经济示范区建

设期间 ＭＬ指数上升至 １．０１７，ＣＯ２减排效率为

１．７％。煤炭产业全要素 ＣＯ２减排效率的变化态

势刚好相反，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煤炭产业ＣＯ２减排

效率年均增长２０．２％，而２００６年以后 ＣＯ２减排

效率逐步衰退，技术退化和效率恶化是主要原因。

综合来看，煤炭产业的 ＣＯ２减排效率不仅偏低，

而且在退化。众所周知，煤炭产业既是甘肃能源

的主力，更是 ＣＯ２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下一

发展阶段，应将煤炭产业作为循环经济示范区低

碳化发展的关键。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有效手段，是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有益补充，也

是推动甘肃省经济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途径和方式。文章以甘肃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高耗能产业群为实证对象，考虑能源投入和 ＣＯ２
排放，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非导向 Ｓ－ＳＢＭ碳减

排效率评价模型，借助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统计数据以

及ＤＥＡ分析工具，对高耗能产业群ＣＯ２减排效率

进行动态评价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一是，总体来看，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甘肃高耗

能产业群 ＣＯ２减排效率值为０．６９９，处于中等偏

低水平，相对于最优效率水平有３０．１％的改进余

地；高耗能产业群的 ＣＯ２减排效率有一定增长，

年均增速为２．３％，它们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

两方面因素共同推动得以实现。

二是，分产业来看，不同高耗能产业群的ＣＯ２
减排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且 ＣＯ２减排效率增速有

所不同。以石油产业的效率值最高，达到最优水

平的８９．３％，非金属产业的碳减排效率年均增速

最快，为８．２％，煤炭产业的ＣＯ２减排效率值和增
速明显低于平均水平，成为循环经济示范区低碳

化发展的短板。

三是，分阶段来看，在甘肃省国家级循环经济

示范区的准备期和建设期，ＣＯ２减排效率有较大提

升，说明甘肃建设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发展循

环经济对促进节能减排起到了一定成效，对提升高

耗能产业群的碳减排效率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建议

首先，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

甘肃省应继续强化技术创新对高耗能产业转型升

级、节能降耗的支撑作用，加快对低碳、绿色、清洁

技术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加快先进适用技

术的推广应用，持续推进以低碳化为导向的“供

给侧改革”。

其次，煤炭产业是甘肃省节能减排的薄弱环

节，应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超低排放燃煤发

电，优化煤炭循环经济产业链，推进煤制油气、煤制

烯烃升级示范，全面提升煤电高效清洁发展水平；

推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将

能源消费逐渐转向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最后，鼓励企业、尤其是现有的省级循环经济示

范企业之间通过签订物料供需合同或项目合作协

议、建立产业技术联盟等方式，探索建立循环经济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间节能减排责任共担机制，支持循

环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相互参股、持股，从而提高

循环经济示范区高耗能产业群整体的环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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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法律秩序论纲


●　郭　武，冀鹏飞

（甘肃政法学院 环境法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环境危机是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副产品，环境保护法律秩序应解决危机需求而生。我国环境保护法律
秩序建立在“外源型”法律规范基础之上，在本土法文化继承和环境习惯法价值衔接上是断裂的，因此，我国环境法

律秩序难以完成以自发秩序为开端的法律自创生过程。进化理性思维是解决环境保护法律秩序困局的前提，其具

体解决路径有三：环境法律移植的本土化、环境习惯法的嵌入与衔接、无序与有序的良性消解，而环境保护制定法

祛魅、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兴起、大地法理学和荒野法思想回归又为环境保护法律秩序未来发展提供了理论渊源。

关键词：环境保护；法律秩序；习惯法；制定法；进化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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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发展与两种秩序紧密联系：一是

维持生命存续的自然秩序，二是推动人类社会

发展的社会秩序。生态循环、能量流动、四季交

替、日夜分明、物种缤纷、出生死亡等周而复始

且井然有序，大自然有序运行为人类生存提供

了基本条件，无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生命无以

维系。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是人类活动的

共同体，社会秩序则维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和谐稳定。人类文明肇始于原始的社会关

系———领地和财产意识的萌芽，促使了部落和

交易的产生；生产力的增长和供求关系的产生

促使了货币和商业的发展。伴随人类数量的增

加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初始社会秩序无法满足

新的社会关系对于秩序的要求，社会秩序由自

生自发的习惯秩序逐渐转为人造的法律秩序，

而法律秩序的逐渐生成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走

向程式化、稳定化，它划定了行为边界，平衡了

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设定了资源分配方式。

法律秩序在社会秩序系统中最具有强制

力、执行力、规范性和稳定性，是继宗教秩序、民

间秩序和道德秩序之后，人类社会产生的最行

之有效的社会秩序之一。伴随人类活动范围的

扩大，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人与自然联系愈发深

刻，相关法律秩序突破了传统法律秩序价值，表

现为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的过渡，

以生态和谐为价值追求的环境保护法律秩序应

运而生。

一、法律秩序的概念辨析与阐发

（一）法律秩序

法律秩序之谓，中西方众说纷纭。宗教秩序

在西方世界的秩序观中根深蒂固，而在我国历朝

历代中道德秩序则对法律秩序影响深远。故而，

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宗教秩序孕育了现今自由

博爱的价值观，逐步形成了以尊重个人自由和价

值为核心的西方法律秩序价值，而我国因某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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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原因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鲜有土生土

长的法律规范，在法律秩序建构的过程中多移植

而少传承，本土的文化精髓和秩序价值有待继续

发掘和继承。

关于法律秩序的内涵，在不同时代和国度存

在不同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良好的法律即

良好的法律秩序”［１］，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阿

奎那承继了这种观点，认为“上帝对于创造物的

合理领导，就像宇宙的君王那样具有法律的性

质”［２］，但该语境下所表述的法律秩序带有浓厚

的宗教秩序色彩；凯尔森认为“一种‘秩序’是许

多规则的一个体系，法是具有我们理解为体系的

统一性的一系列规则。”［３］这种纯粹法学的思想

过于强调法律本身的作用，而忽略了法律实然层

面的实施效果。马克斯·韦伯则认为：“法律秩

序在法律社会学的意义上是一种经验证实了的决

定人的行为的复杂体系，而不能被理解为逻辑上

正确的法规。”［４］较前一种观点，韦伯将行为因素

考虑进法律秩序之内，但忽略了实然行为与决定

的行为（应然行为）之间的差距。庞德认为法律

秩序是“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而法律则是近现

代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和工具”［５］。这种观点可

以阐释法律之外的因素对法律秩序的影响，譬如

道德秩序等。哈耶克则提出“自生自发秩序”理

论，他认为在二分法基础上还应存在自生自发秩

序，“它既不是人造秩序，也不是纯粹自然秩序，

而是由某些制度或惯例构成的，是人类活动之结

果而非明确意图之产物”［６］如果从广义法学的范

畴看法律秩序，哈耶克所言“自生自发秩序”映射

在法律秩序之中就是习惯法，即由人类活动产生

但非人类意志的结果。

综上所述，法律秩序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根

植于法律制度之中且由此而生发出来的一种通过

人与人的实际行为所呈现的有序或无序状态。需

要说明的是，该语境下的法应作广义理解，不仅包

含有制定法，也包含习惯法；而法律规范也并非影

响法律秩序建构的唯一因素，还包括其他秩序系

统间的信息交流和相互影响。

（二）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范畴

对于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范畴界定，同样适

用一般法律秩序的界定标准，位阶层次上则为一

般法律秩序框架下的部分组成要素。环境保护是

一项公益性事业，关乎到一国公民生存发展的基

本问题，加之环境问题具有综合性、地域性、流动

性、潜伏性、公害性和难以修复性等复杂特征，故

对于环境问题的法律规制亦存在跨部门甚至跨学

科的特点（比如环境公益诉讼、环境侵权、环境犯

罪以及民法总则中的绿色原则等多部门法交叉现

象；另外，环境标准、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环

境资源规划等多学科互助现象也广泛存在），环

境法有其特殊的调整对象，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

与环境有关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区别于其他

部门法的基本标志。环境法的价值追求也异于其

他部门法，而更加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关照代

际公平。

环境保护法律秩序以环境法律规范为基础，

以环境习惯法为补充，通过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涉及环境资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环

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行为的有序状态。环境保

护法律规范是环境保护法律秩序之构成基础，对

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划分标准虽众说纷纭，

但就具体内容而言，观点基本一致。我国环境法

律体系主要包括：宪法（有关环境保护的宪法规

范）、环境行政法、环境民事法、环境刑事法、环境

诉讼法、技术性环境法律规范等［７］。从法律系统

论的视角分析，环境法是构成法律系统的要素之

一，在概念外延上具有法的一般特性。但系统内

部各要素之间又相对独立且运行自主，环境法有

其特殊的法文化内涵，环境保护法律规范和环境

习惯法共同型构了中国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实然

图景。

界定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范畴，必须澄清环

境习惯法的价值。对各学说不同的法律秩序的概

念归纳后不难发现，除哈耶克所认为的“自生自

发秩序”的观点外，法律秩序的概念范畴均围绕

法律规范和行为状态展开，是完全的人造秩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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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环境保护法律秩序除包含有环境法律规范

外，在民间还长久存在着环境习惯法调整机制：例

如，云南少数民族对于保护神树神湖的习惯法规

范；一些乡规民约对于集体所有林木的综合利用

与保护的规范（《南岗排习惯法（寨规）》，全文共

八条，其中涉及环境保护的有六条［８］）；西藏地区

少数民族对于某些动物的图腾崇拜与保护规范

（天葬仪式，不得捕捞鱼类）等。学术上，郭武论

述了关于环境习惯法的价值阐释以及如何实现与

现代法价值的有效衔接问题［８］。

环境法律规范体系中习惯法的地位和作用与

其他部门法律规范不同：程序法因其追求程序的

统一与公正，规定内容明确清楚且限制法官自由

裁量权，习惯法对现代程序法的实施意义不大；中

国的法律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刑罚发展史，法多

偏重刑罚（法即刑），但在罪行法定的原则之下，

刑事习惯法的传承在我国刑事法发展过程中也无

过多空间。我国行政规范以法治和民主为价值核

心，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合法行政底线不得突破，行

政法律法规是判断行政行为有权／无权的标准，习

惯法很难寻找适合生存的土壤。而环境习惯法在

环境法律秩序中则广为存在并长久流传，其在特

定区域内的执行力度与规范效果并不亚于环境法

律，环境习惯法的价值理念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

会使得环境保护立法更容易让人接受和遵循，这

也是环境习惯法之于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意义

之一。

（三）环境保护法律秩序之理性审视：进化理

性与建构理性

环境保护法律秩序是建立在具体的环境法律

规范基础之上的，良法不一定能形成良好的法律

秩序，但恶法一定不能形成良好的法律秩序。所

谓良法可简单理解为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能合

理调整特定区域内的社会关系，有利于社会经济

发展、文化进步的法律。需要强调的是，法律具有

明显的地域性，不同国家或不同法文化背景下对

于法律秩序价值的追求不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我们在吸收借鉴外来法律的同时，也要慎重

考量本土法文化的“排异反应”，故而合理的环境

法律规范是否应该继承、确认和吸收环境习惯法，

以及对舶来的环境治理理念如何更好的本土化等

问题的分析，需要我们理性反思环境保护法律秩

序的建构路径。

建国初始，百废待兴，经济文化复苏和法治国

家建设，莫不严峻且重大。国之复兴，法治当前，

受制于当时特殊背景，我国法律体系建设史也是

一部法律理论学习史和法律制度移植史。反观环

境法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从１９７９年《环境

保护法（试行）》颁布到今天环境法律体系的初步

形成，中国环境法治发展不过３０余年。伴随工业

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环境问题呈现出集中性、广范

性爆发的特点，环境立法工作也在同时期内紧密

推行，其主要借鉴了国外环境治理经验，而忽视了

对我国传统环境习惯法的继承。

可以从进化理性与建构理性视角两个路径

分析如何合理建构环境保护法律秩序，以力求

使相关环境法律秩序建构的问题明朗清晰。

“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唯理主义思想的代名词，

也是建构理性的代表。从建构理性观点分析，

环境保护法律规范是人们为了实现环境保护的

目的而刻意设计的，是完全的人造秩序。这种

逻辑方式否认了一切不能经由严密推导而得出

的结论，由此可知，建构理性也否定了所有不能

经由严密推论且证立的环境保护行为规范的有

效性。建构理性论述的前提是默认存在充分先

验的自我（即人类），但实际上这种先验的存在

具有极大的自负性，过于高估人类对于知识和

经验的把握，而容易陷入一劳永逸的乌托邦式

的理论的构想。故而，对于环境习惯法这种基

于人类活动而自生自发的秩序，建构理性的秩

序观会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秩序，也即否认

了环境习惯法的有效性。

反观建构理性本身，并不能对法律秩序进行

合理建构。建构理性过分夸大了人的理性作用，

认为法律秩序是完全依据人类自身理性建构的，

欲达某一目的而刻意设计的一种社会秩序。此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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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最大的悖论在于忽视了人的认知是有限的，而

知识是无限的，这种刻意设计也是基于“笼而统

之的幻想”之上的［９］。柏拉图从《理想国》到《法

律篇》的转变，也恰好佐证了法律是维护一国之

合理秩序的有效手段。“哲学王”［１０］是不存在

的，法律秩序的建构并非一日之功，更非一劳永逸

的工程，它同人类社会发展的脉搏同步，与人类文

明发展的步伐共行，法律的进化与社会的进化亦

步亦趋，没有人能够巧妙的设计出适应人类生活

变迁且明晰而精确的法律制度。对于法律规则的

普遍遵守，并非因为经由人们严密论证后，得出应

该去遵守这些规则，而是因为这些规则在人类生

活生产关系中逐渐形成，在各地习俗、习惯或惯例

之中不断修正，由此内生出来的普遍秩序观。建

构理性的前提是假设人类拥有全面知识和无限理

性，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事实证明任何否定传

统、否定文化传承的做法，都将在社会中遇到无法

消弭的顽强抵制力量。”［１１］

人们遵循规则，并不是因为人们知道规则是

经由严密论证的，也不是因为人们将规则变成文

化了，而是因为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生发出的秩序

观，这些社会秩序非经人类刻意设计，而是自生自

发的。哈耶克的动态规则理论和进化理性秩序观

从另一个视角对建构理性中的问题进行了阐释。

从哈耶克的观点出发，人类首先需要自我审视，认

清我们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相比无限的知识来

说，大部分人甚至处于无知的状态。同理，我们依

据仅有的知识所能创造的事物也是非常有限的，

即便是人类能够创造的事物，也难以保证一次性

创造的合理性、正确性和周延性。这也是为什么

人类所得到的真理常常是在不断修正错误中总结

出来的。

社会秩序的建构是根植于社会规则之中

的，规则的有效遵循并非基于规则本身，而是针

对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始发于人类最初处理

此类新社会关系的方式（带有偶然性），并以此

为基础不停的继承和修正，最终进化为普适规

则。进化理性较好的阐释了法律秩序的渊源，

认同进化理性并非完全依靠经验而否认理性，

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承认理性是有限的，对于理

性的把握是通过不断地学习经验并总结而来

的，对于真理的无限接近是在不断批判和继承

中修正的结果。

对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理性审视，并非是通

过某些个体智慧对环境法律规范进行严密推理，

而是在继承、批判和发扬那些已经被实践验证过

的习惯或惯例的过程中，找寻和修正真理。环境

立法应注重发挥自生自发秩序的本土优势，由内

而外生发出来的环境保护法律秩序更贴近人们的

预期，符合现有的生活轨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

复杂的，我们尚不能完全掌握自然规律，就贸然自

负地妄想通过创制法律规范而掌控人与自然的关

系，反倒是不理性的表现。任何一个初始条件输

入到社会和自然这两大“黑箱”里，其运算结果都

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完全准确预测的。

综上所述，环境法律规范是环境法律秩序的

前提，是环境法律秩序的实然面向；建构理性有助

于阐释环境法律体系框架结构的合理性，构成体

系的严密性，但也极易走入乌托邦式的理论误区；

而进化理性则真正展现了法律之源，明晰法律形

成过程，即动态进化的过程。所以，在环境法律秩

序建构的应然层面，既需要有严密的规范法学论

证，又需要尊重本土法文化的继承和法律进化的

基本规律。

　　二、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历史
维度

　　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比历史上任何一

个时期都要严峻急迫。中国传统秩序体系中虽有

“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合一”等宗

法秩序，但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市场经济趋于完

善、依法治国全面推行的今天，传统宗法秩序或道

德秩序等“软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关系

所需要的社会秩序。但绝不能因此而偏废，相反，

复兴传统秩序价值对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本土化

和价值继承意义重大。法律秩序框架下的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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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律秩序因价值理念的特殊性，有别于其他法

律秩序。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法治的背景下，

如何建构符合国情的环境保护法律秩序，协调生

态与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将环境保护法律秩序

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之中，值得我们深层次

反思。

（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秩序发展沿革

环境保护理念自古有之，譬如，“竭泽而渔，

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１２］，“草木荣华滋硕之

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１３］

从本质上讲，这是最初始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但

没有上升到环境法治的层面。我国系统的建构环

境保护制度体系始于１９７３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

护会议的召开，环境保护逐步上升为我国的一项

基本国策。而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建构起始于

１９７８年《宪法》修改和 １９７９年《环境保护法（试

行）》颁布，实现了我国“政策主治”到“环境法

治”的转变，在此之前，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全部由

国家政策调整。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立法，环

境法治的必然结果是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形成，

良好的环境保护法律秩序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和可持续性发展。

以国家发展计划（规划）为线索，我国环境法

治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五”计划至“五

五”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８０）的近三十年间，新中国百

废待兴，工业发展需求迫切，生产呈现高能耗、高

污染的特点，肆意开采矿产大炼钢铁、任意排放污

染物、滥砍滥发森林、过度放牧、围湖造田等现象

严重。这一时期是环境保护秩序建构初期，比如，

１９７３年确立的环境保护３２字方针，颁布了《关于

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六五”计划至“九

五”计划（１９８１—２０００）的二十年间，中国环境法

治逐步完善，环境保护列入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

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律《环境保护法（试行）》

在１９７９年颁布，标志着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开

端；“十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２０）是

中国环境法治进一步加强的时期，提出生态文明

建设要求，修订《环境保护法》，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都体现出国

家层面对环境保护的加倍重视。这一时期各类环

境保护制度以环境保护单行法的形式得到确认，

我国环境保护法律秩序在新的法律规范不断颁布

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完善。

我国环境法的起始发展，受国际局势（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

议）和国内形势（我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

会议的召开）的双重影响，加之我国粗放型的经

济发展模式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损耗和环境破坏，

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在借鉴外来理论和经验的基础

上逐步形成，法律本土化过程还未完成，精细化程

度仍有待提升。在本土法文化继承、环境习惯法

价值衔接以及环境法律规范自主性和自生性的发

展道路上，更是任重而道远。

（二）建构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困局

进化理性下法律秩序的形成过程是非常复

杂的。法律秩序因其强制性和稳定性，一旦形

成便产生示范效应，同时又是判断其他社会秩

序是否应该存续的标准。法律秩序有明显的地

区差异和主权色彩。不同区域内法律秩序不同

的主要原因是区域文化、习俗和惯例等的差异，

法律规范虽是人为设计，但传统秩序的烙印却

深刻而久远。如同凭空设计的法律规范不会长

久存在，脱离传统秩序而刻意设计的法律秩序

也难以存续，因为“历史事件中制度性遗留物，

一个人只能接触到他所经历和目睹过的部分，

或是从他出世伊始就铭刻在他的心中的部

分。”［１４］这部分“遗留物”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

远超过法律秩序的影响［１５］。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我国在建构法律体系的

时候刻意回避了传统法律秩序的继承，因此我国

法律秩序是建立在大量移植法律的基础之上，缺

乏进化理性思维以及对本土法文化的继承。我国

环境法治虽然仅发展了３０余年，但环境法律规范

门类齐全且数量庞大（包括有环境污染防治法、

自然资源保护法、环境损害救济法、环境犯罪制裁

法、防洪减灾法等）。我国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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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是短时期促成的，其背后原因是我国环境问

题的集中式爆发和生态状况的整体恶化。３０余

年的时间放置在历史长河中仅弹指一瞬，如此短

时间内完成一国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建构任务，

环境法律移植和国外环境治理理念的引进无疑是

高效的路径选择。但高效不等于达到帕累托最

优，法律移植大于法律继承也带来一些副作用，譬

如，使得部分法律规范没有发挥预期作用甚至出

现与既有法律的适用冲突，过度依赖国外制度借

鉴，而丢失了本土最珍贵的文化精髓。

社会关系的日渐复杂，使得社会分工更加精

细化。现今的社会关系已不再类似简单线性关

系，而是复杂的网状结构。我国环境保护过度依

赖制定法规范，而忽视了习惯法规范或道德规劝

作用。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使人们很难预料事物

发展的轨迹，妄图仅通过制定法规范而一劳永逸

的解决环境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法律之所

以被遵守，除了惩罚机制之外，最根本原因在于人

们对于共同的目标或秩序价值的认同，而这又是

建立在人类长久生活实践经验之上的。对制定法

过度移植和盲目自信，会持续弱化对乡规民约等

本土秩序的关注，丢失了经由人们总结生活经验

而得出的文化精髓，甚至与本土的秩序价值产生

排异。社会是动态的，新的社会关系、问题或矛盾

总是在不断超越现有法律秩序的框架，而法律规

范是滞后的，通过法律移植的途径弥补法律滞后

最大的风险在于，这种非本土生长的移植规范可

能会遭受本土秩序的怀疑和反抗，在具体法律规

范实施效果不达预期时，又会助长法律虚无主义

之风。“法律秩序是一种实践的事业，而非依靠

冥想，它所回应和关注的是社会的需要”，“其唯

一源泉和真正基础只能是社会生活本身”，［１６］因

此，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建构应以法律规范为基

础，而此规范必须是经由人们社会生活反复修正

和利益博弈后的最优选择。

　　三、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价值
选择

　　在调整对象范畴上环境保护法律秩序与一般

法律秩序一样，均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但在秩

序价值选择上，环境保护法律秩序除了协调人与

人的社会关系外，还通过调整人的行为而协调人

与自然的关系，关照自然是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独

有的价值追求，在这一价值体系下，人不再是自然

的主宰，而是寄居者。目前已有学者开始反思制

定法中心主义的环境治理理念，《地球正义宣

言—荒野法》［１７］在中国出版后，为我国环境法理

学界引入一股清流，生态伦理学的视角使我们不

得不反思，人类的自负心态和自然的应然位置。

而该书作者科马克·卡利南作为后人类中心主义

的先驱，其所倡导之荒野法思想将人与自然的法

理引申到一个全新维度，开启了另一个审视环境

治理的视角，直击传统法律秩序中人类固有的狭

隘和自负。

（一）制定法中心主义祛魅

我国环境保护法律秩序以环境制定法为核

心，同时深受环境政策与环境标准的影响。法律

作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背后有国家暴力

机关的保障，在制约效果上立竿见影。环境法作

为独立法律部门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延续了权

利／义务的法律调整范式，在规范内容上偏管制型

特点，故而有学者一度认为环境法是“公法”，由

此“环境制定法在部门法体系中的‘高位’特征与

诸多民间习惯规则的‘低位’特征之间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这一分野恰好阻隔了其与民间习惯规

则之间进行深入对话的可能”所以，制定法中心

主义的环境法治一元模式得到巩固，这势必会割

裂其与环境习惯法和传统法文化的联系，“外生

性规则与本土性供给之间的断裂”极易陷入建构

理性思维的误区，在不断地怀疑和否定中滑入法

律虚无主义的深渊［８］。

制定法中心主义在其他国家也广为存在且运

行合理，但我国环境法律建设呈“外源型”特征，

不同于他国“内发型”法律规范，其在本土秩序价

值继承和传统法文化融合等方面是缺失的，故而，

制定法中心主义在我国的弊端更加明显。我国环

境法律规范缺少进化理性下的试错和修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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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消除对进化———即试错机制的控制，又要

用自己当前的愿望塑造进化”，这显然是自相矛

盾的，因为“一种状况由其性质所定，它的结果不

可能取决于任何人的知识或能够得到的知识，如

果徒劳地试图让这种状况变得公正，只能毁了这

一过程本身的功能。”［６］

（二）生态整体主义理念兴起

由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向生态整体主义思维过

渡是进化理性思维的体现。古今中外，法律秩序

建构的表征是稳定社会关系，其最终目标仍是维

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虽然‘利益无原则可循’（因

此也不会产生自发的秩序），但是对能够带来扩

展秩序的公正规则加以抵制的做法，以及指责它

们不道德的说法，却是来自肯定存在一定利益原

则的信念。”［６］因此，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当代

利益与代际利益之间的博弈，是生态整体主义理

念兴起的直接动力。

从人类Ａ种利益向人类 Ｂ种利益的转变是

单向度的，因此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下的环境法律

制度设计将自然环境看作是法律系统的外部环

境，这种地位的差别使得环境保护法律秩序仍然

以人类为中心，而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很难

从真正意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只是收敛了人类

对自然的汲取和破坏行为，代际公平一说更是虚

妄的。如果想要打破人类的自我局限，即必须将

自然放在与人类同等甚至更高的位置。进化理性

思维下，人类必须放下自负的心态，以有限理性和

进化理性的视角审视自己的位置，反思以万物主

宰自诩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站在生态整体利益

之上，以关怀万物的胸怀和福泽后代的责任感为

价值基础，调整自身行为，正视有限认知，在大胆

假设和谨慎修正中使环境保护法律秩序逐步

进化。

（三）大地法理学和荒野法思想的回归

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引发了一些生态

问题，如上文所述，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规范

体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简而言

之，是平等关系、主宰关系还是寄生关系？“我们

每一个人都紧密地依附于这个美丽国家的土地。

但凡我们某个人触碰到这片大地的泥土时，我们

都会感到心旷神怡。”①大地法理学就是在反思这

样一个问题，即人类与自然谁是地球的主人，反思

以人为本而建构的法理学大厦，能否抵挡住今天

生态危机的风险。它为传统法理学开辟了一条崭

新的理论道路，以求正确对待大地（自然）与人类

的关系，建构一套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

的机制。而宗教秩序中，赋予自然万物以灵性，与

人类平等地享有自然恩赐的一切，从这个角度看，

宗教对于自然的领悟要远比法律博爱并具有远

见。同理，“大地法理学的抱负远远超过了目前

所有的法理学流派，还有可能成为构建环境法哲

学的思想渊源”［１８］

“荒野法表达着地球法理，认同并体现其据

以存在的地球系统的本质属性。作为一种路

径，荒野法既追求人与自然之间富于激情和亲

睦的关系，也追求与我们天性中自然原生属性

的深度关联。”［１７］荒野法并非一部具体的法律

规范，而是在表述一种理性思想的诉求，虽然荒

野法思想体系仍然模糊，但这并没有减弱其反

思当下治理模式的说服力。荒野的属性是一切

自然生物具有的属性，相比于人类，更多大自然

的生物生活在地球上的时代更为久远，享受安

逸之所也是它们自古有之的自然权利。荒野法

思想的兴起，将架起人与自然和谐沟通的桥梁，

多元的制度机制和生态本位的大视野法理学，

将给自然带来生机，给人类社会带来文化多元、

文明发展和秩序和谐。

　　四、我国环境保护法律秩序的建
构路径

　　我国是“外源型”法律的国家，现代法治理

念来源于对西方经验的学习。由于近现代战

争、经济和政治的压迫，我们不得不变法革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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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与本土法文化迥然不同的西方法治思想。

我国传统法律思想以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整体

利益为目标，忽视了个人价值，通常个人利益要

让位于整体利益，为达整体有序的目标而适当

牺牲个人利益。西方法治思想则恰恰相反，重

视私权和个人价值，以私权自由限制公权范围。

所谓凡事有度，过犹不及。我们在很长时间的

法治建设中一直积极学习和移植“先进”的西方

法治思想，不断地否定历史和批判传统。回眸

我国法治建设可谓是一部西方法律移植史，即

便我们成功移植了这一时期的西方法治思想，

在中国这片土壤之上能否扎根也未为可知。在

应对复杂社会变化时，缺失了本土习惯法作为

法源的补充、完善和支撑［８］，我国下一时期的法

治建设又将何去何从？

（一）环境法律移植的本土化

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一个运行合理的社会

系统一定保持运行闭合和认知开放的统一，当受

到外界环境激扰或与其他不同类型的社会系统进

行信息沟通时，因系统本身具有自主性，会识别信

息并作出内部结构的相应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

而这种局部结构性的变化也会融入整个系统，成

为系统的组成要素。要素的运行也是嵌入系统运

行中的，要素—要素、要素—系统、系统—环境的

良性运行共同促使了整个系统的良性运行。反观

我国环境法律作为法律系统的要素之一，环境法

律体系在短时间内建构并大量援引外国法律规

范，因此缺乏要素—系统间的信息沟通、信息识别

和结构改变等流程，与本土法律系统的兼容性还

有待时间的磨合。

法律移植能博取众法律制度之长，弥补本土

法律制度之缺陷，本质上是经验学习的良好途径，

但法律移植流程并非在相关法律秩序颁布后终

结，相反，移植法律制度的颁布正是真正意义上法

律移植流程的开始。每一种制度或规范的产生背

后都有其相应的社会关系或所保护的利益对象，

对于移植的法律，并非本土法律系统自创生的结

果。我们要以法律系统整体的视角观察法律移

植，在进化理性思维中不断修正移植的法律，使之

与本土法律系统兼容，让其放置在整个系统运行

中更加契合。

环境法律移植本土化内容包含两点：其一，对

传统环境法律秩序的继承；其二，与环境习惯法价

值的契合。环境法律移植最直观的问题是缺少传

统法律秩序的认可，它并非是传统法律系统自创

生的结果，在传统秩序价值和制度惯性的双重影

响下，移植的环境法律规范并不一定能得到人们

广泛的认同和遵守。对传统法律秩序的继承要本

着进化理性的思路，而不能试图通过一次完美的

立法而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必须“创

设在组织内部系统地强化‘反思机制’的法律结

构和法律秩序”［１９］，从而为系统自创生过程提供

动力。关于环境习惯法价值的契合，在公众认可

度和动态的法源—法律输送机制上有着重要意

义，下文将作详细阐述。

（二）环境习惯法的嵌入与衔接

如前文所述，在环境法律秩序的概念界定

上，我们必须反思制定法中心主义，将环境习惯

法纳入环境保护法律秩序之中。因为“环境习

惯法在非建构理性思维中具有极大的价值机

能，将源源不断地供给现代环境法走向不断完

善和繁荣。”“法律一元与现实多元的矛盾、外生

性规则与本土性供给之间的断裂以及环境法治

的公力强势推进与民间微弱运行之间的失衡等

弊病，唯有反思制定法弊端，释放环境习惯法的

巨大价值机能。”［８］环境习惯法本身会随着社会

关系的变化而更新，研究环境习惯法价值不能

抱有偏见，一味进行追本溯源的“知识考古”，那

些被历史掩埋地下的环境习惯法即使重见天

日，其对现代环境治理的借鉴价值也微乎其微。

历史的价值在于经验和缅怀，人类社会总归是

进步的，我们需要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谋求进

化，而不是谋求总结。

法律秩序、宗教秩序、道德秩序和民间秩序构

成了我国社会秩序的主要部分。环境习惯法类属

于民间秩序之中（但不能完全割裂与宗教秩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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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秩序的联系），从社会秩序规范的强制性角

度看，民间秩序属于非强制性的“软秩序”，且具

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受众并非是普适的，环境法

律是具有强制性的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而环境

问题具有区域性特点，环境法律规范对所有地区

的环境状况难以穷尽，故而，环境习惯法和环境制

定法的双赢便存在利益互补基础，对于环境习惯

法的法律确认既可以补缺环境制定法缺陷，同时

又强化了环境习惯法适用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环

境习惯法的价值。

法律的目的在于定纷止争，在“定纷”层面，

法律的优势在于清晰划分权利与义务界限，其

规范明确、价值普适、程序正义；而“止争”并非

是简单划分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解决的，“止争”

在于矛盾的调解和社会关系的恢复，ＡＤＲ机制

的介入能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入手，修复个案关

系、稳定社会关系，习惯或习惯法的作用对矛盾

的化解有着独有的优势，ＡＤＲ调解优势在于因

地制宜、遵循先例和习惯法规范（比如藏区的赔

命价制度）。因此，环境习惯法的嵌入是本土法

律自创生的经验来源，也是外来法律本土化的

有效途径。

（三）无序与有序的良性消解

人类为了应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并建构有序

的社会状态，在不断地创造和尝试中选择了法

律秩序，而变化着的社会不断地向既有的法律

秩序提出挑战，新生关系的初始无序状态对有

序状态的追求构成了法律自创生的原动力。本

土环境法律秩序建构路径有二：其一，社会实

践—新生环境问题—环境法律；其二，社会实

践—新生环境问题—惯例／习惯法—环境法律。

并非所有的环境法律都源自对环境习惯法的确

认，但环境习惯法和制定法都是欲应对社会实

践产生环境问题的最初无序状态。无序状态永

远存续，所以法律是滞后的，这种局部无序状态

的存在是法律秩序进化的原动力，而法律秩序

保障了整体的有序。

当一个局部无序状态成功转化为有序状态之

后，新的无序状态又会随之产生，以此往复循环。

建构这一进化过程的模型（无序—有序—产生新

的无序），无序到有序经历了社会反复实践，由经

验得出最原始最简单的调整路径（习惯—惯例—

习惯法），经由进化理性的反思和技术理性加工，

在不断修正中颁布法律规范，经由上述一系列反

射弧后，此无序之状态得到调整，逐步走向有序，

而法律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创生和自进

化，究其进化过程的根源，正是哈耶克所言的自生

自发秩序。所以，新的无序状态的开始预示着下

一次法律秩序进化的开端，从这个角度说，无序与

有序的转化只有在自生自发秩序的进化理性中才

能得到良性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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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与反思


●　种　政，郭　华

（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应当包括具有存贷资格的金融机构。作为结果犯，其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犯罪
结果是扰乱破坏金融秩序，具体而言，是对商业银行合法进行存贷款业务准入制度的破坏。对“公众”一词的理解

应为不特定多数人，还应区分吸收亲友、熟人和外部陌生人的存款是否在同一个犯意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

主观方面中应包括间接融资的非法目的。犯罪形态下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性质迥异，侵犯客体和社会危害性程

度均不同，现有司法解释将二者混淆，导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的过度扩张。直接融资行为应由证券法和擅

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进行规制。适度的直接融资是对正规金融有益且必要的补

充，刑法过度干涉有违刑法的歉抑性，还会降低公众的风险意识。因此在适用刑法时，要严格区分直接融资和间接

融资，以应对融资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并通过把握直接融资中存在的欺诈行为来限制刑法适用。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结果犯；直接融资；间接融资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２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８）０１１０２０８

　　一、概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１７６条的规定，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

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在非法集资类

犯罪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最为典型、频发的

犯罪。

一般认为，非法集资类犯罪主要指的是我国现

行《刑法》分则第二章规定的八个罪名，分别是非

法经营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欺诈

发行股票、债券罪，集资诈骗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假广告罪，合同诈骗

罪。据调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占

据了同期该类犯罪案件总数的８０％以上，从四川

省、江苏省、浙江省、河北省的有关数据来看，其中

相当大比例的案件被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在目前形势下呈

现的特点是：案件频发，且案件数量呈不断增长趋

势，这在经济发达地区体现尤为明显；案件影响可

能波及的地域范围较为广阔，受害者众多，高达数

百甚至上千人；涉及资金额巨大，动辄数千万上亿；

由于被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巨大，作案时间长，因而

对金融秩序冲击较大。行为人不择手段将社会闲

散资金集中，又没有相应的经济实力、监管机制和

风险承担能力，这样一方面会减少银行储源，加大

国家宏观调控难度，增添通货膨胀面临的压力，行

为人随意改变提高存款利率，影响国家制定的统一

利率，引发种种不当竞争，影响币值稳定；另一方

面，也无法保证存款安全和储户利益，很容易影响

社会稳定，甚至引起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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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对非法吸收存款罪进行了

较为详尽的规定①。但是在实践中认定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时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疑问与争议：本

罪的犯罪主体是否包括商业银行等有资格向公众

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公众的标准是什么；该罪是

行为犯还是结果犯；该罪的构成是否要有特殊的目

的等等，这与有关规范之间存在偏差、规范用语抽

象模糊、司法解释存在的事项遗漏、形式分散、内容

失当等问题有关［１］，也与一些学者和司法实践中司

法工作人员的理解偏差有关。因此，本文拟就各方

面争议作出评述并提出个人看法。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体

根据我国《刑法》第１７６条的规定，本罪的犯

罪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存在争议的

是有资格吸收公众存款、从事信贷业务的金融机

构如商业银行可否构成本罪的主体。持否定观点

的学者认为，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不能

成为该罪犯罪主体。原因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是法定犯，也是行政犯，对其的规定应符合“二

次违法性”原则，解释本罪的犯罪构成需要配合

参照我国有关金融管理的行政法律法规，才能得

出合理的答案。根据有关金融管理法律法规的规

定，设置本罪的立法本意是为了维护设立商业银

行的门槛，保持秩序，即将国家没有认可的、无资

格的机构排除在外，确立商业银行设立的审批制。

否定者由此认为，本身已经具有办理存款业务、存

款经营权的金融机构不在该罪的犯罪主体的范畴

之内。而且由于有资格的金融机构具有较强的承

担风险的能力，其违规揽储等行为具有较小的社

会危害性，行政处罚或上级单位处罚即可，不宜纳

入刑法的规制范围。［２］［３］［４］

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即使是有资格吸收

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

体。笔者同意这种观点。首先，从《刑法》的明文

规定来看，第１７６条把犯罪主体规定为自然人或

者单位，没有明文将金融机构排除在外。其次，从

否定者提出的法定犯的角度出发，否定者认为将

有资格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纳入该罪的犯罪主体

违反的法律法规主要是 １９９５年的《商业银行

法》、１９９８年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

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产生的法律依据是１９９５年的《商业银行

法》，该法只对商业银行的高息揽储行为规定了

行政法律责任，并没有规定任何刑事法律责任，因

此《办法》制定时，也就没有规定商业银行进行高

息揽储的刑事法律责任。但是，《商业银行法》已

于２００３年进行了修改，在第７４条和７８条中规定

了违规揽储行为的刑事责任，否定者依据的法律

基础早已不存在。从另一方面说，虽然刑法中的

法定犯要求有关行政法或者经济法已经提前对这

种行为作出了规定，但是“二次违法性”的原则绝

非绝对，即对于一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刑法可以跳过中间环节，直接将其纳入规制范围，

而非等待行政法先行规制，坚持作为所谓的“最

后手段”。再次，从法律解释的角度，“不要迷信

立法者或者起草者当时的主观意图，而是要探求

法律本身的真实含义”［５］，对立法目的的解释其

实是法学上的主观解释［６］，法律被制定出来以后

就成为了客观的存在，不能一味地追求以立法原

意为依据去解释法律，而要从法律本身出发，结合

现实的状况去解释法律。因此，在现有情况下，还

只是拘泥于“保护银行审批制”来解释内涵丰富

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

最后，从实践现状出发，具有存贷款资格的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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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５年６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最早对非法吸收存款罪作出规定，现行刑法也基本沿袭了该规定。１９９６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１９９８年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丰富了“该罪”的内容。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细化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要件：行为性质的非法性、行为方式的公开性、行为本质的保本付息性、行为对象的社会公众性。２０１４年，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行政认定问题、“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问题、“社会公众”的认定问题、共

同犯罪的处理问题、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证据的收集问题、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以及跨区域案件的处理问题进行了规定。



构非法经营、“变相吸收”的形式也十分多样，例

如用贷款吸引存款，进行资金的“体外循环”，商

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超过上级行规定的放贷规模进

行放贷，通过账外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方式操作

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在贷款中提前扣除私自提

高的利率息差，进行非法吸收存款；以先行给付实

物或期约的手段非法吸收存款；通过允诺存款人

对一些动产和不动产拥有长期使用权，进行招揽

存款。［７］根据有关数据，２０１１年底，我国城乡居民

人民币储蓄存款额为民间非法集资额的上千

倍。［８］由此可以看出，民间集资的总额与商业银

行吸收的存款额相比微乎其微。金融机构违规高

息揽储等吸收存款的行为会对金融秩序造成极大

的破坏，为何会认为其社会危害性小于民间非法

集资，这显然存在不合理之处。把有资格的金融

机构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并给予它们特权，也是

对市场中其他主体的不公。因此，笔者认为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应当包括具有存贷资

格的金融机构。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客观
方面

　　（一）“扰乱金融秩序”是否为必要的犯罪

结果？

《刑法》和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

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２０１０年《解释》）对本罪的客观方面进

行了规定，可以总结为行为性质的非法性、行为方

式的公开性、行为本质的保本付息性、行为对象的

社会公众性。此外，《刑法》第１７６条在条文中规定

了“扰乱金融秩序”。该项内容是否属于构成要件

意义上的犯罪结果？有学者认为本罪是行为犯，并

非结果犯，“扰乱金融秩序”只是对法条规定内容

性质的重复性说明，也是对该罪保护的社会关系的

揭示，并非本罪的犯罪结果。只要行为人实行了

１７６条规定的行为，那他的行为必然就会扰乱金融

秩序。［９］持结果犯论者认为，我国《刑法》对犯罪的

定义是定量和定性的结合，仅仅实施了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的行为并不必然构成本罪，还需要该行为必

须造成了足以扰乱金融秩序的危害结果。危害结

果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减少了国家储源，影响银

行资金吸收；二是公众的财产利益因犯罪行为而遭

受较大损失，导致了金融秩序的混乱。［１０］

笔者认为结果属性说更符合立法和现实情

况。首先，如果《刑法》第１７６条规定“扰乱金融

秩序”仅仅为了说明前文中行为的性质，确有重

复之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标题“破坏金

融管理秩序罪”也已经表明了该节所有犯罪的性

质，如果该罪名之下再次强调这个性质，也是无谓

的重复。其次，从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来看，其中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具体立案标准中对于

数额、人数、损失、影响、后果的列举充分表明了该

罪作为结果犯的属性，犯罪并非行为实施完成就

成立。从有关法律文件①以及２０１０年《解释》对

构成本罪应达到的数额、人数等内容的规定，可以

看出本罪属于结果犯，因为只有达到了这些标准，

才能认为集资行为“扰乱金融秩序”。最后，在非

法集资的治理过程中，要坚持综合治理，摒弃过去

单一的刑事主义政策思维定式，构建起民事、行

政、刑事法律相衔接的金融法律体系，在综合治理

的刑事政策框架内还要注意遵循宽严相济的原

则，非法集资犯罪属于交易型金融犯罪，相较于货

币犯罪等管理型金融犯罪，往往具有可宽性，应坚

持以宽为主，以严为辅，必须按照谦抑性的刑事理

念，只有在金融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了相当严重的

社会危害性，且民事、行政治理手段已无法对其予

以有效遏制时才有必要动用刑事法律手段［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相对于该节以及其他非法集资

型犯罪，法定刑和危害性都较低，将其纳入结果犯

的范畴，以此来限制该罪的适用，对实践也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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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２８条。



的意义。但是对于个人、单位连续多次小额吸收

公众存款的，可将其数额累计计算，以防止其逃脱

刑法的制裁。

（二）“公众”的含义

“公众”的含义和认定标准是认定本罪时的

另一个疑难之处。司法实践中对“公众”的不同

认定标准，常常会导致同类案件得到迥异的判决

结果。对既向本单位内部人员募集资金，又向单

位外部社会不特定人吸收募集资金的案件，如果

不同法院对案件中“公众”的认定范围不同，判决

认定的犯罪数额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典型案例有

“姜雪秀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与“西陵区房屋

开发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对存在中间人

再集资情况的案件，法院对“公众”的认定不同，

对案件中的出资人人数等关键情节的认定也就不

同，必然导致判决之间的差异，例如“黄克胜被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宣告无罪案”与“马小武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中采用不特

定多数人的概念①。有学者认为，即使行为人只吸

收了少数人的资金，也可以构成本罪的既遂。［１１］

但是如前文所述，本罪是结果犯，犯罪结果是扰乱

金融秩序，吸收少数人的资金，就算总额再高，也

难以对金融秩序造成侵害，最多只是侵犯了少数

几个人的财产权。将少数人也纳入到涉众财产性

犯罪的保护范围之中，无疑是不妥当的。甚至存

在公权私用，为保护借贷关系中的私人利益而动

用刑罚的危险。

２０１０年《解释》第１条将“社会公众”等同于

“社会不特定对象”。理解如下：一方面，关键词

是“社会”。社会性（外部性）和非社会性（内部

性）具有重要区别———社会性是指集资对象超脱

于亲友或者单位内部范围，非社会性是指集资对

象局限于亲友或者单位内部。另一方面，“特定”

也是与数量有关的，当数量超过一定程度，那么

“特定”本身也就模糊了，行为的性质就可能发生

异化。司法实践中，因为一些法官忽略了“多

数”，造成一些认定的集资犯罪中集资对象数量

较少，不太合理。对象仅为数人的案件，即使数额

巨大，定义为民事纠纷更加合适。

关于“公众”范围的认定，有一种较为典型的

争议点：如果吸收存款的对象中既有内部人员也有

外部人员，如何认定本罪集资对象的范围？有观点

认为，此时应当考察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是否属于

同一个犯意支配下的集资行为的对象。如果行为

人的集资行为的对象被证明不区分内外部人员，他

们都因一个犯意被整体认定为案件中的“公众”。

关于“公众”范围的认定，还有一个典型的争议点：

如果在集资过程中，出资人变身中间人，自己牵线

或吸收他人的资金，然后再将资金交给行为人，如

何认定案件中“公众”的范围？笔者认为，如果没

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种情况的，

就不应将间接的资金关系也归罪到行为人身上，也

就不应当将中间人吸收资金的对象计入行为人吸

收资金的“公众”中，因为中间人的行为不在行为

人的可预见范围之内。法律没有要求具有一定能

力的银行去审查每个储户的资金来源，也就更不能

要求集资的个人具有这种义务［１２］。２０１４年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案部联合颁布的《关

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明确了相应的特殊情况：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

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应当

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
方面

　　存在贷出所吸收资金的目的是否是本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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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件之一？有学者认为，本罪是为了禁止

未经批准而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与资

金用途没有关系，将资金用于经营生产还是投

资与本罪成立与否无关。［１３］有学者指出，《刑

法》第１７６条也没有明文规定本罪的犯罪目的，

而且如果认为本罪具有这种目的要件，那么对

将吸收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则没有相应

的罪名可以规制，这种行为也会破坏金融

秩序。［１４］

笔者认为“存款”是金融业务中具有特殊意

义的资金，对“存款”含义的解释不能脱离其在金

融活动中的本来含义，“存款”一词本身就表明了

资金来源与去向的特殊性，只有被用来从事资本

经营运作的资金才可以称为“存款”。在金融领

域，吸收存款是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是银行的传

统业务，也是银行的基本特征。银行吸收存款形

成经营资金，是为了从事资产业务，获取借贷利

润。存款业务的性质，不仅仅指金融机构吸收资

金，还包括对公众资金进行资本经营。本罪的犯

罪构成要件中虽然没有限定行为人吸收资金的目

的，但对“存款”名词的使用，表明它所保护的社

会关系中含有货币资本经营的目的，如果无视这

一内容，便会造成本罪的过度扩张。［１５］从体系解

释的角度，《刑法》第１７６条没有像《刑法》第１７９

条那样使用“资金”一词，更能说明“存款”一词在

本罪中的特殊性。

因此，吸收公众资金并不是本罪的唯一重点，

单纯吸收公众资金且不进行任何营利活动的行为

完全可以适用集资诈骗罪处罚，吸收公众资金用

于自身生产经营的行为可以适用《刑法》第 １７９

条处罚。本罪的关键应当落脚于使用吸收的资金

从事银行业务———信贷活动。［１６］简言之，本罪应

当针对的是间接融资的行为。

以刑法没有规定目的要件就否定该罪是目的

犯的理由过于牵强，因为非法定目的犯在我国刑

法中大量存在，得到了学界和司法实践的普遍认

同，比如《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成立盗窃罪、抢劫

罪、诈骗罪等犯罪需要行为人以“非法占用”为目

的，但是它们是公认的目的犯，需要行为人具有非

法占有的目的。

将以从事货币、资金业务为目的作为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的构成要件之一，可与其他罪名相互

协调，分离出的直接融资等行为依然可以纳入刑

法规制：直接融资的行为可以由《刑法》第１７９条

规制，单纯向公众融资的行为可以由《刑法》第

１９２条规制。

　　五、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定
的反思

　　在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将绝大部

分融资行为，既包括直接融资行为，也包括间接融

资行为，都纳入了该罪的规制范围之内，显然是基

于现实中集资案件突增的现状，只强调该罪的

“吸收”，弱化“存款”的本来含义，以便在罪名中

给大量性质模糊的集资行为以容身之地，实属一

种权宜之计。非法吸收存款罪实际上已经被变成

了“非法吸收资金罪”。２０１０年《解释》对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的定义（行为性质的非法性、行为方

式的公开性、行为本质的保本付息性、行为对象的

社会公众性），以及明确列举的 １１种典型的行

为，实际上变相地扩大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

规制范围，将以间接融资为内涵的“存款”，演变

为了“还本付息”的债权债务关系，完全没有区分

吸收资金的目的。［１７］

笔者认为在对集（融）资类犯罪的解释和适

用中，务必区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将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规制的行为限制为间接融资，而将直

接融资归入到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规

制中，并克制对直接融资行为的刑事处罚，把握行

为人直接融资时的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具体思

考如下：

（一）犯罪形态下的两种融资行为具有不同

的客体和社会危害性

融资行为有不同种类，不同的融资行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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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性质、内容和目的。行为人或者单位

充当金融中介机构的角色，吸收资金用于投资，这

属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没有金融机构介入的

资金融通方式，典型例子是行为人或单位以自身

生产经营为目的融资，各类“证券化”的活动本质

上也都是直接融资；有的“融资”以个人挥霍为目

的，这涉及诈骗。间接融资行为被《商业银行法》

规定，直接融资行为被《证券法》规定，二者各自

的债权债务关系、资金运转方式、参与主体都不

同，导致犯罪形态下的二者存在较大差别。不同

融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基

于目前中小企业正规渠道融资难的现实［１８］，直接

融资行为应当被更宽容地看待，甚至是作为正规

金融之外一种必然的补充；社会对于间接融资的

容忍度较低，因为它是具有更高风险的投资行为，

具有投机的性质；融资用于挥霍的诈骗行为自不

必说，是应当禁止和处罚的行为。从犯罪的客体

的角度出发，非法间接融资侵犯了商业银行准入

制度，扰乱了金融秩序，而非法直接融资侵犯了证

券发行制度。因此，这两种行为理应被刑法中不

同罪名规制，而非混为一谈。事实上我国《刑法》

也为二者单独设立了不同的罪名。

如前文所述，“存款”具有特殊含义，刑法设

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规制充

当金融中介角色的行为人的间接融资行为。从行

政犯二次违法性的角度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对应的是《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规制的是

间接融资行为；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

对应的是《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规制的是直接融

资行为。也许有人会认为该罪构成要件要求的

“股票”、“债券”形式使其适用的范围变得有限，

其实不然，因为非法直接融资中，发放的各种债权

凭证都可以被解释为“股票”、“债权”，此“股

票”、“债权”并非真正的“股票”、“债券”，只是集

资人非法融资的外在形式。

如果真如实践中处理和司法解释中规定的

那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质上想要惩罚的

行为是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兼容直接

融资和间接融资，那么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

业债券也只是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典型方式

之一，完全可以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包括，单

独设置该罪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既然擅自发行

股票、公司、企业债券行为单独成罪，说明直接

融资已经被独立规制了，那实践中为何要强行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保存部分直接融资行

为的残留？更何况被司法解释归入到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下的直接融资行为和擅自发行股

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所规制的行为不存在本质

区别。显然司法解释混淆了不同的犯罪行为，

扭曲了《刑法》合理的罪名设置，违背了罪刑法

定，模糊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笔者建议制定新的司法解释进行合理引导，

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在刑法中分开处理，分别

归到《刑法》第１７９条和第１７６条之下规制。将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进行区分还有更深远的意

义。根据二次违法性原则，融资类犯罪属于行政

犯，它们一般是以行政法中的有关规定为前提的，

行政法中的规定丰富了刑法中罪名构成要件的内

容。金融创新不断进行，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也

有进一步修改的可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都可

能被赋予更多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是直接融资和

间接融资本质的区别不会改变，以此为依据才能

将愈加多样的融资活动中滋生的犯罪与刑法的规

定合理地对应起来。否则，现有司法解释这种仅

凭借融资活动的外形去肤浅地对应罪名的方式，

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使刑法的适用变得越来越

混乱。提早厘清两者的区别，分而治之，对打击实

践中的犯罪问题，促进融资市场的健康发展，将实

践和行政法中的新发展反映到刑法中具有积极

意义。

（二）对直接融资谨慎适用刑法是刑法谦抑

性的要求

如前文所述，民间直接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对

社会存在积极的作用。我国金融体制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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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中小企业从正规渠道融资，民间直接融资

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是正规金融有

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

融资需求，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

力，有利于形成多层次信贷市场，是满足各类市场

主体融资需求的一个补充渠道，不应简单地纳入

集资犯罪的规制范围。将一些社会危害性存疑的

借贷行为直接纳入到刑事领域，违背了刑法的谦

抑性。

违背刑法谦抑性，扩张对直接融资的刑事管

制，还会淡化出资人应有的风险意识，会使国家承

担部分出资人应当自担的责任和风险。在市场经

济下，国家应当克制自己的“家长”角色，开辟民

间融资渠道，让投资人适当自担风险。司法机关

应当明确自身的定位，紧缩刑罚的适用，不应为舆

论和民意洪流所挟持。实践中常常会出现这种现

象：集资人对风险心知肚明，怀着侥幸心理参与集

资，若能获得利益，便不发一词，此类民间借贷也

就因其“隐蔽性”不被发现。但若出现集资人资

金链紧张，发生可能不能偿还借款的情况，危害到

了自己的利益，出资人便会以被害者的面目示人，

集体到政府机构“维权”，把政府当做自己不理性

投资的保底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和司法

机关往往会追究集资人的刑事责任。这种现象是

不正常的病态，不利于民众理性投资，也不利于法

律的恰当适用。

考虑到目前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都被混淆在

相同罪名之下规制的现状，我们应当限制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大适用，将直接融资行为从该

罪中分离，然后再限制对直接融资行为的刑法适

用。在确定集资面向社会公众的前提下，有学者

提出把握被归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下规制的直

接融资行为的本质在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

使出资人无法正常判断投资的风险，使其财产处

于高风险状态，可能导致较大的经济损失。基于

此，目前可以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直接融

资行为可以归为虚假宣传，本质是欺诈，造成信息

不对称，使出资人无法正确评估风险，比如以超出

企业正常利润水平的高额回报吸收资金，明显不

符合现实，这种违背企业盈利规律的集资会使公

众资金受到威胁。［１８］笔者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仍

然坚持由《刑法》第１７９条规制面向公众的非法

直接融资行为，再通过是否存在欺诈等恶意导致

信息不对称的宣传行为来酌情限制刑法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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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境外基础设施投资政治风险
防范的法律路径



●　凌　晔１，２

（１．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６；２．铜陵学院 法学院，安徽 铜陵 ２４４０６１）

摘　要：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政治和地缘因素，“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我国企业带来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机
会的同时，也蕴涵着巨大的投资风险。无论在国际法层面还是在国内法层面，我国对“一带一路”经济带沿线国家

的境外基础设施投资保障存在着制度缺失。为保障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安全，我们需要在

国内法层面建全投资风险预防与保险机制，在国际法层面完善保护投资的条约体系。

关键词：“一带一路”；境外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政治风险；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Ｆ５１２．３；Ｄ９９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８）０１１１００８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

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

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

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

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

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

络。”“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几十个国家，贯穿欧亚

大陆，连通中国同东南亚、中亚、西亚、俄罗斯和东

欧直至西欧等地，在这样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基础

设施建设需求巨大，也赋予了中国企业大量的投

资机会。［１］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在“一带一路”沿

线开工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复杂的国情和地缘环境又潜藏着巨大的

投资风险。本文试图对“一带一路”境外基础设

施投资风险进行分析，提出构建保障我国企业在

该地域内投资安全的国际法制体系对策。

　　一、“一带一路”经济带境外基础
设施投资的政治风险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殊的地缘环境

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特殊性，一方面沿线各国对相

关的工程项目建设和布局普遍持欢迎态度，另一

方面由于沿线复杂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

形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制度，常会导致

基础设施投资工程项目出现反复，也使投资者和

建设者承担了较大的风险。

（一）沿线国家复杂的国情使其对外资抱有

矛盾的态度

从历史的影响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

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和

东欧国家，另一类是广泛分布在中亚、东南亚至中

东地区的二战后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其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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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国家曾长期采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

其市场和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相关制度不够健全。

后一类国家则由于被殖民的惨痛历史，在独立后

民族意识勃兴，因强调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对外资

持疑忌态度。尽管伴随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变更

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两类国家普遍放弃了原

来的立场，但旧有的意识形态在国内民众中仍然

存在，而且政府面对经济波动时仍有可能为顺应

或者利用民意而启用包括国有化和征用等在内的

对外资不利措施。

从现实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一部分国

家由于法治状况不佳，政府守约意识较低，违约风

险加大，更加之其中有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度差，政

府更迭频繁，继任政府可能对前任政府的法令契

约全盘推翻重来，更加重了这一风险。基础设施

建设周期长，从立项到完成往往需要经历几年甚

至数十年的时间，期间经历立法变化和政府更迭

的概率远高于一般项目，政府违约的风险也随之

上升。如在缅甸的密松水电站项目中，２００６年中

电投与缅甸第一电力工业部签署了合作谅解协

议，在完成包括环评、选址、征迁等一系列前期工

作后，２００９年中缅成立合资公司，以 ＢＯＴ方式建

设水电站，水电站开工后却在２０１１年被缅甸政府

以“民意”为由叫停，造成中方投资的重大损失。

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政治环境存在

着现实或者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宗教对立、民族矛

盾、恐怖主义和地缘政治纠葛的存在使得部分国

家面临着来自国内政局动荡和国外安全威胁的影

响。在中西亚、南亚、巴尔干和北非的一些国家对

外战争和内部叛乱不断，同时这一地区也是全球

恐怖主义策源地和高发区。基础设施是不动产，

具有军事价值，容易被交战方和恐怖分子视为攻

击的对象，这更加大了投资风险。

（二）地缘政治环境隐含合作方冲突和外部

干预风险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大多需要穿越两

国甚至多国国境，相关国家在项目合作过程中可

能产生的冲突会增大政治风险发生的概率。从宏

观上看，战略利益的分歧是产生跨境基础设施投

资政治风险的根本原因。跨境基础设施的建设需

要多国协同进行，虽然沿线各国都有着发展的需

求，但在沿线区域发展方向、目标和实施方案上，

各国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出于地缘政治考虑，

对其他国家投资者介入本国国内或者具有地缘利

益的相关区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存有戒心。例

如，俄罗斯长期将中亚地区视为自己的后院，这在

俄罗斯对中亚油气外输管道的控制上表现的最为

典型。从微观上看，跨境基础设施投资中的政治

风险则产生于沿线国家政权更迭所带来的意识形

态改变和各国政府在面临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风

险时的权宜应对。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丝绸之路”穿越了大陆腹地，联结了亚欧大陆。

英国学者麦金德在１９０４年就曾针对欧亚大陆腹

地的地缘政治地位作出著名的论断：“欧亚大陆

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

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

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２］“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

的太平洋西岸和印度洋沿岸地区。“一带一路”

沿线又是今天国际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包

括金砖国家中的印度、俄罗斯、南非在内的新兴工

业化国家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相关国家在该区

域内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主导地位可能转化为地

缘政治上的优势，因此第三国对项目的干涉和争

夺也可能成为诱发政治风险的重要因素。斯里兰

卡政府在２０１５年叫停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投资

的科伦坡港口城工程，并于次年修订了与中方的

合同，将原给予中国投资者的２０公顷土地使用权

改为９９年租赁。该国政府发言人在２０１６年８月

表示，尽管国内也存在着反对意见，但项目暂停的

原因是来自印度政府的压力［３］。类似情况，近年

来已多有发生，这说明外部干预风险确实存在。

（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性质决定了投资

者避险能力较弱

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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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在国的“公共利益”相关，通常采用ＰＰＰ模式

进行建设，容易受各国法律和政策变化的影响。

这种风险贯穿于投资准入、项目实施到收益分配

与汇出的全阶段。在投资准入阶段，通常各国立

法对基础设施项目规定的审批过程更长，在国家

安全、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会有更审慎和复杂的

审查程序要求；在项目实施阶段，土地征收、财政

支持等方面都需要获得当地政府支持；在收益分

配方面，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营主体不能单纯以

收益最大化作为项目投资和建设的目的，而作为

“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会对项目经营者的定价

等运营行为进行监管和控制。

同时，由于基础设施是不动产，基础设施项目

的投资者对东道国政策和法律变化的应对能力有

限，投资者很难灵活地在较短时间内对其投入基

础设施的资产进行转移和处分，因此，一旦东道国

政策发生变化，如对基础设施项目实施国有化和

征收时，则投资者的损失就会被锁定。而在政府

违约的情况下，投资者前期投入的沉淀资本也很

难收回。

再者，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数额大、回收周期

长，通常项目融资安排较为复杂。“一带一路”以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其货币稳定度较

低，各国为了维护国内金融秩序，往往对货币汇兑

设立各种条件和门槛。一旦国际收支出现风险，

就有可能采取严格限制货币汇兑的措施。遇到限

制或者禁止货币汇兑的情况，不仅会造成项目直

接投资者的损失，而且还会造成相关融资方的损

失，产生系统性的风险。［４］

综上所述，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基础设施领域既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又要承担

巨大的政治风险，包括政府违约、征收、汇兑限制、

战争和内乱等。在面对政治风险时，完善的法律

制度将是保障投资者权益的首要工具。

　　二、“一带一路”境外基础设施投
资保障法律制度的缺失

　　投资者在投资前对投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

法治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和谨慎评估，并注重相关

合同条款的严密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风险

带来的损失。但整体而言，对于投资者来说，政治

风险难以预见和规避，“一带一路”境外投资的法

律制度不够完备，放大了政治风险及其损害。

（一）部分沿线国家缺乏良好与稳定的投资

法律环境

作为长线投资项目，基础设施行业对东道国

的制度质量要求较高。［５］部分沿线国家的投资立

法因政府外资政策的改变而经常修订，缺乏稳定

性。其原因是，沿线一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国家仍然面临着塑造其政治经济体制与结构的任

务，其国内法治状况欠佳，造成沿线国家对外资的

需求和承受能力因时因势而异，因而其外资政策

也随之变化，由此造成其外资立法相应地频繁调

整修改。如哈萨克斯坦在独立以来，其投资法制

不断变化，主要有１９９４年通过的《外国投资法》、

１９９７年通过的《国家支持直接投资法》、２００３年

通过的《投资法》和２０１４年的几次修订。从内容

上看，外资进入哈萨克斯坦还将面临着审批与监

管壁垒、国家安全壁垒、本地化要求壁垒、社会责

任壁垒等多种壁垒。［６］同时，其法律规范原则性

规定较多，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可操作性不强，

也增加了法律适用中的不确定性。［７］

（二）缺乏统一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多边投

资条约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广阔，跨亚欧非三大

洲，涵盖不同文明圈，而且地域内不同区域经济发

展形态不同、发展阶段也存在明显差异。这一方

面说明各国经济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有加强交往

的需要，但同时也体现出区域内各国缺乏建立区

域经济组织的共识和利益驱动。目前，在沿线范

围内存在着一些次区域国际组织，这些组织多体

现出所在地域的特色，其成员全部位于区域内的

国际组织主要有上海合作组织、由俄罗斯和中亚

国家建立的亚欧经济共同体、中西亚经济合作组

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这些组织有些是专以经济

合作与一体化为目的，有些则是包含经济职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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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综合性国际组织。另外，区域内一些国家还

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欧盟等其他国际组织。诸

多次区域组织的存在一方面为区域内各国的合作

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在该地区形成了相互竞

争的关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性国际组织的

形成和发展。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时间

并不长，区域内一部分国家对这一倡议的实施还

持有一定程度的观望态度，在这样广大的范围内

形成统一的经贸规则需要非常漫长的一个谈判过

程。统一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和投资条约的缺

失增加了跨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难度，也使投资者

面对政治风险时难以寻求区域性的救济措施。

（三）我国海外投资法的缺失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长期引进外资，而对海

外的投资规模较小，因此没有制定系统的境外投

资法。自２００８年以来，我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出现

了大幅增长，但立法并没有适时跟上。已有的一

些部门规章，如商务部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

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境内机构境外直

接投资的外汇管理规定》等，又偏重监管，缺乏对

投资的保护和促进。由于没有制定海外直接投资

法，投资者在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的投

资环境时，无法根据国内立法寻求救济。而海外

投资保险等制度的缺失，又导致基础设施这类投

资规模大、政治风险高的投资领域，一旦遭遇政治

风险，投资者难以将损失分担出去。

（四）缺乏投资争端的区域性救济措施

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华盛顿公

约》的缔约国，可以利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的调解和仲裁机制来处理投资争议，但针对区域

内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这种解决方式仍然存在

着不足之处：（１）《华盛顿公约》适用缔约国与另

一缔约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而在“丝绸之

路”经济带区域内，部分国家没有加入到公约中

来，如越南、缅甸、老挝、伊朗、印度、波兰、塔吉克

斯坦等国并未签署《华盛顿公约》；（２）即使在各

国均为《华盛顿公约》缔约国的情况下，投资争端

能否提交ＩＣＳＩＤ裁决，还需要获得当事国的书面

同意。较之一般投资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

性更强，各国可能会在具体的项目投资合同中排

除ＩＣＳＩＤ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另外，即便通过

ＩＣＳＩＤ作出裁决，其执行也难以得到东道国的配

合。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了对于 ＩＣＳＩＤ仲裁规

则和裁决结果的质疑，一部分国家，如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选择了退出 ＩＣＳＩＤ，而包括“一带一路”

沿线的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在内的１１个

亚太国家近期声明达成的 ＣＰＴＰＰ框架协议中，很

重要的一项内容是限制原 ＴＰＰ中的投资仲裁条

款①，反映了这些国家对ＩＣＳＩＤ在国际投资争端解

决中发挥作用的疑虑。因此，构建一个立足于区

域内各国协议的、反映区域内国家共识的投资争

端解决机制就成为进一步促进区域投资，特别是

保障基础设施投资方利益的必然选择。

　　三、“一带一路”境外基础设施投
资保障的法律路径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是主要的资本输

出国，面对跨境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的诸多风险，

需要从多个层面为我国投资者建立起投资法律保

障网，保护我国境外投资的安全，并维护“一带一

路”区域内投资公平的环境和多赢的投资秩序。

（一）单边主义路径：国内层面的系统立法

投资者进行境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独自面

对和承担风险，无论投资者实力多么强大，面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跨境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的高

风险，都是难以独自应对的，为消弭和降低投资者

的风险，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内法制体

系。在“一带一路”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立法

需要从风险预防和投资担保两个方面加强对投资

的保障。

１．完善投资风险预防制度

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项目采取备案制为主，

备案制与核准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国务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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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２０１４年版）》规定

境外投资中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

目，要经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核准制一定

程度上保证了政府对于投资项目风险的控制。根

据《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七条

规定，敏感国家和地区仅指“未建交和受国际制

裁的国家，发生战争、内乱等国家和地区”。在

２０１７年８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

和外交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

资方向的指导意见》中，将“我国缔结的双多边条

约或协议规定需要限制的敏感国家”纳入需经投

资主管部门核准的范围。

对于“丝绸之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

出现经济急剧振荡、国家信用下降等风险的概率

要远高于发生战争和内乱的风险，同时存在战争

和内乱风险的国家在项目实施前未必实际陷入该

种风险，“双边条约或多边协议规定需要限制的

敏感国家”则采用了条约认定标准，其对“敏感国

家”的规定都未尽周延。因此，对“敏感国家和地

区”的界定应当采用概括性的描述，赋予国务院

投资主管部门以一定的裁量空间。

为与这一制度要求相配套，应逐步健全投资

风险评估与预警制度。由外交部和商务部收集相

关国家信息，并对沿线国家的风险状况进行定期

评级，将达到一定风险级别以上的国家，列入“敏

感国家和地区”名录。同时，外交部和商务部还

应针对沿线国家的突发状况不定期的发布风险警

示信息。

２．健全境外投资保险制度

２００１年成立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我

国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海外投资保险公司，其

可以向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提供投资保

险等境外投资风险保障服务，承保范围包括因征

收、战争、汇兑限制和政府违约等政治风险遭受的

损失。但由于我国并没有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

法，因此该公司在签发保单时无明确的法律可以

遵循。［８］

目前我国的境外大规模投资主要是在类似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这种具有中高政治风险区

域展开，因此承担的保障任务也比较重。我国的

境外投资保险制度设计也要充分考虑到这一因

素，适应这一形势：首先，应实行保险审批机构与

业务经营机构相分离的制度，将审批职能交由外

交部、商务部和财政部联合行使，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则专门从事业务经营；其次，保险的范围应

根据区域投资担保机构的保险范围确定，不仅包

括传统的国内征收险、战争和内乱险、汇兑险，还

应包括政府违约险；最后，投资保险制度应当特别

注意与区域投资担保机制的衔接，保障保险人的

代位权的实现。

在构建境外投资保障制度的过程中，立法者

应当特别注意几个方面的平衡：一是追求投资效

率和投资安全的平衡，既要通过立法引导投资者

将资金投向收益高的领域，也要注重通过政府管

控手段预防投资风险的发生，保护投资安全；二是

政府调控与投资自主的平衡，政府调控只是为了

更好地促进和保护投资而不能替代投资者的自主

决策，项目本质上仍然是投资者的市场行为，除为

实现特定的国家利益或者战略目标等特殊情况

外，政府绝不能替代投资者决策也不能承揽投资

者的风险，这样才能逐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市场秩序向有序且良性的方向发展；三是公共

利益与投资收益的平衡，在对跨境基础设施项目

进行监管的过程中既要注重维护项目投资者的收

益，也要注意到项目本身的公共性，保障公众和社

会从项目中受益。

（二）双边和复边主义路径：缔结双边和次区

域投资条约

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广阔、国家众

多，较难形成统一的区域性多边条约，为应对这一

情况，我国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

中，采取了“一国一策”的做法，首先寻求在双边

条约中的突破，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ＢＩＴｓ）和次

区域多边投资条约为基础，构建“丝绸之路”区域

性投资条约体系。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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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个国家签订了 ＢＩＴｓ，从东南亚到中东欧的

“一带一路”经济带绝大多数国家与我国签有

ＢＩＴｓ。跨境基础设施的投资保障需要项目所涉及

的各国之间的制度衔接。中国与各国签订的

ＢＩＴｓ在内容上基本相同，可以适应制度统一性要

求，但一方面，这些ＢＩＴｓ很多是在上世纪９０年代

签订的，内容陈旧，缺乏投资准入和国民待遇的规

定，同时大量跨境基础设施投资涉及三个以上的

国家，仅依靠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还不能为其提供

足够的投资保障。

在“一带一路”这样幅员广阔的范围内，选择

缔结次区域多边投资协定的方式来构建区域性投

资条约体系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一方面，次区域

内部国家联系更加紧密，双边投资额相对较大，有

较强的缔约意愿；另一方面，次区域内部国家有着

更迫切的建设跨境基础设施的需求。换个角度来

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很难在投资等

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领域达成一直意见，更难接

受统一规则的约束，特别需要考虑的是，沿线还存

在着诸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沙特和伊朗等存在较

大矛盾与分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要想让这些国

家在短期内抛开历史纠葛、教派纷争和主权争议，

在谈判桌上达成一致更是希望渺茫，双边和次区

域的合作和规则是更为现实的选择。而且，从

“一带一路”实施的宗旨和目的来分析，即使没有

高度组织化的区域性国际机制和规则体系，也不

影响我国和沿线国家合作的开展，“中巴经济走

廊”的顺利推进就表明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完

全可以在双边的层面展开。

在“一带一路”沿线，虽然我国主导或者参加

了多个次区域经济组织或者合作机制，但其合作

仍有待加深。在东南亚，中国与东盟之间已经签

订了投资协议；在中亚，上海合作组织的贸易投资

便利化进程已经展开；在西亚，“中国———海湾阿

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自贸区谈判在２００５年签订

了《投资保护协定》。但有更多国家参与的中国

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中阿合作论坛）尚未在

投资领域达成成果。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启动的

“１６＋１”机制也处于论坛层面，没有缔结次区域

投资协定。有鉴于此，我国可以采取两种方法来

实现突破：一是在已经普遍缔结的 ＢＩＴｓ基础上缔

结次区域多边投资协定，由于已经签订的 ＢＩＴｓ具

有相同或近似的结构和规则，因此这种次区域多

边投资协定更易为各方接受；二是采用“中

国———东盟”模式，即我国为一方，以次区域组织

为另一方谈判缔结投资保护协定，这种方式将原

本与次区域内各国逐一谈判的方式转化为与次区

域组织的双边谈判，缔约效率较高。

在次区域合作领域，由于各国之间的关系更

加紧密，当事方较少，利益分歧更容易弥合，因此，

除了缔结专项的投资协定外，更可以在广泛的经

贸谈判议题中列入与投资有关的内容，订立综合

性的条约。这样，可以在次区域范围内形成从贸

易、金融到投资规则对基础设施投资全方位的保

护。目前，我国参加的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Ｒｅｇｉａ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简称ＲＣＥＰ）即是很典型的

例子①。尽管谈判仍然在进行之中，但作为一种合

作范式，ＲＣＥＰ这样的综合性协定可以被推广到

其他适宜的次区域合作范围。如在中亚地区，上

海合作组织在向经济合作领域拓展的过程中已经

取得了一些成果，达成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

进行政府间合作的的协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基础的制

度空间②。但如果想要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更高

水平的保障，则仍应借鉴 ＲＣＥＰ构筑一个更全面

的保障投资者权益的规则体系，其中至少要包括

投资者待遇标准和争端解决条款等内容。

（三）区域主义路径：促成区域性专项协定与

利用全球性多边条约体制并举

尽管通过双边和次区域合作达成的条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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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ＣＥＰ是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１０＋６＂）的旨在建立１６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其目标包括消除内部贸易壁垒、
创造和完善自由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此外还将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多领域。因此，其是一个全面涵盖投资、贸易诸多领域的综合性协定。

这些协定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海关合作与互助协定》等。



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满足“一带一路”基础

设施建设在国际层面制度保障的需要，但在诸

如投资保险和争端解决等领域则需要有更高层

面的条约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

的签订，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跨境基础设施投

资保障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在区域范围内缔

结一揽子经贸合作条约体系的前景不明朗的情

况下，可以分步骤、分领域缔结专项协定。专项

协定由于宗旨和目标明确，且谈判主题集中，容

易达成共识。我们可以争取在区域性专项条约

的缔结方面取得突破，为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保障。

世界银行集团（ＷＢＧ）的发展历程给“一带

一路”经济带的基础设施投资保障机制提供了

一个成功的范式。从１９４５年签订《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协定》到１９５６年《国际金融公司协定》和

１９６０年《国际开发协会协定》，再到１９６５年《华

盛顿公约》和１９８５年《汉城公约》的签订，ＷＢＧ

从最初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宗旨和提供

信贷的核心职能逐步发展出投资争端解决和多

边担保的机制，拓展出包括 ＩＣＳＩＤ和 ＭＩＧＡ的投

资保障体制。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严投

行”）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有近似之处，也承担着

在区域内履行促进投资和发展的职能。专项协定

的订立模式，可以学习世界银行集团，在“亚投

行”的主导下，订立争端解决和投资担保的专项

协议，以建立与亚欧基础设施和其他实体建设与

投资相适应的有关机制。由于“亚投行”作为区

域国际合作平台的地位和拥有强大的资金实力，

其在争端解决和裁决执行方面对成员方具有较强

的拘束力。

区域性专项条约的主题可以集中在以下领

域：（１）投资准入，推动区域内国家相互给予准入

前国民待遇，各国以承诺表形式开出负面清单；

（２）投资待遇，在区域层面给予投资者享有国民

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投资环境；（３）投资担保，在

亚投行层面建立区域性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与国

内建立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衔接，确保境内保险

机构赔偿后能够向投资东道国代位求偿；（４）争

端解决，提供区域性的、能够为各国普遍接受的争

端解决机制。

在全球性条约层面上，由于大部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加入，《华盛顿公约》所建立的投

资争端解决机制和《汉城公约》所提供的多边投

资担保机制都可以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

提供保障。除此之外，我国的企业还可以援引其

他全球性多边条约来保障自己的投资权益。仅以

《能源宪章条约》（ＥｎｅｒｇｙＣｈａｒ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ｙ，ＥＣＴ）为

例来分析，该条约以“能源”为主题，涵盖了能源

的勘探、生产、转换、运输、分配与使用各个环节，

其中包括“促进能源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与相互

联系”。该条约第三部分为“投资促进与保护”，

对投资保护、损失补偿、征收等问题做出了规定，

条约第五部分则对“争端解决”做出了规定，这些

条款均可适用于ＥＣＴ缔约国间的通讯线路、油气

管道和其他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从中亚和俄罗斯

到西亚的“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着世界上能源最

富集的国家，这一区域内所建设的跨境基础设施

也多是为能源生产和运输服务的，而且从中亚、俄

罗斯到西亚、东欧的二十余个“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已经加入ＥＣＴ。我国已经于２０１５年签署了《能

源宪章宣言》，但还有必要进一步成为 ＥＣＴ成员

国，并在有关的条约谈判中采取积极态度，尽最大

限度地争取对我国企业境外基础设施投资有利的

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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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型担保合同纠纷之辩思


●　刘　洋

（贵州大学 法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０）

摘　要：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基点，立足于法律解释方法论，探
讨买卖型担保合同的内涵及处理方式。采用案例类型化区分方法，整理分析此类纠纷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司法

实践现状。以此，审视分析买卖型担保合同并将其定位为不同于让与担保等担保物权，合法有效的代物清偿预约

合同，是一种就标的物并无优先受偿的债权性请求权。此种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行为的新型担保方式，为维护双

方当事人权益提供法律依据及理论支撑，也为各地法院处理类似案件指明了法律路径。

关键词：买卖型担保合同；民间借贷；代物清偿预约；优先受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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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以
其手续简便、放贷迅速的特点，有效缓解了中小企

业融资难题，满足了市场主体的资金需求，成为广

大市场主体融资的重要渠道。当前，在司法实践

中出现了一类为保证债权实现而以签订买卖合同

提供担保的合同纠纷案件。面对“现有的法律体

系下，仅有的典型担保方式并不能充分满足交易

上保障融资安全的复杂需求”［１］，“名为买卖实为

担保”合同不仅可以克服典型担保物权的低效，

便于发挥不动产及动产担保的用益功能，也增强

了缔约双方交易的确定性，节约交易成本。

然而，关于该类担保合同的名称却因理论界

和实务界对合同性质、效力认定的争议而一直没

有统一称谓。通过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检索发现实

践中此类案件大多以买卖合同纠纷作为案由立

案，实务中将之称为“担保型买卖合同”，偏重于

强调合同的买卖特性，但探究该类合同的本质，买

卖合同设置目的在于发挥担保价值，买卖合同只

是其外在形式，将其命名为“买卖型担保合同”，

更能凸显其价值理念。面对学术界的纷争和实践

中此类纠纷的涌现，为统一人民法院裁判，维护双

方当事人权益的总体协调和动态平衡，最高人民

法院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３日颁布的《关于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规

定》）对此类合同纠纷进行了规制。

一、买卖型担保合同的法律规制

（一）买卖型担保合同的内涵

所谓买卖型担保合同，是指借贷关系中的债

权人为保证债权实现，另与债务人签订买卖合同，

约定借款到期，债务人未能按期偿还本息的，债权

人有权要求行使“已转移所有权”的买卖合同标

的物，或者要求债务人履行转移买卖合同标的物

所有权的义务。［２］其实质为担保合同，买卖行为

仅是担保之假面，担保才是其真实目的。具体而

言，买卖型担保合同包含两类：其一，买卖合同签

订并完成标的物所有权转移，于借款债务不能清

偿时以标的物所有权抵偿债务的“以合同标的物

所有权担保债务”类型；其二，根据借贷合同中约

定借款到期不能清偿债务时，履行买卖合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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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物所有权的“以买卖合同担保债务”类型。

对于第一种担保类型，因违反我国《物权法》

第１８６条关于流质条款的规定，而使得买卖合同归
于无效。对于第二种担保类型，《规定》第２４条作
出了“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

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

行买卖合同的”，“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的处

理方式。即从其文义可知，当事人订立买卖合同成

立于借贷合同的同时或者之后，买卖合同尚未实际

履行，担保标的物的权利并未预先转移。从目的解

释的角度，可解读出当事人订立买卖合同意在为借

贷合同提供担保，起到担保作用的为买卖合同的债

权而非合同标的物。据此，《规定》只对买卖型担

保的第二种类型，即以买卖合同担保债务，并未转

移标的物所有权情形指明了裁判规则。本文将对

该类合同进行狭义理解，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为基

点，结合具体司法实践现状，探究该合同的基础理

论，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实践适用效果。

（二）买卖型担保合同的处理方式

准确理解和把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该类合

同所采用“分阶段处理”，即先审理民间借贷关

系，再实现当事人代物清偿意思表示的处理方

式，［３］对厘清买卖合同与借款合同的关系，准确

把握买卖合同的担保价值具有重要作用。

１．按照借贷关系审理
当事人之间签订买卖型担保合同后，出借人

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

借贷法律关系审理”。这一规定贯彻了司法解释

的立法意图，确定了法律关系的争议点，明晰了买

卖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符合合同法的一

般原理。但是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

后买卖法律关系如何处理却未予设计，是借贷法

律关系审理完毕后对买卖法律关系才可以进行审

理，还是对买卖法律关系始终都不会予以审理，亦

或是在审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同时对买卖法律

关系作出审理？［４］

解释的目的不只是限于对法律文本的理解，

而是将法律文本作为解决待决案件的准据，即法

律适用。［５］对“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

关系审理”，从其文义解释可知，法律只规定了

“分阶段处理”方式，而对买卖合同如何处理并未

予以明确；从体系解释角度分析，《规定》第２４条
第２款“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
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执行

程序的规定否定了买卖合同的履行，指明了买卖

合同的方向；从目的解释分析，依据借贷法律关系

审理的目的在于通过立法明晰买卖合同的担保功

能，只是采用审判的技术性处理，并不意味着不能

对买卖合同作出相应的审理。［４］综上，民间借贷

中买卖型担保合同虽被否定其最后的履行，但这

只是法院审理附随法律关系时对整个交易细节通

盘审视的要求，并不否认需要对买卖合同进行审

理，至于其应何时审理，笔者认为因买卖与借款合

同具有交叉性，司法解释并无明确的必要，应根据

个案特征把握，而非脱离实际作理论空想。

２．实行代物清偿的方式
民间借贷规定为保证债权的实现设置了两条

解决途径：一是借款人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

债务，从而使债权债务消灭；二是借款人不履行债

务，债权人申请执行买卖合同标的物，以代物清偿

的方式消灭债务。而对于代物清偿的实现方式，

司法解释设置了一定的执行要求。一是申请强制

执行的前提是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

债务，而非交付买卖合同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所

有权的非金钱债务；二是根据公平原则的要求，课

以债权人强制清算义务，要求债权人将申请法院

拍卖标的物价值超过债权的部分返还债务人。

实现债权，使权利恢复到圆满状态是当事人

签订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规定》第２４条是对
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探究后得出的解决办法。［６］这

与典型担保物权实现方式相似，且不违反流质条

款的规定，是衡量当事人利弊关系的最优解决路

径。但笔者认为，该规定过分强调公平原则的实

现而忽略了债权人清算义务既非当事人约定的事

项，亦非法律规定的内容，缺乏契约上或制度上的

依据，［７］“一刀切”式地适用公平原则，有过于挤

压当事人意志之嫌，侵害了当事人的意思自

治，［２］背离了合同功能机理的发挥。

二、买卖型担保合同的司法实践

买卖型担保合同作为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其

—９１１—

　刘　洋　　　　　　　　　　　　　　　　买卖型担保合同纠纷之辩思



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纠纷问题由来已久，基于统一

人民法院裁判标准和正确适用法律的迫切需要，最

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规定》。本部分将着重分析司

法解释颁布之后的司法实践情况，对司法案件进行

类型化区分，以便准确定位买卖型担保合同。

（一）买卖型担保合同的事实认定现状

对于借贷合同与买卖合同混合的纠纷案件，

最难的并不是法律适用，而是事实认定问题。［２］

认定当事人诉争案件性质是解决纠纷的起点和关

键，也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条件。通过在北大

法宝司法案例检索发现，法院受理的有关买卖型

担保合同案件多以买卖合同为案由进行审理，通

过筛选总结发现此类案件常以三种类型呈现：

其一，双方签订买卖合同时明确约定，只有在

债务到期未得清偿的情况下履行买卖合同的类型。

此类案件中，借贷关系与买卖合同并存，且于借贷

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并未履行买卖合同，买

卖合同的订立在于借贷关系债务人届期未清偿债

务时履行买卖合同以抵偿原债务。［８］此类约定在司

法实践中最为普遍，事实认定部分也较为清楚，完

全契合《规定》第２４条的规定情形，而问题的关键
在于法律适用问题，后文将予以详细分析。

其二，买卖合同隐藏债务担保功能不明的案

件类型。该类案件涉及的争议焦点往往是合同定

性问题，该定性直接关系案由变更和当事人诉求，

甚至决定了案件结果。［８］该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

主要有承认和否认担保功能两种认定结果，而存

在差异的原因就在于案件事实的差异、证据完整

度及交易习惯的运用不同。如洪秀凤与昆明安钡

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一

审、二审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对交易习惯及证

据标准作出不同的解读，进而对当事人之间法律

关系的性质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①。因此，对于

此类隐藏真实法律关系的买卖合同案件，为避免

当事人一方不当摆脱义务约束，体现和反映当事

人的真实意思，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把握案件

事实部分存在的细微但关键的差别，在证据审核

方面不仅要看证据的名称、形式和内容，还要考察

双方法律关系形成、原因和意思表示，给予更为审

慎的分析研判，方有可能以坚实的证据作为支撑。

其三，当事人于借款到期之后再签订买卖合

同的类型。对于这类借款到期后签订买卖合同的

案件事实的认定将直接关系到性质的转变，即这

类案件实为借款偿还方式的转变，性质为代物清

偿，而非担保行为。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

性案例———汤龙等诉彦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

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当事

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担保的情

形，应否依据规定第２４条进行判决②。故认定和

判断此类案件是否属于买卖型担保合同的关键在

于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点，法官应遵循多问、多

听、多看的原则，正确区分案件事实的类型，以便

准确适用法律。

（二）买卖型担保合同的法律适用现状

德国法学家恩吉施曾说：“所谓法律适用，就

是法官的目光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往返穿梭的过

程”，同时法律适用的情况也能反映出法律规范的

实效性，同类案例中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则是司法统

一与公正的重要要求。［９］笔者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以

“让与担保”、“后让与担保”、“代物清偿预约”、“名

为买卖实为担保”为关键词检索筛选出自《规定》

出台之后，人民法院审理有关买卖型担保合同纠纷

的案件共有３００多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此类纠
纷的法律适用上主要有以下争议：其一，买卖型担

保合同的性质认定；其二，买卖型担保合同的效力

争议；其三，债权人有无优先受偿权的判断。

１．合同属性的争议
通过分析买卖型担保合同纠纷案件发现，人民

法院对于合同性质的争议主要有：不予认定、让与

担保、后让与担保、代物清偿预约四种处理方式。

所谓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

务清偿，将担保物之整体权利转移给担保权人，在

债务履行完毕后，标的物的整体权利又回归于担保

人，在债务届时未能得到清偿时，担保权人有就担

①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民一终字第７８号判决书。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民一终字第１８０号民事判决书。

—０２１—

　　　　兰 州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第１期



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１０］该观点主张，《规定》第

２４条中买卖型担保合同的表述实质是让与担保的
内涵，且该条第２款规定赋予的债权人在一定条件
下清算合同标的物的权利系让与担保的特殊情形，

并明确了该类让与担保的处理原则。如谢远华诉

张义芳民间借贷纠纷①、钱珍与南通市久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②等。笔者认

为，这种仅从片面缩小解释让与担保以迎合司法解

释对买卖型担保的规定，忽视让与担保转移所有权

的核心特征，并不符合买卖型担保合同的真实

属性。

后让与担保，是将转移所有权时间后移的一

个正在形成的习惯法担保物权，认为买卖型担保

是一种担保形式的设定，即用以后转让的所有权

为担保，对担保物所享有的权利处于期待状态，实

为后让与担保。如晋国强诉泰来县惠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③。后让与担

保虽然从外在形式上与买卖型担保合同极为相

似，但实质内涵仍存在较大差异，其与让与担保只

是标的物所有权转移时间上的差异，并不能对其

转移所有权的特性与我国物权法定原则、“流质

契约无效”之间的矛盾作出比较周延的解释。

代物清偿预约说，主张禁止流押条款实为禁止

在清偿期届满前代物清偿，买卖型担保合同本质是

清偿期之前达成的代物清偿预约，即预先约定如不

能按期清偿债务则以物抵债，双方并无真实买卖意

思，作为外形的买卖合同属于通谋的意思表示，而

隐藏的代物清偿预约则是真实行为。司法实务界

也认为《规定》对买卖型担保合同纠纷应按照借贷

法律关系审理，不得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规定恰是

对“禁止设置流质条款”的回应，其本质是代物清

偿预约，是事先约定的债务抵偿。如杜冲法与李竞

开民间借贷纠纷案④。笔者认为，代物清偿预约说

更符合买卖型担保合同的属性，不仅契合了担保型

买卖合同的形式，同时也合理解释了该司法解释第

２款关于合同处理方式的规定，具体论证在后文合

同重新审视部分将补充分析。

２．合同效力的辨析

买卖型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将关系到买卖合

同该如何处分及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态度问

题。但《规定》第２４条的条文内容既没有否定买

卖合同的效力，也没有指出买卖合同转化为另外

的民事法律关系来对待，［４］各地法院依据对司法

解释的不同理解，将买卖型担保合同效力分为三

种处理方式：（一）依据文义解释，模糊处理；（二）

合同有效说；（三）合同无效说。

主张合同有效的司法案例⑤多认为买卖型担

保合同为无名合同，其效力情况应依据合同法的

一般规则，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中强制性规定的效

力性规定的情形下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同时，也有法院⑥认为虽然该种担保不属于《担保

法》和《物权法》明确规定的担保形式，但其不存

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亦未违反

《物权法》第十五条所确定的原因行为和物权变

动行为相区分原则，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应承认

该种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而主张买卖合同无

效的判决则主张该类担保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

规定，且买卖合同系双方虚假意思表示行为，其真

实目的在于担保，只是假借买卖合同之形式欲达

规避法律之目的，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如朱刚等

诉周雷民间借贷纠纷案⑦指出，双方签订协议时

“意思表示有意不真实”系借款合同的从合同，

“通谋而为的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为法律意义

上的“虚伪行为”，在当事人之间并无受其约束的

意思，应认定虚伪意思无效。

通过总结分析司法实践中的两种结果可以看

出，买卖型担保合同效力判断的依据在于如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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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鄂民初字第２３３号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苏民终字第１９３８号判决书。
参见黑龙江省泰来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泰商初字第９６号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嘉兴市（２０１６）浙民初字第２５４８号判决书。
参见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明民初字第１８３号判决书。
参见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黑民终字第５７３号判决书；黑龙江省同江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黑民初字第５３３号判决书；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益

法民二初字第２１号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５）睢民初字第３４６８号判决书。



解和解读法律规定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因此探

究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图和明确禁止流质规则的

适用范围是决定买卖合同效力的关键。［４］

３．优先受偿权的判断
优先受偿权是担保物权最鲜明的特征，体现

了担保物权的对抗性。因此债权人是否享有优先

受偿权的判断成为平衡当事人权益的关键。而

《规定》虽指明了“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

标的物”，但没有明确规定出借人是否对该标的

物的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通过整理买卖型

担保合同纠纷的案例发现，对于当事人主张优先

受偿权的诉求，各地法院亦未达成一致意见。

一些法院从文义解释出发①，认为当事人双方

签订的买卖型担保合同为非典型担保类型，且《规

定》第２４条系申请强制执行的内容，仅仅赋予债权
人在债务人届期未能清偿债务可申请法院对标的

物拍卖就所得价款清偿债务的权利，排除了债权人

通过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而以代物清偿的方式满足

其债权的情形，并未赋予债权人排他性的优先受偿

地位。也有法院认为当事人签订的买卖型担保合

同为“让与担保”或“后让与担保”，虽为非典型担

保形式，但也应具有物权担保的基本属性。如在林

波诉浙江华人国际置业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指明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民

间借贷的担保，属于非典型担保方式中的后让与担

保，债权人据此享有以担保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担保

物权，同时《规定》阐明在借款人未清偿到期债务

情况下，赋予债权人的清算义务，即在债务人未履

行判决确定的金钱义务时，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拍

卖标的物，并以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债务②。但后

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担保物权仅是学理概念，在尚未

确定合同性质的前提下，以担保物权的属性来论证

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并不具有可行性。笔者认为，各

地法院判决迥异主要在于对法条及买卖型担保本

质属性的不同解读，但并未把握问题的关键所在。

至于合同性质是“让与担保”、“后让与担保”、“代

物清偿预约”等学理观点暂且不讨论，应依据担保

内容，区分该担保类型的性质为物权担保还是债权

性请求权，以此作为判断债权人有无优先受偿权的

依据，若其属于债权性请求权担保则无讨论优先受

偿权问题的必要。

三、买卖型担保合同的审视分析

买卖型担保合同作为一种新型担保方式，满

足了交易上保障融资安全的复杂需求，面对买卖

型担保事实认定难题及司法解释未作规定的法律

适用困境，仍需对买卖型担保合同进一步审视。

（一）代物清偿预约之证成

买卖型担保合同作为一种非典型担保形式，

其核心内容是当事人以买卖合同的形式为借款合

同债权提供担保。关于该类合同的属性争议很

大，而法律性质的界定，不应受制于当事人之间签

订合同的外观和名称，而应由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和合同的实质内容来决定。因此，意思表示的内

容是认定法律行为性质的关键问题［１］。

对当事人真实意思把握的不同，使买卖合同

属性的认定也存有差异。主流的观点有让与担保

说、后让与担保说以及代物清偿预约说。让与担

保和后让与担保学说认为当事人是希望通过转移

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实现债权，对借贷合同起到担

保作用的是买卖合同标的物，而非该合同的债权。

其发生担保作用的链条是：行使买卖合同债权→
交付买卖标的物→标的物价值抵偿债务→消灭借

贷债务［１１］。代物清偿预约说认为真正发挥担保

作用的是买卖合同的债权，是一种债权担保形式。

买卖型担保合同虽然冠以买卖之名，但买卖不过

是其借用的外衣，揭开这层画皮［７］，究其实质，是

双方通过买卖合同担保债权，而不是买卖合同的

标的物。另外，以买卖合同标的物作为担保意味

着担保的唯一性，若标的物消灭，担保也随即消

灭，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代物清偿预约理论更能反映当事

人的真实意思和立法者的意图，更具有合理性。

—２２１—

　　　　兰 州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第１期

①

②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浙０１民终字第７２９５号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温瓯商初字第１４９９号判决书。



首先，代物清偿预约作为双方合意的产物，其机能

主要在于预先为债务设定担保，与买卖型担保合

同要求当债务得不到履行时，债务人主张履行买

卖合同代替原定给付最为相似。其次，《规定》第

２４条第１款对买卖型担保合同概念的界定与代
物清偿预约理论相契合，第２款不得转移标的物
所有权，而赋予债权人强制清算义务的设置也符

合债权担保的基本理念。最后，代物清偿预约契

合了我国流质条款无效的规定，符合借贷合同和

买卖合同混合的法定处理方式，更有助于维护双

方当事人的真实意图，有较之“让与担保”、“后让

与担保”所不具有的功能。

（二）买卖型担保合同有效之认定

买卖型担保合同作为无名合同，其效力情况应

依据合同法一般规则予以判断。根据我国《物权

法》第１５条关于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行为相区分
原则的规定［１２］，物权变动的效果并不影响合同效

力，合同的效力问题应主要依据合同法基本理论。

关于买卖型担保合同是否因违反《合同法》

第１５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而无
效。主张合同无效的观点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

非法目的”实际是虚假意思表示的行为，当事人

假借订立买卖合同之名，掩盖其担保之目的，是当

事人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另外，《民法总则》第

１４７条有关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的规定，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已从学说阶段

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笔者认为，当事人订立买卖

合同的真实意图并非使买卖合同不生效力，而恰

恰相反，其在于（通过）实现买卖合同的效果，进

而达到其保障交易的目的，［１］并无隐藏真实意

思。同时买卖型担保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从

合同，从合同的法律效力应以民间借贷合同关系

的存在为前提。买卖型担保合同纠纷应按民间借

贷关系与主合同一并审查，但依据《规定》第９条
至第１４条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规定，并未否
定该合同效力。

关于买卖型担保合同是否因违反流质契约而

无效。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物权法“流质契约无

效”规定的目的在于根据公平、平等的原则，保障

债务人的利益。债权人因相对处于优势地位，将

会损害借款人的利益，在先订立的合同应认定为

无效。笔者认为该主张是对流质条款的机械性解

读和应用，且未对买卖型担保合同准确把握，对于

合同中约定有流质条款的，该流质条款部分无效，

而非合同整体无效，禁止流质规则的适用范围才

是决定买卖合同效力的关键。［４］另外，根据《规

定》第２４条第１款已明确买卖合同是为借贷合同
提供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应依据担保合同的相

关规定来判断；其次，该条第２款虽然规定债权人
不能以买卖合同起诉，但其后果只是“变更诉讼

请求”、“驳回起诉”，而根据程序法中作为从合同

的担保合同应于审理主合同之后方可审理的的要

求，并不能得出买卖合同整体无效的论断；最后，

标的物的拍卖以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为

前提，该条第２款中债权人可申请拍卖买卖合同
标的物的规定，也间接肯定了买卖合同的效力。

（三）债权人优先受偿权之否定

根据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抵押

权、质权等典型担保物权的债权人享有较其他债

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该权利由

担保物权性质所决定，但对于买卖型担保合同这

种非典型担保方式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规定》

并未予以正面明确。

笔者认为，债权人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其

一，买卖型担保合同以请求拍卖合同标的物作为债

权实现方式，且并未发生任何物权变动，债权人享

有的只是债务人履行所谓买卖合同以抵偿债务的

请求权，其本质上是一种债权性请求权，而非优先

受偿权。其二，买卖型担保合同无法进行外在公

示，与成立担保物权所要求的公示原则并不相符，

若认定其享有物权性质的优先受偿效力，对其他债

权人并不公平。［７］其三，探寻法律的目的，可以避免

我们对法律条文的机械理解，使法律出现更大的灵

活性和开放性。［１３］《规定》第２４条第２款债务人不
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时，出借人可以申请

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的规定，从其文义可知，该条

款只是对债权实现一般规则的重复，并未赋予债权

人优先受偿的权利。另外，该司法解释设立的目的

在于平衡当事人利益，如若承认未经公示的买卖型

担保合同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其与办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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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等公示的担保权人利益冲突如何平衡，将导致

我国规定的公示要件主义形同虚设。

四、结语

《规定》首次正视现实中存在的买卖型担保合

同，填补了立法空白，限制性地肯定了代物清偿预约

理论，为各地法院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同时该司法解释也指明了买卖合同和借贷合同混同

的处理路径，为以后正确处理此类纠纷，防范虚假诉

讼，健全担保规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另外，由于实践中的纠纷呈现出不同样态，也不

太可能探索出统一的判决结果。针对买卖型担保合

同的性质及由此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体法律关

系，法院需结合具体的案情，在现有法律秩序框架

下，结合当事人订立合同的主观意图、客观情势及相

关民法原理和制度作出更为审慎的判断［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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